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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室報告： 
 

當數位依賴已成為當代人生活的日常，透過媒介中介所架構的符號意義

與邏輯，或恐已如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所述「擬像真實」已取代真實，

成為比真實還真實的「超真實」。 

對閱聽人來說，這種看似為「自由意識選擇」下的「擬像」接收，或恐

能讓其情不自覺，或無法自拔的深陷於一種「擬真」的敘事套路，讓真實或

虛假，逃離理性的規範，取而代之的是媒體建構下的符號意義的情感認同。 

是以，無論野心勃勃的政客或奉資本累積為圭臬的資本家，理當不會坐

視這種披著「自由意識選擇」的外衣，實則足以召喚普羅大眾沉浸於符號拜

物主義的非理性行為。因為這種非理性的認同，一旦成為信仰，其匯聚的集

體行動，往往成為其可以收編與收割的權力或商機。對心有所懷的他們來

說，若能順勢擾動，讓其自然而然，順勢成「潮」，沛然成為「主流」，進而

讓個人或群體，找到「我群」與「他群」的劃界認同，更是額首稱慶。 

 若主流成為政經脈絡下被操縱的假象，則堅持與被視為「少數」、「不

同意」，「非主流」的媒體結構與內容文本，或恐才是改變與悍衛多元公共價

值的關鍵。當擬真邏輯與符號消費已滲透推展至政治、商業、藝術、性別、

族群乃至於恐怖的戰爭報導時，悍衛多元公共價值的公共電視的發展，就變

得格外重要。 

承上，本期的專題旨在探討數位變遷下，有關多元公共價值的努力與體

現。共有四篇：第一篇是由林玉鵬、蔡蕙如老師所撰寫的〈數位時代下的新

公共廣電服務：以台灣《公視＋》串流平台為例〉。該文分析公視+面對 OTT

的挑戰，除了扮演產製優質「電視」節目外，如何維持其公廣服務與普及性

原則公共價值；第二篇則由羅慧雯老師所寫的〈在傳統和數位之間擺盪：台

灣公視的全媒體轉型〉，該文以策略管理學的意義建構理論，探討公視管理

階層如何認知全媒體轉型的意義，如何透過轉型來實踐公共電視理念，並檢

討其轉型困境；第三篇則由孫嘉穗老師所撰寫的〈性別文化空間、影像與公

共性：以阿嬤家博物館與衍生文化產製品為例〉，該文以台灣的慰安婦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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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與其衍生之紀錄片為例，討論性別文化空間

與影像，如何展現公共性、乘載記憶文化，建構性別網絡，展現其公共價值

與理念；第四篇則由張春炎老師所撰寫的〈台灣的東南亞族裔地景與媒體再

現〉，該文運用數據說明，在台灣，東南亞移民／工，如何透過人數的增加，

建構成為東南亞族裔消費地景。藉由東南亞族裔地景的多元意義，反思其作

為新文化公共領域的可能性。 

本期研究誌要是由劉忠博、冼楚橋老師所撰寫的〈媒介化理論與政治經

濟學的思考對話：以學術傳播的媒介化為考察場域〉乙文。該文主張，近年

有關媒介化理論的研究，研究者常有意或無意地將政治經濟的因素，排除於

理論的建構過程，造成媒介化理論與政治經濟學的聯繫被忽略。其間有關應

納入以學術傳播的媒介化為考察場域，就學者、圖書館、大學機構與政府單

位等行動者，探討其形構知識生產的認證歷程的研究建議，十分中肯。 

本期的歷史現場的內容，更是十分難得與精采。面對本世紀很難想像的

俄烏戰爭，相關媒體報導，充斥著大美國主義的「擬真」敘事時，馮建三老

師頂著酷暑，為期刊翻譯了由包亞克（Jacques Baud）所述之〈烏克蘭的軍

事情境〉相關事件與論述。 

包亞克是瑞士參謀本部的退役上校，曾經擔任瑞士戰略情報分析工作，

蘇聯解體後，參與了歐洲與俄羅斯軍方及情報官員的最高層之討論工作，堪

稱東歐專家。其書寫，我們有幸能透過馮老師的翻譯，讓我們重新檢視非美

國主流傳媒下，有趣、重要且有爭議的視野。誠如馮老師所言，該呈現，雖

不一定能「真相大白，水落石出」，但文章內容所披露的事情與觀點，與歐

美主流明顯不同，或許能化解單極世界的可怕與誤解，讓世界平衡一些。 

對此一正在進行的事件與現場，馮建三老師更鼎力相助，撰寫了一篇〈不

實資訊、廣場事件與戰爭責任：理解烏克蘭〉。該文通過「布查鎮」屠殺疑

雲，對「廣場事件」進行真相的探討。也同意烏裔加拿大學者的「廣場」分

析，是有特定力量刻意轉和平示威為血腥事件，對這場戰的原因與問責，提

出了看法，不同於那些經濟學人的論述，令人敬佩。 

本期的書評，是由陳子軒評介由 Richard Giulianotti 著（劉昌德譯）的《運

動—批判社會學的視野》。該書的書寫與論述，架構於理論與議題間，立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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紮實，論述精闢，案例貼切合宜，可以被視為是台灣運動社會學中重要的入

門書。 

有趣的是不同於許多教科書採取較為中立、「平衡報導」的摘要式寫法， 

Giulianotti在書中，對近年在北美運動研究社群興起的身體文化研究（Physical 

Cultural Studies，簡稱 PCS），不吝宣稱其立場，大力抨擊。突顯運動社會學

與 PCS 兩派的爭辯，十多年來，一直沒變，讀來令人莞爾。 

或許每一個人與生俱來就有不同的世界觀，但造成社會的兩極化的極端

思維與認同，卻可能是人為的。自由、民主，重要的就是溝通、聆聽；而媒

體的公共價值就在呈現社會多元的視角與關懷。期待本期的專題、研究誌

要、歷史現場與書評，能拋磚引玉，激起更多的真知卓見與討論。 

                 

              《傳播文化與政治》編輯委員會 

                                            2022 年 6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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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論文 

 

一般論文 

 
 
 

 
 

數位時代下的新公共廣電服務： 

以台灣《公視＋》串流平台為例 

 
林玉鵬、蔡蕙如* 

 

 

 

 

 

本文引用格式 

林玉鵬、蔡蕙如（2022）。〈數位時代下的新公共廣電服務：以台灣《公視

＋》串流平台為例〉，《傳播、文化與政治》，15:1-28。 

投稿日期：2021 年 4 月 26 日；通過日期：2022 年 2 月 9 日。 

 
* 作者林玉鵬為國立聯合大學台灣語文與傳播學系助理授，e-mail:yupenglin@nuu.edu.tw 

   蔡蕙如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助理教授，e-mail:: hjtsai@ntnu.edu.t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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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平台化時代的新挑戰，當大多數的觀眾都在少數幾個平台（例如

Google，臉書與 Youtube）進行各種日常活動、接收資訊與娛樂。平

台化世代的新收視習慣對公共媒體產生影響，導致公共媒體面臨創新

平台公共服務的新挑戰。本研究將以數位時代下的公共媒體的影音串

流媒體平台為出發點，並進一步分析解釋，公共廣電服務除了扮演產

製優質「電視」節目之外，如何在影音串流平台發展數位時代下的公

廣服務。本文回顧相關文獻釐清各國公共廣電服務在數位時代下的轉

型策略，再以下列二個面向探究公視+在 OTT 時代下的挑戰與如何維

持公共價值（特別是普及性原則）（一）《公視＋》串流平台的發展方

向，試著從《公視＋》和公眾連結的機制和內容編排方式討論；（二）

台灣公視於國內外串流平台合作發行播映節目策略。思考在與跨國串

流媒體平台合作影視內容創作與播映之外，公視+的定位和發展的模

式會有何種可能？ 

 

 

 

 

 

關鍵詞:公共廣電平台策略、公視＋、串流平台、台灣公視、數位策展 

 

 

 

 



                                     數位時代下的新公共廣電服務 

3 

壹、前言 

 
  全球公共媒體服務都面臨平台化時代的新挑戰，當大多數的觀眾都在

少數幾個平台（例如 Google，臉書與 Youtube）進行各種日常活動、接收資

訊與娛樂。而巨型娛樂串流平台的興起帶來新的收視情境，閱聽人的收視習

慣已大幅改變。「看電視」這件事，不只是坐在電視機前面隨機或等待節目

播出，越來越多人選擇隨時隨地透過各種載具與平台 app，以更多元方式收

看各種影視內容。然而，平台化世代的新收視習慣，更對公共媒體產生新影

響，公共媒體將思考如何透過創新平台公共服務，重回大眾閱聽人的視野。 

  2021 年四月立法院第 10 屆第 3 會期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第 11 次全體委

員會議針對「公共媒體法推動進度與我國公廣集團面對全球數位化之發展規

劃」進行報告與質詢（2021 年 4 月 14 日）。其中《公視＋》成為質詢重點

之一。會議上針對平台使用率、內容多元性與操作使用度進行討論。文化部

是否提出積極政策，媒合更多優質內容上架《公視＋》也成為議題核心。公

視串流影音平台《公視＋》的推出因應數位潮流，面對的公眾不再僅限於電

視機前的觀眾，而是擴大至這些使用「非傳統媒體」的新觀眾。進一步來說，

公共廣電服務正轉型為公共服務媒體 （public service media），這裡指的「媒

體」意謂著不只是原本單向的傳輸內容至觀眾，還有在串流平台時代的雙向

互動。公共媒體可以透過閱聽眾的數位行為（點擊次數、停留時間）理解公

眾的需求，並做為往後收視評量的指標，也可以藉此思考多元的內容，以策

展式內容連結，達到更多元性的目標。 

  這樣的轉變呼應了公共媒體中一個很重要的公共價值──  普及性

（universality），相較於傳統定義的地理覆蓋普及，和節目設計上的普及，

串流平台的推出，更能服膺於此公共價值。透過各種不同管道觸及最大的公

眾，以及不限於線性安排、展現彈性的多元節目，重新創造新的普及公共價

值，這些都是公共電視在推出串流平台後的關注焦點。 

  再者，公視長期持續產製優質影視內容節目，但面對平台時代下的國

際影音市場競爭，國際串流平台 Netflix、愛奇藝與 LINE TV 在台灣高市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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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現況（如圖一），如何在數位時代下發展公共媒體新的公共服務策略，實

為一大挑戰。事實上，台灣公共電視與國際串流影音平已有些合作經驗，例

如 Netflix、CATCHPLAY 與 HBO Asia 等串流影台合資合製優質電影電視

劇集。無論是【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通靈少女】或是【我們與惡的

距離】早已是討論度極高並且收視率不錯的電視劇，都是近年來與知名國際

串流媒體平台（HBO Asia 和 Netflix 等）合作的成功國際案例，並適度地增

加台灣影視產品的國際能見度。也就是說，公視除了在發展《公視＋》成為

一個新的串流服務新品牌外，也積極地與國際串流平台合作，尤其是在播送

流通的合作，更已成常態。然而，在這類合作上，但在公共服務、普及性、

內容多樣性、本國自製比例、平等的國際影視內容交流等議題上，已逐漸浮

出各種討論的聲音，如何兼顧以上公共價值與原則，並且創造平台化時代下

的新公共服務，實為公共電視所面臨的新課題，同時也是本文關注的焦點。 

  因此，本研究將以數位時代下的公共媒體的影音串流媒體平台為出發

點，並進一步分析解釋，公共廣電服務除了扮演產製優質「電視」節目之外，

如何在影音串流平台發展數位時代下的公廣服務。本文先回顧相關文獻釐清

各國公共廣電服務在數位時代下的轉型策略，再以下列二個面向探究公視+

在 OTT 時代下的挑戰與如何維持公共價值（特別是普及性原則）（一）《公

視＋》串流平台的發展方向，試著從《公視＋》和公眾連結的機制和內容編

排方式討論；（二）台灣公視於國內外串流平台合作發行播映節目策略。思

考在與跨國串流媒體平台合作影視內容創作與播映之外，公視+的定位和發

展的模式會有何種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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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公視+的市佔率 

 
資料來源：立法院議事轉播 IVOD 第 10 屆 第 3 會期教育及文化委員會賴品妤委員質

詢影片截圖，取自 https://ivod.ly.gov.tw/Play/VOD/129555/1M/N 

 

貳、文獻回顧 

 
  串流影音媒體平台化這幾年迅速發展，加上這兩年疫情影響，使得串

流媒體的市場幾乎取代電視和電影的地位。特別是 Netflix 的成功，帶動了其

他串流媒體平台產業，在學術上的相關研究不少是以 Netflix 為主軸（Hallian 

& Striphas, 2016; Jenner, 2018; Lobato, 2019; Wayne, 2018），主要聚焦於

Netflix 本身的運作，或是對各國影視產業發展的影響（Lobato, 2017; Lotz, 

2021; Rios & Scarlata, 2018）等，或是針對閱聽人行為和理論的反思（蔡蕙如，

2020; Jenner, 2017）。進一步而言，這波學術研究風潮，也有串流媒體抽象

層次的探討，例如整理串流媒體研究的「類型」（Spilker & Colbjornsen, 

2020），或是「概念化」流通經濟等較為理論層次的研究（Colbjørnsen, 2021）。 

  公共廣電的數位轉型一直是重要的議題。即便大型的公共廣電媒體如英

國廣播公司（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BBC），很早就發展類似的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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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平台 BBC iplayer，已成公共廣電媒體數位轉型的典範，但在面對這波串流

平台大戰時，仍無法輕忽，並積極調整策略1，近來甚至和 ITV、Channel 4

聯手組成「OTT 國家隊」（Over-the-top media services，意指直接透過網際

網路給觀眾的串流媒體服務）和 Netflix 對抗（Waterson, 2019 November 6）。

近期的英國通訊管理局（Office of Communications, Ofcom）（Ofcom, 2019, 

2020）報告也提出類似的觀點和提醒。目前有關串流平台相關研究的面向，

反映學術社群較關注在串流媒體時代下所帶來的創新趨勢，包括其新的產製

流程、新的閱聽人體驗與新的消費模式等議題。然而公共廣電媒體受到串流

平台趨勢影響甚鉅，針對如何在串流平台時代維護其公共服務、普及性、多

元性、民主等功能並且創新加值，需要更多關注與研究（d’Arma, Raats & 

Steemers, 2021）。以下針對公共服務媒體在平台時代下的創新策略進行兩個

面向的文獻回顧與反思：（一）數位時代下的公共媒體策略：普及性 VS 個

人化；（二）公共媒體的平台化的新策略。 

 

一、普及性原則 vs 個人化策略 

 

普及性原則一直是公共廣電服務中重要的價值之一，這是公共廣電對於

社會中的每個人都能提供內容與資訊的職責，不論時地，讓公眾能近用公共

資訊進而參與民主社會。普及性可分為內容和近用兩個層面：（一）內容：

公共廣電必須提供和服膺各式品味和多元利益的群體；（二）近用：公眾是

否皆能近用公廣媒體內容，不會因為年紀、性別或非主流而受到歧視無法近

用（Van den Bulck & Moe, 2018, p.877）。然而，隨著數位科技和串流影音平

台的影響，公共廣電的普及性原則受到挑戰，在平台化媒體的時代，最常運

用的演算法以達到「個人化」的內容，公共媒體能否運用，又是否因此違反

普及性原則？這是近年研究公共媒體的重要課題，也以普及性做為主要框

架，試討論在平台化時代，公共媒體如何調整或因應這個變局。 

  Hilde Van den Bulck 和 Hallvard Moe（2018）的研究，討論以演算法為

 
1 今年（2022），BBC 更宣示要將 BBC 4、CBBC 和 Radio 4 Extra 轉至線上，並且

要縮編 500 人，全力發展成為數位優先的公共廣電媒體（Waterson, 2022, May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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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的媒體個人化，如何影響公共媒體的普及性原則。並以挪威公共廣播媒

體 Norsk rikskringkasting（以下簡稱 NRK）和比利時佛拉蒙區公共廣播媒體

Vlaamse Radio- en Televisieomroeporganisatie（以下簡稱 VRT）做為個案分

析，從三方面──推薦系統、登錄系統、隱私和安全性，討論個人化策略和

普及性原則的關係。研究指出，NRK 認為演算法和編輯團隊的結合，是可以

為觀眾帶來好的推薦方式。甚至希望公共媒體平台的登錄系統也能全部整合

（使用同一組使用者名稱和密碼登錄），以方便節目的推薦系統更有效地推

行，然而，對於隱私權的問題，NRK 會堅守不將使用者資料商業處理的原則。

至於 VRT，雖然不至於完全反對個人化策略，但仍有所保留，指出演算法的

運用是否會導致多元性的傷害（只給觀眾看想看的節目）？再者，無論觀眾

是否註冊登錄系統，都會提供同樣好的服務，不因此有所差別。至於隱私權

的問題，因為這涉及公眾的信任和安全性，VRT 認為這必須要非常的謹慎小

心處理，同時也是對普及性最大的障礙。因此，總結來說， NRK 於數位時

代的個人化策略，帶點科技決定論、樂觀的態度，肯定有助於普及性原則；

而 VRT 則是有科技焦慮感，雖然這些個人化策略能幫助和改善公共廣電服

務的目標和觀眾需求，但潛在的資安、同溫層問題仍待解決。最後指出，其

實大部份的公共服務媒體，在面對新興的個人化策略，都以新的方式詮釋普

及性原則，也漸漸將個人化服務整合進組織的新政策。作者認為公共廣電媒

體需要的是「公共服務」演算法，應該更能兼容普及性和公共服務責任。 

  Erik Nikolaus Martin 的研究（2021）則是針對公共媒體如何與「矽谷」

科技公司（新媒體平台）競爭。研究中提到普及性和演算法之間的問題是重

要討論面向。英國和美國的公共媒體提出了對演算法的以下幾個論點，BBC

平台所採取的演算法仍是以公共服務為主，而且即便使用演算法，也不代表

要捨棄人工編輯過程，應採取「混合式」的策略，追求演算法策展和人工策

展的平衡。而美國的公共媒體（Public Broadcasting Service, PBS）和國家公

共電台（National Public Radio, NTR）則認為必須思考個人化之於公共媒體

的意義，公共媒體要創造公眾的熱情和興趣，並成為一個受信賴的來源，成

為強而有力、有別於商業平台的公共媒體平台，然而這些目標，觀眾的洞察

力和數據是非常重要的資料。再者也主張，若能將現行的公共電視和公共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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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能整合為同一登錄系統，如此就可以這些資料，轉化成理解公眾對公共

媒體的興趣和改進公共媒體、個人化體驗等的依據。 

  整體而言，多數研究對於演算法的態度，仍期待公共媒體能以公共價值

發展、並有別於商業媒體的「公共服務演算法」。公共媒體運用演算法，推

薦觀眾節目（或相關節目），目的並非方便廣告的使用，而是為了促成主題

和觀點的多元性，也能以其平台擴大服務更多的公眾，以促成健康的民主社

會。相較於前面兩個研究提出「公共服務演算法」的概念，台灣公共電視全

媒體中心負責人李羏（Lee, 2018） 則以實務經驗的角度，討論台灣公共電

視的普及性和串流媒體平台間的關係。將《公視＋》的經營模式納入「商業

模式」，從公視本身較為少見的「付費制」，討論【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

的發行策略。就普及性原則的觀點來說，付費制反倒成為新興的商業模式，

除了在公視本頻道播出外，在 LINE TV 和 Netflix、《公視＋》三個平台播

出。在前兩者平台上的表現亮眼，也成為該劇主要的收入來源。研究指出，

公共電視的普及性可從多平台管道發行達成。這個研究將普及性原則更往前

推進，除了公共廣電媒體本身對於個人化（演算法） 和普及性的矛盾外，

對外則可思考和商業串流媒體平台的關係和可能性會是什麼？《公視＋》做

為公共廣電服務的串流媒體，普及性原則的實務經驗，也會關係著本研究的

另一重要提問：公視的發行播映策略。 

 

二、平台化的流通策略 

 

本節聚焦公共廣電服務的節目發行（流通）策略如何改變的相關研究與

理論回顧。主要為比較型研究，大部份較集中在北歐、比利時這類較小市場

的公共廣電的發展，這對於台灣而言也較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也可以此對應

目前《公視＋》的發行播映策略。除了在策略上可供參考，同時再思考串流

媒體時代下公共廣電服務的普及性原則。 

學者 Karen Donders（2019）的研究以公共廣電服務在轉型至公共服務媒

體（public service media，以下簡稱 PSM）時，參照公共服務媒體的特性，

面對串流媒體平台時代競爭下的流通策略。公共服務媒體中的「媒體」



                                     數位時代下的新公共廣電服務 

9 

（media）代表了「不限於」廣播和電視、而又具公共價值的媒體形式，並

且更加強調公民的角色。Doners 指出 PSM 的特性有：（一） 超越傳統線性

廣播電視的多平台策略；（二）在國際集團或是傳統電視發行公司所掌控的

媒體環境下，仍可以將提供所有公民公共服務；（三）在內容和流通策略上

仍堅守公共價值；（四）內部組織的重整以適應新的環境（Donders, 2019, 

pp.1104-1105）。Donders 以此四個面向比較公廣媒體：英國的 BBC，荷蘭

國家電視台（Nederland 1, NPO），和愛爾蘭的國家廣播公司（Irish broadcaster 

Raidió Teilifís É ireann, RTE）和前述的比利時佛拉蒙區的 VRT，研究它們如

何在日趨國際化的市場所採取的流通策略。研究指出，這些公廣媒體的節目

發行和流通策略已經明顯地產生變化，也勢必會向多平台的方向發展。競爭

環境的複雜、預算壓力和組織結構等都會影響政策的發展。和商業平台合作

（例如 Netflix）可能會影響普及性原則，但並不代表公共媒體受到經濟趨力

的影響。在作者所蒐集的資料顯示，這樣的合作關係反而更顯示強烈的公共

意識，也意謂著公共精神和整體預算間的摩擦。雖然目前這些公共媒體面對

平台化競爭環境的定位仍不甚明確，部門協調度也不足，不過這些情況在現

今複雜多變的媒體環境，都尚屬正常，所有媒體公司都要不斷地調整戰略以

適應多變的環境（Donders, 2019）。  

Alessandro d’Arma,Tim Raats & Jeantte Steemers（2021）則從 Philip Napoli

的框架討論討論公共廣電服務在串流媒體時代的回應。同樣也是比較研究，

以 BBC, VRT 和義大利的公共廣播機構（Radiotelevisione Italiana, RAI）三個

公廣媒體為主要案例分析，從 Philip Napoli 所提出的媒體組織在面對新科技

時的媒體演化反應的四個模式，（一）自信（complaceny）：不在乎新科技

所帶來的競爭威脅；（二）抵抗（Resistance）：會以各種方式（遊說、拒絕

版權銷售）維持自身的地位；（三）差異化（Differenctation）：轉型為與競

爭者有明顯差異的定位；（四） 多元化／模仿（Diversification／Mimicry）：

活動擴展至多平台，並開始會採用新（威脅）科技的核心特色（d’Arma , Raats, 

& Steemers, 2021, pp.685-686）。除了這四種模式外，亦提出了「合作」

（collaboration）的可能，有二種可能的合作式，第一個是將節目的版權直接

賣給串流媒體平台 （例如 Netflix 和 Amazon Prime 等），第二種則是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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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製播出的模式（d’arma , Raats, & Steemers, 2021, p.686）。 

研究分析指出，雖然案例顯示或多或少都有經歷過上述四個階段，但並

非一定呈現線性歷程，基本上還是取決於各國公共廣電媒體的政府政策（支

持程度和規範）、文化因素、定位和市場規模。例如英國節目的內容有語言

優勢（英語）而有國際合製的優勢，比利時荷語區的 VRT 雖然 Netflix 會購

買其高品質的戲劇，但則可能因語言、市場規模等，很難受到 Netflix 合製的

青睞。多元性的內容和服務則仰賴政府或政策的特別支持，例如英國因為有

提供串流媒體製作的賦稅減免。研究也指出，公共廣電服務對於隨選視訊串

流平台發展的回應，漸漸從短期的排斥到較務實的態度，不過合作的形式亦

有可能使公共廣電邊緣化。然而公共廣電服務的轉型雖然持續地致力於和商

業媒體區隔，但許多問題仍待解決，例如政策、資金和觀眾問題（d’Arma, Raats, 

& Steemers, 2021）。 

歐洲廣播聯盟（European Broadcasting Union, 以下簡稱 EBU）於 2021

年所出的產業報告中，也提到歐洲公共廣電在串流媒體時代所面臨的難題，

將焦點放在戲劇。EBU 報告指出，戲劇同時具備公共價值市場價值，前者代

表了多元文化、生活經驗，後者意謂著觀眾也期待能在其他國際 OTT 平台

上看到公共電視的戲劇。進一步來說，公共廣電媒體除了建置自身的串流平

台外，更必須思考如何讓自己的戲劇作品出現在國際串流平台（李羏，

2021）。然而，「小市場」的公共服務廣電的電視戲劇產製，串流媒體、平

台化的轉變帶來不小的壓力，這類小市場的國家的特質是：競爭者少、市場

高度集中化、以及公共廣電很大程度仰賴公共資金，但該機制長年也維特高

品質的戲劇產能。 

Raats 和 Jensen（2020）指出數位化和匯流時代已改變了媒體產業的經

營模式，傳統媒體一方面要面對來自原本傳統媒體間的競爭，另一方面則是

來自新興國際 OTT 平台的壓力，因此對於小市場的戲劇產製，有四項主要

的變化：（一） 觀眾的收視習慣從線性變為非線性，例如訂閱制；（二）

這些新興的 OTT 不僅改變舊有的觀看模式，也會投資原創內容，不過目前

Netflix 對於大市場國家的投資興趣，遠比小市場高；（三）廣告往這些新興

媒體平台移動，例如臉書、谷歌等，根據歐洲視聽觀察報告指出，2018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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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廣告就有 56%流向臉書和 Youtube；（四）歐洲公共廣電的財政支援逐

年下降，例如 2018 年就下滑 2.8%（Raats & Jensen, 2020, pp.837-838）。以

比利特荷語區的 VRT 和丹麥公共電視台（Danmarks Radio, DR）為例，在面

對來勢洶洶的全球競爭和既有市場的挑戰，這類小市場所仰賴公共資金的公

共媒體究竟如何維持電視戲劇的產能。Raats 和 Jensen（2020）研究指出，

VRT 和 DR 雖仍是該區主要電視產製的中心，但面對國際化的市場仍採取不

同的策略。VRT 仰賴國內的公共財政支持，重心也放在國內市場。事實上，

比利時佛拉蒙區的整體電視市場，有意識到 Netflix 或「外國」（主要是美國）

內容為共同的競爭對手，也萌生合作的想法，但目前為止尚未形成確實的合

作。雖曾一度提出公私媒體共組 Flemish Netflix 的構想，不過由於利益交織

和成本問題難以落實（Raats & Donders, 2020）。DR 相對而言較重視國際市

場，積極出售國際播映權。不過 VRT 和 DR 的策略並非截然二分，兩者模

式近年也互有重疊。Raats 和 Jensen 在文末指出，國際 OTT 的興起，對於公

共廣電的戲劇產製帶來了三方面挑戰，第一個是公共服務廣電應和這些 OTT

有一定程度的合作，但又必須冒著品牌認同被傷害，以及侵蝕自身的節目和

串流平台服務的風險；再者則是關乎公廣服務投入付費平台機制的程度，雖

然可能獲得更多的高品質戲劇製作預算財源，這又會牽涉公廣角色（近用性）

的問題，第三則是和 DR 較有關係，究竟公共廣電服如何能在革新之餘，仍

能保持其獨特性，又能立足國際，實為重要課題（Raats & Jensen, 2020 , 

pp.851-852）。公視資深研究員何國華在 2019 年〈合作與協作 讓線性廣電

得以永續〉一文中亦提出北歐公共廣電的思考，他指出，對於北歐這些小市

場的廣電媒體，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能提出合作、協作，並擴大內容聚合

夥伴關係。因此，在戲劇的產製和流通上，小市場的公共廣電媒體勢必會碰

到國際影音串流平台的競合問題。 

 

參、案例分析：《公視＋》串流平台公共服務 

 
  以廣義的串流媒體形式來看，台灣公共電視的串流媒體服務可以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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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公視於 2007 年所成立的 Peopo 平台，是鼓勵公民製作「公民新聞」並上

傳至此平台，為一種使用者生產內容（User generates content）的平台，另外

會精選一些內容在主頻道播出，搭配客座編輯，算是串流媒體形式在公視播

出的「基礎原型」。 

 

圖二：《開鏡》廣告頁面主打全新公視+影視平台服務上線的資訊。 

 

     資料來源：《開鏡》第二期（2017 年 10 月，第二期） 

 

  公共電視在 2016 年推出公視+7 的影音串流平台，配合當日傳播統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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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播，隔日播出，可以回看 7 天的服務。事實上，台灣的 OTT 市場在 2016

年已漸熱絡，2016 年甚至稱之為 OTT 元年 （顏理謙，2016）；2017 年時，

已有 15 家 OTT 平台業者，主要的訂閱者以年輕人為主（CASBAA, 2017）

相較於這個趨勢， 2017 年的尼爾森收視調顯示，公視的觀眾群年紀始終偏

高，大概在 55 歲左右 （Lee, 2018）。因此，一方面公視希望能因應年輕觀

眾新的（網路）收視習慣，另一方面也因為市場的原故，公視+7 於 2017 年

轉型升級為公視+ OTT 的服務，不限 7 天的收看期限，也加入過往節目，強

調「地表最強串流影音服務和超過 800 小時影音」（圖二）另外除了能收看

市場原有的標準（SD）與高畫質（HD）節目外，更支援超高畫質（4K）播

映。就整體介面和播放品質來看，是合乎新媒體潮流的設計（如圖三和圖

四）。接下來即針對《公視＋》進行兩個主要面向分析：（一）串流平台的

發展方向；（二）發行播映節目策展策略。 

 

圖三：公視+ 的電腦介面 

 

資料來源：公視+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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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公視+ 的手機介面 

 

資料來源：公視+ app 

 

一、註冊會員制度和策展式內容的流通策略 

 

《公視＋》的觀看方式主要為註冊會員制，無論是從《公視＋》平台，

或是透過 app，都需要先註冊為會員才能觀看《公視＋》所提供的節目，在

部份節目採收費制外，其他節目都是免費收看，由於節目版權的關係，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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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觀眾無法註冊。2019 年 1 月《公視＋》網站改版並同時推出 Android 版

APP，以更貼近數位時代下的觀眾觀影需求，同年 3 月由於新影集《我們與

惡的距離》開播，甚至一度吸引超過 11 萬人登記註冊使用，6 月的會員人數

已達到 46 萬人。《公視＋》後臺所檢視的收視指標有三：「節目點擊次數」、

「桌機／PC 累積觀看分鐘數」與「Android APP 累積觀看分鐘數」，2019

年前半年的統計顯示這三項指標都穩定成長（李羏，2019）。未來這些數據

資料都將納入公視節目收視評量指標，藉以衡量並發揮公視串流影音服務的

多元價值。  

如前所述，在 Van de Bluck 和 Moe（2018）談及公共廣電、演算法和普

及性的關係時，登錄服務（Log-in Service）是其個人化服務核心之一，用於

「節目推薦」和「理解公眾樣貌」兩個目的。公視+的機制，必須要先註冊

成會員才能在平台觀看節目，藉以能將觀眾的樣貌和觀看行為，更能清楚地

記錄下來，例如常看的節目是哪一類型？ 是否會看到一半就不看? 又常會

在哪裡停住不看等。再者，透過觀眾登錄裝置的分析，也能瞭解觀眾多螢幕

（手機、平板電腦和電腦）的收看方式比例，這個部份可以對公視的串流平

台發展政策和節目內容行銷有很大的幫助，前面可以往加強基礎建設的方

向，後者則是節目文本增加多媒體敘事的可能性。因此，登錄系統的機制看

似限制公眾的文化近用，但實則不然，因為得到的資訊會以公共服務的原則

和價值，更能精確地理解公眾對於公共電視的需求和興趣，公共電視也能以

此調整至數位串流平台時代的多元內容。然而，在目前《公視＋》的發展，

還未充份運用演算法的階段，而是以「人工策展」為主的節目編排，以主題

策展方式，擴大公眾對於節目「參與」的形式。 

  策展一詞本源自博物館研究用語，近年因為數位內容資訊龐大，將這類

能將數位內容分類、選擇再組織進而呈現的過程稱之為「數位內容策展」，

而判斷最終呈現的結果是依據人工方式判斷，而非依照所謂的人工智慧、演

算法、大數據等工具（Rosenbaum,2011；黃貝玲譯，2012）。《公視＋》平

台即有針對節目內容主題式選取的編排，也如同「策展」一樣，希望將在主

題下的相關內容賦予意義，以符合主題的價值。公視+的內容策展主要分為

二種形式，第一種為一般「策展主題」的推廣，另一種則是較以時效性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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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容策展。前者如圖五所示，在公視+網站頁面的選項為從頻道選單下拉

至「人為什麼要爬山？」，《公視＋》即將目前正在播映的群山之島紀錄片

為主軸，搭配其他相關且曾經播出的紀錄片或節目，如 2019 年柯金源導演

的《神殿》紀錄片，或是同樣於 2019 年播出的台灣國家公園紀錄片，這些

「舊節目」不見得在主頻道 （電視頻道）有隨時播放的機會，但在這類策

展式的安排下，會讓觀眾和收視群更能清楚公視+策展的邏輯。至於後者，

會因應「時事」（例如議題、得獎回顧或是和外部影展合作）而做出立即性

策展，例如每年總是在金鐘獎能獲得眾多獎項的戲劇節目，在金鐘獎隔天後

即會安排所有得獎相關節目上線。 

 

圖五：「人為什麼要爬山?」 

 

資料來源：公視+網站 

 

在前面的文獻提到「公共服務」演算法的概念，會強調公共廣電媒體的

一大特色就是會維持人工編輯，而不會將全部的編排交給演算法，即便是全

由演算法排序，仍必須以公共價值為主。《公視＋》一方面發展出線上主題

的策展編排（人工節目編輯），從節目主題發散其他相關的節目連結，如此

亦可強化過往節目的公共性，同時發揮串流平台媒體的特性，與電視頻道節

目的線性邏輯不同。線上策展可將舊節目的公共效益最大化，也能透過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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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彼此連結，讓公眾對於文化內容的想像和詮釋擴大。 

因此，相較於一般 OTT 較常採用的「圖書館」、「資料庫」策略和介

面（片量愈多愈好），在國際串流平台更為明顯，《公視＋》採取了另一條

的新路線──內容策展路線，提供觀眾對於 OTT 平台的另類想像，透過這

類內容策展安排，不是由演算法決定觀眾看什麼，而是透過文化連結和想像

重新編排，提供公眾更多的文化節目，可以是新時代下的普及性原則重新界

定《公視＋》的內容策展屬性。雖然《公視＋》平台介面仍有許多不足之處，

也因為平台系統問題，暫時並未很能精確地使用大數據和演算法等數據，若

未來能搭配適合的演算法，節目的流量和數據，也許更能強化公共服務和普

及性的精神。 

 

二、《公視＋》的發行策略 

 

公視在面對平台化媒體時代，戲劇的發行流通，基本上和其他小市場公

共廣電媒體的處境類似，也採取了和商業媒體競合的方式。表一整理了自《公

視＋》開播以來所運用此合作策略的公視戲劇，可以看出公視自 2018 年開

始逐漸展開與其他獻上平台合作播映的模式。由於國際知名串流平台的效應

（例如 HBO 和 Netflix），讓更多觀眾透過新聞報導與相關平台效應，除了

原先在國際平台收視的觀眾之外，也因為戲劇品質優良口碑極佳，讓更多觀

眾回到《公視＋》收看，並且因此進一步使用其他的平台服務。而這種公共

電視與商業串流平台合製／合播的方式，有機會促進民眾對於公共電視的認

識與戲劇品牌的忠誠度。公視與其他串流平台有不同的合作模式，例如：（一）

與公視主頻道同時播出；（二）同一天稍後播出；（三）隔日之後播出等模

式。2021 年 8 月底推出的影集《斯卡羅》則是近期表現極佳的主頻道與商業

串流平台合播的成功案例，相關報導（鍾智凱，2021 年 8 月 16 日）指出《斯

卡羅》為公視開台 21 年來首播收視紀錄，首播收視率也是當日全部頻道戲

劇類節目第一名，合作播映的平台，例如 LIVE TV 首播 2 小時內排名第一名；

myVideo 上也是戲劇類第一名；在 Netflix（台灣）也是前五名。 

  這個策略一方面擴大內容能見度，同時也拓展平台公共服務被近用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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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公視在面對影音串流平台化環境新挑戰，除了主頻道收視頻道和《公

視＋》，也思考平台化媒體的整體策略。這裡的「平台」，並不僅限於自身

的公共平台服務，也擴及於公共內容於商業平台露出，因此甚至能增加國內

外的知名度。  

  公視選擇和任何具有聲譽且創新商業影音串流平台合作，都可使公共電

視產製的高品質戲劇，在數位時代下擴大觀眾的收視，突破傳統受地理限制

的普及性原則。另一方面也透過版權販售增加收入，這是公共廣電媒體和商

業串流媒體平台合作的收益之一。公視總經理徐秋華也指出「公視的迷你劇

因製作成本高，過去往往無法完全回收成本，但如今透過 OTT 平台積極購

買版權合作，已經有三部作品達標 100% 回收率：《我們與惡的距離》、《麻

醉風暴 2》，以及年底（2021）才上映的電視劇【返校】。」（文化內容策

進院，2021）。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過往的經驗研究較少提到「播映時間」

的合作。 

  此外，《公視+》在戲劇的收視上，2018 年 6 月大膽啟用付費制的方式，

首推【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以 99 元隨選觀看兩個月的付費方式，這

類新的商業模式對於公共廣電媒體是很大的挑戰，一方面初期使用者的公視

影音平台經驗並非完善，且缺乏「獨家」才有的節目，因此內部評估有很大

的失敗風險，再者面臨法源的挑戰，公視徵詢文化部的意見，指出公視法第

28 條同意公視可以從公共電視文化基金會相關的商業活動或其他來源取得

收入，因此文化部同意這個新商業模式 （Lee, 2018）。以結果來說，這個

試水溫的新制度表現不俗，在自家的《公視＋》和商業平台都有不錯的表現。

例如在 Line TV，【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是自開播後截至 2018 年 9 月，

平台流量排名前三的劇集節目，單一集的瀏覽量已破 130 萬 （唐子晴，

2018）。這個成功模式繼續延續到【我們與惡的距離】，這次合作的對象是

台灣本土 OTT 影音平台 Catchplay，亦有投資該劇。同樣在公視+採取付費的

方式，採用 3 個月付費 130 元的方式，可以觀看系列全集，由於該劇造成極

大迴響，公視的收入破 400 萬，Catchplay 的會員更在一個月增加 22 萬新會

員，付費會員也增長了一倍（唐子晴，2019）。在原本公視的市佔率就比較

小的情況下，選用戲劇做為付費模式的試金石，也同時嘗試和商業影音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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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藉此增加公共影視內容的曝光度與額外影是產製的收益。《公視＋》

以公共價值為基礎的新商業合作模式，是讓在台灣公共電視資源不足與平台

化閱聽人的時代下，一種可持續觀察的創新合作方式。 

不過在過往的討論中，很容易沉浸在「成功經驗」裡，往往會忽略成功

模式下的缺失，在此也一併提出幾個思考方向。在這波戲劇合作發行的策略

裡，較為嚴重的問題首推公視+本身的基礎建設是否能跟上「最大化觀眾」

的策略。以最受歡迎的【我們與惡的距離】，在《公視＋》的播出就因承受

不了過多的觀眾同時上線因而當機，或許之後推出的戲劇未再出現類似的情

況，這仍涉及普及服務原則（蔡蕙如、林玉鵬，2019 年 4 月 22 日）。也可

以進一步去觀察《公視＋》在整體公共廣電的定位，包括預算和資源等，也

就是前面所提及的政策工具，都會影響《公視＋》的發展。 

  第二個問題，則是即便合作策略成功、也在多串流影音平台播出，誠如

d’Arma、Raats 和 Steemers（2021）指出，公共廣電媒體在評估整體利大於

弊的情況下，若販售播放權給平台業者，或是和這些平台業者合作，可以提

升製作成本和能見度，但相對而言，也可能會有失去品牌和主導權的可能

性。這個問題在 Netflix 原創 （Netflix original）這個「品牌」日趨強大，因

而忽略真正的製作單位（公視）必須注意。如同在前述文獻的討論，較為小

市場的公廣媒體，在面對國際影音平台的合作時，就會有邊緣化的問題（Raats 

& Jensen, 2020）。 

  《公視＋》因為新的商業模式，更能掌握付費會員的資訊。如前所述，

更有助於節目的規劃；付費會員制也強調收視數據精準的預測。然而以上兩

種數據應用的方式，是否能能符合數位時代下公共服務精神，則值得進一步

觀察。例如，如何服務數位時代下的未付費的線上觀眾需求？以及「精準收

視數據」是否真能未提供又優質且符合多元公共價值的節目設計，也必須進

一步討論。此外，選擇使用付費機制的戲劇標準為何？是否有可能會因宣傳

資源、演員陣容等而造成不同的效益？在串流媒體時代下，公共服務媒體的

新挑戰不只服膺數位時代下的收視趨勢，也審視創新服務與公平性和普及性

的原則，特別是以台灣為小公視小市場的特殊脈絡，如何掌握與國際影視平

台之間的競合關係，並且擴大公視的數位公共服務優勢，以達公共廣電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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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意義。 

表一：公視+上線以來所推出的付費戲劇 

公視主頻播出

時間 

劇集 其他播出的商業平台 

2018/7/7 

每周六 21:00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 Netflix 

Line TV 

MyVideo 

2019/10/6 

每周六 21:00 

通靈少女 2 

 

HBO 

HBO GO 

和 HBO 隨選視訊服 （HBO on 

Demand） 全亞洲同步首播 

2019/2/16 

每周六 21:00 

魂囚西門 

 

Netflix 

Hami Video 

2019/3/24 

每周日 21:00 

我們與惡的距離 CATCHPLAY 

HBO Asia 

2019/6/8 

每周六 21:00 

噬罪者 Netflix 

愛奇藝台灣站 

FriDay 影音 

LINE TV 

KKTV 

MyVideo 

2019/11/16 

每周六 21:00 

糖糖 Online Netflix 

2020/5/16 

每周六 21:00 

路~台灣 Express~ CATCHPLAY 

LINE TV 

friDay 影音 

中華電信 MOD 

Hami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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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Video 

2020/ 12/5 

每周六 21:00 

返校 Netflix 

2021 /1/2 

每周六 21:00 

大債時代 Netflix 

2021/2/20  

每周六 21:00 

天橋上的魔術師 Netflix 

MyVideo 

2021/5/1 

每周六 21:00 

火神的眼淚 MyVideo 

Netflix 

2021/8/14 

每周六 21:00 

斯卡羅 LINE TV 

Netflix 

MyVideo 

Hami Video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除了受重視的戲劇類型外，最後提出在《公視＋》，仍有一些新的「自

製」節目嘗試，自《公視＋》2017 年成立以來，共計有三部：【博恩在脫口

秀的前一天爆炸】、【百年未來】、【懂了也沒用的台灣史】，共有特點都

是以短影音節目，同時適應串流平台和網路型態。【百年未來】另有搭配 360

度全景技術的【未來百年】網站，讓公眾參與總統府的歷史。這類新媒體科

技的運用，也出現於【返校】、【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的行銷策略（公

視全媒體專案中心，2021）。換言之，《公視＋》也可視為是台灣公共媒體

平台公共服務的創新實踐。 

這個公共實踐擴大「觀眾」的傳統想像，也改變「線性」觀看的模式。

《公視＋》透過新媒體科技，將所謂前述的 PSM 中的媒體特性發揮，前面

提到的迷你影集【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另外開發線上遊戲《KIDZ 孩

子》，更因此得到 2018 年新加坡亞洲電視學院獎之最佳電玩獎。台灣公視

除了思考戲劇內容貼合社會親子議題與時事脈動，更透過多元內容與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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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近不同世代的閱聽人，特別是該影集觸及親少年生活與升學相關議題，而

透過線上遊戲設計的形式，某個程度上也拉近了「網路原生代」的青少年們。 

另一個創新的案例是公視【返校】影集，原本【返校】已是解謎式恐怖

冒險類線上遊戲（2017），並於 2019 年被改編為電影。2020 年公視不僅改

編成電視劇，更同時利用跨媒體敘事策略進行宣傳。原本電影和電玩的名氣

就已具知名度，公視推出【返校】影集時，利用新媒體和影音平台的特性，

採用另類實境遊戲 （alternative reality game）的行銷和推廣方式，採用用了

商業媒體較少使用的所應用的跨媒體的敘事和行銷方式，運用平台包括臉

書、Line、BBS 和【返校】等，利用【返校】故事，串起各社群媒體平台間

的互動、新觀眾的加入（公視全媒體專案中心，2021）。公視新媒體部對於

未來的公視影音內容的公共服務策略時，更投入開發觀眾、貼近更多不同類

型的數位時代下的網路使用者，嘗試以創新的社群媒體節目宣傳、互動式體

驗遊戲與跨平台合作放映形式，服務更多觀眾。 

因此，就公共廣電媒體在串流媒體時代的發展，如何能在競爭激烈的

OTT 市場中明確定位，為未來的重要課題，策展型內容導向和新媒體試驗是

目前較清楚和可行的方向；再者，串流時代下的普及性原則也需要再思考，

如何妥善運用串流平台時代的數據化和個人化功能，發展出不同於商業串流

影音平台的可能；然而，公共廣電服務與商業串流的競合關係會更加複雜，

公共和商業也很難再涇渭分明，誠如公視前執行副理謝翠玉在公視《開鏡》

週刊表示，公視+在未來不只服務公視，只要政策許可，亦可服務其他業者

甚至進行版權處理或者商業營運（公共電視，2019）。然而，合作關係是否

讓公共廣電的品牌受到影響，也是未來值得觀察的方向。 

 

肆、結論 

 
本研究觀察當代的公共串流媒體平台的公共服務的發展趨勢，以及其所

面臨的困境，探究公共廣電服務，從扮演優質內容提供者的角度，如何在串

流時代下，掌握平台通道，強化數位時代的公共媒體服務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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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電視季刊《開鏡》於 2017 年 7 月創刊後，可見公視對於國際串流

趨勢的關注與反思，了解公視對於串流平台公共服務的想像、設置與發展。

例如多篇文章探討公共廣電與國際串流平台之間的競合關係。有關國際平台

對公共廣電的威脅，不同的公共媒體採取不同的策略，但無論處於大或小市

場的公共媒體，都仍備感威脅，而成為數位變革策略的契機之一，無論是針

對公共媒體本身的策略，或是對於該國影視政策的改革。公視研究員王菲菲

（2017，頁 113）曾指出澳洲保護本土影視產製政策，面臨國際串流平台來

襲，應重新調整政策內容的問題。公視副研究員王如蘭對於台灣公視的串流

發展也提出看法： 

 

雖然如 Netflix 與 HBO 多已經開始製作所謂的台灣本土內容，但是

終究是純粹的利益考量，委製內容數量與時數均不多，台灣業者是否

只是一個代工的角色？能有多少自身的創作理念與台灣價值在其中？ 

建議政府應積極鼓勵業界整合一有頻寬、技術與內容力的國家隊，提

供以台灣原創內容為主的 OTT 服務。並依羅世宏教授建議，政府可以

借鏡德國、法國以及加拿大等國的立法行動，對境外 OTT TV 平台課

徵特別稅，用以挹注並扶植本國優質自製影視內容。避免台灣在全球

眼球競爭大戰中逐步消失產業競爭力與文化主體性（開鏡 2019, no.8,

頁 127）。 

 

公共廣電在激烈競爭的串流媒體市場中的新策略，透過國際的公共廣電

的在不同市場類型中的競爭策略，並且回應當目前串流平台研究社群缺乏有

關公共廣電的回應策略與創新，並從普及性、多元性、近用性思考數位時代

的公媒責任，與創新策略如何因應商業平台的競爭與合作，同時不失去公共

價值。《公視＋》目前的發展仍屬初步階段，資源仍不足。另一方面，《公

視＋》維持原本的節目規劃，創新利用平台化媒體的特性，公共服務媒體對

於數位時代下的文化的參與形式，不僅只限於「線性觀看具有公共意函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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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而可是透過更多元平台服務與連結、創新內容策展體驗，增強數位時

代下文化公共加值服務。 台灣公視推出《公視＋》之後，在數位時代下開

創新的平台服務，更貼近了閱聽人的新收視與體驗資訊的習慣，也達成公共

服務媒體的普及性原則。公共模式的改變，回應前述的《公視＋》相關系統

設計，例如：登錄系統、付費模式等，則回到以公共服務為前的資料收集與

公開說明的方式，以更能清楚、多元、公共的方式展現「公共服務演算法」，

或許能突破既有的「公共」想像，而有更多創新的數位平台公共服務。再者，

在內容的編排上，透過編輯主題策展，結合公共議題與時事，讓平台閱聽人

可以以更迅速的方式接收資訊，這種內容策展方式改善原先在網路平台上各

種以商業或私利為目的雜亂的資訊洪流，透過結構化與系統化的主題策展，

讓網路使用者可以更有效的方式近用資訊。《公視＋》在創新和數位公共服

務的平台策展與設計，重新定位公共服務媒體創新服務，也帶給平台閱聽人

新的新內容與新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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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in the digital era: The case of 

PTS+ in Taiwan 

Yu-Peng LIN & Hui-Ju TSAI 

 

 ABSTRACT 

In this era of platformization, when the majority of viewers rely on a 

few platforms (such as Google, Facebook, and YouTube) to perform 

various daily activities and receive information and entertainment, global 

public media services face new challenges. The new viewing habits of the 

platform generation have an impact on public media, leading to fresh 

demands for platform public services to be more innovative. This research 

will start from the video streaming platforms of public media in the digital 

age and further analyze and explain how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beyond producing high-quality television programs, can develop and 

produce public service programming in the digital age of streaming 

platforms. The first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al direction of the Taiwan 

PTS+ streaming platform, discussing the mechanisms of this service and 

how the offered content is curated. The second perspective examines how 

Taiwan PTS cooperates with domestic and foreign streaming platforms to 

distribute their television dramas. The study also attempt to asks this 

question: what are the possibilities for the positioning and development of 

PT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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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使用者紛紛轉向網路和行動載具的趨勢中，公共廣電如何轉型

以因應使用者行為變化，是許多國家公共廣電的重要課題。 

台灣公視於 2017 年宣布全媒體轉型，成立全媒體專案中心和「公

視+」線上影音平台，2018 年公視新聞部也成立 P#新聞實驗室，不定

期推出數位專題策展。公視為何一改過去對新媒體的保守態度開始進

行轉型？公視如何轉型？本研究以策略管理學的意義建構理論、主導

邏輯概念，和深度訪談法、次級資料分析法，探討公視管理階層如何

認知全媒體轉型的意義，如何透過轉型來實踐公共電視理念；也分析

公視目前的全媒體轉型策略和主導邏輯，最後檢討轉型困境，期使研

究成果對台灣公共媒體未來發展有所助益。 

 

 

 

 

 

 

關鍵詞：公共服務媒體、公共電視、主導邏輯、全媒體轉型、意義建 

        構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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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公共廣電制度出現已近百年，近四十年來，隨著媒體環境變化，公共廣

電存在的必要性屢屢受到挑戰。公共廣電在過去被認為是民主社會的重要基

石，提供公眾資訊、促進公共事務討論、實踐公共領域、滿足教育文化等多

元需求。如今網路提供更多資訊和更多討論空間，是否還需要公共廣電來達

成公共領域？在使用者紛紛轉向網路和行動載具的趨勢中，公共廣電該如何

轉型以因應使用者行為的變化？成為許多國家公共廣電的重要課題。 

台灣公視從 1980 年時任行政院院長孫運璿倡議公共電視算起，歷經十

八年艱辛的建台歷程。1992 年 9 月行政院始將公共電視法草案送至立法院審

查，耗時四年多後，終於在 1997 年三讀通過。立法階段的主要爭議在於如

何透過制度設計來維持公視獨立性，例如董監事選任須達審查委員四分之三

同意的高門檻、經費來源的公共性1等等。為防止政府干預新聞，立法院還通

過附帶決議，明定 2002 年 7 月之前公視不可製作每日新聞。然而媒體作為

公共領域最基本的功能就是提供資訊，這樣的決議導致公視在關鍵的品牌形

象建立時刻與每日新聞脫鉤，使得公視不提供每日新聞的印象深植人心，後

來即使公視推出每日新聞，表現也較不受外界注意。加上公視新聞部採製作

人制2，也導致新聞部較難產生整合性策略來回應變化中的社會需求。此外，

戲劇或藝文等其他類型的節目也無法跟上使用者閱聽行為的劇烈變化，因為

 
1當時立法院曾討論過經費應來自三家無線電視台營業額或稅後盈餘的一定比例，因

無線電視台反對，公視經費才改為由政府捐贈。公視建台歷程之崎嶇，參見魏玓、

林麗雲（2012）。 
2公視自開台起，每屆總經理都和公視新聞部簽訂新聞製播公約，公約中明訂「公視

新聞部採製作人制，製作人在新聞部編輯方針指導下，為其製作節目的決策者，對

節目內容負全責」。製播公約中也規定「董事會、總經理、經理等主管，不得以任

何有違新聞專業精神的理由，干預新聞專業和自律空間」（公視製播公約：

https://info.pts.org.tw/open/data/prg/2004news_produce_rule.pdf）。製作人制旨在維護

公視新聞和新聞性節目的專業自主，但在實際運作中卻被過分強調，導致新聞部經

理從指揮官的角色淪為行政。最典型的例子是早中晚三節新聞各有一個製作人，新

聞部經理卻不介入統合三節新聞的調性。 

 



‧傳播 文化 與政治‧ 第十五期 

2022 年 6 月 

32 

法定預算僅有九億元，資源多集中在電視製作，導致公視拓展新媒體或多媒

體平台的能量不足。在這樣特殊的歷史背景與組織文化下，台灣公視仍在

2017 年宣布全媒體轉型，不僅成立「全媒體專案中心」和「公視+」線上影

音平台，2018 年新聞部還成立「P#新聞實驗室」，不定期推出數位專題策展。

這樣大幅度的轉變顯然不同於公視過去較保守的新媒體策略，為何公視會出

現全媒體轉型？公視管理階層如何認知轉型的意義？如何轉型？轉型是否

成功？是本研究最初的問題意識。 

策略管理學者認為管理階層對環境變化的感知能力、管理階層的思維是

組織變革或轉型成功與否的關鍵。本研究以意義建構理論、主導邏輯概念，

和深度訪談法、次級資料分析法，探討公視管理階層如何認知全媒體轉型的

意義，及如何透過轉型來實踐公共電視的理念；也分析公視目前的全媒體轉

型策略和主導邏輯，最後檢討轉型的困境，期使研究成果對台灣公共媒體未

來發展有所助益。 

 

貳、文獻檢閱 

 

一、從公共廣電（PSB）到公共媒體（PSM） 

 

世界最早的公共廣電機構是英國的 BBC，其第一任總經理 John Reith

擘劃「告知、教育、娛樂」三大任務，為 BBC 的發展奠下良好基礎，其

理念也影響世界各國公共廣電。公共領域也是公共廣電正當性的理論依

據，哈伯瑪斯是最早清楚論述媒體和公共領域關係的學者，雖然哈伯瑪

斯並未直接論述過公共廣電和公共領域的關係，但有許多學者引用哈伯

瑪斯的公共領域概念來探討公共廣電，Garnham 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

（1986, 1992, 2003）。他主張自由民主社會必須有公共領域，由於公共廣

電實踐平等、正義等普世價值，和哈伯瑪斯提出的公共領域的理想非常

接近，因此他支持公共廣電。後續也有許多傳播政治經濟學者（例如

Curran, 2002; Murdock & Golding, 1989），也都指出公共廣電（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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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Broadcasting，簡稱 PSB）是最能體現公共領域的媒體制度，公共

廣電讓所有人平等地獲得廣泛且多樣的資訊、娛樂、文化服務，這是民

主社會中重要的公民權利。 

80 年代後，公共廣電的正當性逐漸受到挑戰。首先是衛星和有線電

視的興起，瓦解了頻道稀有性的神話，因為商業性質的新興頻道也提供

豐富的新聞資訊和多元節目，財源來自國家或公眾的公共廣電，其存在

之正當性遂受到質疑。進入數位時代後，網路提供更多資訊和更多討論

空間，是否還需要公共廣電來達成公共領域、促進民主？也成為重要議

題。如今是觀眾碎片化的時代，觀眾可在各種數位平台上消費隨選視訊，

內容豐富多元，公共廣電的必要性更成為各國傳播政策論辯之主題

（Larsen, 2014）。 

進入 2000 年後，國外陸續有許多專家學者呼籲將公共廣電 PSB 轉型

為公共服務媒體 PSM，提供多平台服務，並與閱聽人有更多的互動與溝

通。這樣的呼籲與媒體環境丕變有關，Coleman（2004）以三個特徵來描

述當時公共廣電所面對的環境變化，從傳輸到互動（from transmission to 

interaction）、從地方到空間（from place to space）、從距離到審議（from 

distance to deliberation），強調數位時代的公共媒體除了服務範圍擴大之

外，還有更深的民主意涵。Bardoel & Lowe（2007）則主張公共媒體必須

從「供給導向的公共廣電文化」轉型為「需求導向的公共服務媒體文化」。

另外也有許多學者聚焦在「公共」，主張公共服務媒體的責任就是將閱聽

人視為公民，鼓勵閱聽人互動參與，以閱聽人為中心（Walvaart, 2019）。 

    倡導公共媒體的歐洲理事會（Council of Europe），於2007年的建議

案中正式採用「公共服務媒體」（Public Service Media，簡稱PSM）此一

用語，強調公共服務媒體依循科技中立原則，應在不同平台提供不同的

服務（Aslama, 2008）。此外，每兩年舉辦一次研討會的RIPE網絡，旨在

推動學界與實務界討論公共媒體的重要議題，亦自2008年開始皆以公共

服務媒體為主題，取代以往所使用的公共服務廣電（胡元輝，2020）。 

但從公共廣電到公共服務媒體，價值理念並沒有太大的差異。根據

世界廣播與電視理事會（World Radio and Television Council） 2001 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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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的《公共廣電：為何？如何？》（Public broadcasting: Why? How?），

公共廣電應具備四項原則：首先是「普及」（universal），讓公眾得以接

近使用，不受階級或收入影響。再者是「多元」（diversity），公共廣電

應達成節目類型、閱聽眾類型，討論議題等三面向的多樣呈現。第三是

「獨立」（independence），公共廣電是意見自由表達的場所，促成各種

資訊、想法與批評的自由流通，不受特定群體或力量的干涉。第四是「獨

特性」（distinctness），公共廣電的獨特性能使大眾區分其服務和其他業

者的不同，公共廣電必須產製其他業者不感興趣的節目，也必須服務被

其他業者忽略的閱聽人。公共廣電應勇於創新、創造新節目、新類型，

以帶動整個產業。 

至於公共服務媒體的核心價值，根據歐洲廣電聯盟（European 

Broadcasting Union, 2012 ） 3 公 布 的 文 件 （ Empowering Society: A 

Declaration on the Core Values of Public Service Media），PSM 的核心價

值簡述如下： 

 

（一）普及（universality）：提供內容至社會的各個角落，不排除任

何人、任何地方。強調觀點和意見多元的重要性，我們創造一個公共領

域，公民可在這公共領域中形成他們自己的意見和想法。我們的目標是

凝聚社會。我們是多媒體平台，以各種形式分享我們的內容，也讓每個

人都能接近使用，我們啟發閱聽眾參與民主社會。 

（二）獨立（independence）﹔我們不偏不倚，不受政治、商業和其

他因素或意識形態影響。在節目製播、編輯決策、人事等方面都保持獨

立自主。 

（三）卓越（excellence）：節目專業且成為業界標竿。我們賦權和

啟發觀眾、豐富他們的生活。觀眾參與我們的活動，觀眾也是新聞和節

目的協力者。 

 
3「歐洲廣電聯盟」（European Broadcasting Union, 簡稱 EBU）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公共

廣電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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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多元（diversity）：致力提供多樣和多元的節目給不同的世代、

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主流或弱勢。促成一個包容的、較少分裂的社會。 

（五）問責（accountability）：開放並傾聽閱聽人，持續進行有意義

的辯論。公開編輯準則，解釋並修正錯誤。報告我們的方針、預算、編

輯選擇。資訊透明並誠心面對公眾的檢驗，期待閱聽眾瞭解公共服務媒

體的運作。也依據良善治理的原則有效經營。 

（六）創新（innovation）：豐富媒體環境，成為創新與創意的驅動

力，發展新的節目形式、新技術、連結閱聽眾的新方式。訓練員工一起

型塑數位的未來，服務公眾。 

 

比較上述兩份資料得知，無論環境和科技如何變化，普及、多元、

獨立、獨特和創新，都是公共廣電和公共服務媒體的核心價值，但公共

服務媒體更強調問責，也更強調利用多媒體平台和公眾互動、和公眾之

間的連結、鼓勵公眾的協力或參與。就如 Bardoel 與 Lowe（2007）所指

出的，多媒體時代中，PSM 必須超越既有的服務和營運模式，提供更多

服務給公眾，不僅如此，更重要的是，公眾不應是目標（target）而是伙

伴（partner）。Clark 與 Aufderheide（2009）也主張參與式公眾（engaged 

publics）是新型公共媒體的核心。學者 Jakubowicz（2010）將 PSM 的概

念定義為「PSB +所有相關的平臺 + Web 2.0」，意指公共廣電必須朝向

多媒體（multimediality）發展，並於多媒體平台提供服務。 

PSM 利用多平台提供服務、讓公眾有更多的參與，除了發展自身的

多媒體平台（例如網站、App、OTT）之外，利用第三方平台也是方法之

一。根據路透社研究員 Sehl 等人的研究，許多歐洲國家的公共媒體都利

用社群媒體平台（例如 Google, Facebook, Twitter, YouTube），觸及年輕

閱聽眾及潛在閱聽眾。這樣的策略雖然可擴大公共媒體的影響力，但也有

很多風險。一來是社群媒體的運作並不透明，也無法預測，將 PSM 的數

位策略依附在其他平台上，會有受制於人的風險。再者，社群媒體使內容

和閱聽人都碎片化，容易形成過濾泡泡（filter bubble）或同溫層現象（echo 

chamber），難以達成公共媒體藉由多元內容促進溝通的使命。更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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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閱聽人若藉由社群媒體接觸公共媒體的內容，可能無法辨識出內容是

由公共媒體所提供，影響到閱聽人對公共媒體的品牌認知。因此實務上，

各國公共媒體大多採取多管齊下的策略，既發展自己的網站和 App，也利

用第三方平台觸及年輕閱聽眾（Sehl et al. 2016: 32-37）。 

 

二、全媒體轉型 

 

「全媒體」一詞在台灣學術研究中並不常見，陳順孝（2018）提出

「全媒體」的定義，他認為「公共服務媒體」（PSM）是「全媒體」在公

共廣電領域的說法，而「全媒體」是新媒體的最高境界，代表在內容開發

（主要指的是內容不受固定篇幅或時段限制）、敘事形式（利用多樣媒材

敘事，超連結、相互混搭、開放互動）、傳送模式、用戶關係、營運創收

等五個面向都有創新。陳順孝也強調新舊媒體並不是截然二分，而是光譜

的概念，越能開發新內容、發展新敘事形式、跨平台傳送訊息、與用戶共

舞、拓展新營收模式的媒體越新，反之則越舊。 

游梓翔（2017）也說明「全媒體」的意義，他說「今日的新媒體，

未來必將變舊」，因此「新媒體」一詞並不適當，「全媒體」最適合來

描述目前的現象。他指出，「全媒體」包含有兩個意義，第一是科技帶

來媒體的融合或匯流，導致單一媒體包羅萬象的現象。例如報紙有影音

連結，電視也有文字平台，所有媒體都有互動成分。第二個意義是閱聽

眾也能參與內容產製，使用者成了「產用者」（produser），這些產用者

又藉由「群媒」相連，這種共寫共創共享的現象，無論稱為用戶生成內

容（UGC）或是同儕共創（peer production），都是「全媒體」。由此可

見，游梓翔所說的「全媒體」是一種包括媒體、閱聽人、內容變化的社

會現象，而陳順孝所說的「全媒體」主要是著重在媒體端五個面向的變

化。 

觀察近年來台灣公共電視公開資料（例如年度報告、公視《開鏡》

季刊），「全媒體」一詞約出現於 2017 年之後，2017 年 3 月 16 日第 6

屆第 8 次董事會通過的三年計畫中包括有「完成公視全媒體產製流程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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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2018，頁 5）。從脈絡來看，相當於國

外所稱之「公共服務媒體」，如陳順孝所指出的，「公共服務媒體」是「全

媒體」在公共廣電領域的說法。由於公視對外與對內文件，都使用「全

媒體」而非「公共服務媒體」，因此本研究題目也使用「全媒體」，但

並不探討游梓翔所說的全媒體現象，而是聚焦於媒體端的變化。 

國外學者探討公共廣電的轉型，主要聚焦於多平台發展策略的探

討。例如 Klein-Shagrir 與 Keinonen（2014）比較芬蘭和以色列兩國的公

共電視如何發展多平台（multi-platform）。研究發現，兩國的公共電視都

試圖在科技變遷的環境中，維持公共媒體的正當性、公共媒體與人的連

結。兩個公視也都將多平台視為可使 PSB 的內容觸及更廣的機會和必要

手段，也都認定多媒體會成為人們媒體消費的新習慣。另一方面也都擔

憂利用數位平台和商業服務（例如 Facebook 和 YouTube）雖可觸及更多

年輕閱聽人，卻可能因此無法貫徹普及服務的使命，甚至可能因此受制

於其他平台而影響公共媒體的獨立自主。研究也發現芬蘭的公共電視 Yle

較以色列的公共電視 IBA 積極，Yle 強調改革、活化組織，也積極和閱

聽人互動。而互動的意涵廣泛，Yle 鼓勵觀眾利用手機參與現場節目的投

票活動、觀眾建議節目主題或來賓名單、甚至提供節目點子，都算是互

動。 

Sehl 等人（2016）研究六個歐洲國家（芬蘭、法國、義大利、英國等

國）的 PSM 如何在數位環境中提供新聞服務，研究發現英國的 BBC 和芬

蘭的 Yle 這兩家公共媒體的數位轉型最為成功。該研究指出 BBC 與 Yle

的成功主要表現在三方面：持續的組織變革、對行動裝置的服務進行投

資、重視社群媒體策略。該研究也指出 BBC 和 Yle 的成功有外部和內部

因素。外部因素有四個，首先是它們都處於網路和智慧型手機普及的環境

中；其次是財源也較為充裕；第三、組織管理的特色是跨媒體平台的整合

且集中式的管理；第四、較不被政治力干涉，免於頻繁應付政府和國會，

得以進行較長期的公共服務規劃。內部因素主要指的是「接納數位化」的

組織文化，管理階層清楚的公開強調，必須進行改革來因應數位環境，即

使必須裁員或砍掉舊服務的經費（Sehl et al. 2016, 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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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台灣公共電視轉型的研究並不多，陳雅萱（2012）以英國BBC

的轉型經驗來反思台灣的公共電視，指出台灣的公共媒體政策消極，政

府補助預算不足，最重要的是董監事選任的高門檻，導致董監事難以選

出，延任的董事會也就難有突破性的發展，影響到公視的轉型。 

徐福德（2017）的研究主要是透過對台灣公視（PTS）核心管理階層

與部門員工的深度訪談、以及公共電視年度報告等次級資料的分析，探

討台灣公視在邁向公共服務媒體（PSM）過程中主導邏輯之演進。該研

究指出2017年的主導邏輯是「凝聚內部整合，推動新媒體研發與實驗基

礎」，由於成文時間的關係，尚未探討2017年至今的轉型過程。 

綜上所述，公共廣電的全媒體轉型，並不只是將內容從廣電媒體延

伸至其他媒體、讓閱聽人在新興數位平台上也看得到公共廣電的內容而

已，而是連組織、管理思維、內容敘事、閱聽人關係都有所轉變。本研

究參考上述英國BBC和芬蘭Yle的成功經驗，以及陳順孝（2018）提出的

全媒體定義，歸納公共廣電的全媒體轉型至少要包含以下三個重要面

向：組織改造、發展多媒體平台、社群媒體策略，本研究主要從這三個

面向來探討台灣公視的全媒體轉型。 

 

三、意義建構與主導邏輯 

 

組織變革或組織轉型都是非常複雜的過程，牽涉到很多不同層級的

行動者，策略學者最關注的是管理者的角色（Walsh, 1995; Augier &Teece, 

2009; Kaplan, 2011）。因為管理者是策略的主要發動者（initiator）與執

行者（carrier），也是外部環境和外來資訊的最終詮釋者，其感知與詮釋

的能力至關重要，關係著整個組織變革順利與否，也關係著競爭力的維

持（Gioia & Chittipeddi, 1991; Kaplan, 2011; Maijanen, 2015a）。 

意義建構（sense-making theory）和主導邏輯（dominant logic）是許多策

略管理學者探討組織轉型時經常使用的概念，其聚焦於管理者的感知詮釋能

力和管理者思維，以下簡述這兩個概念的意義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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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意義建構（sense-making theory） 

當組織成員遭遇動盪不安或不確定性狀況時，會藉由萃取或詮釋環境中

的線索，以釐清究竟發生什麼事，並使用理由來建立秩序，對發生的事情「建

構出意義」，如此才能安身立命，組織管理學者稱上述的過程為「意義建構」

（Weick, 1995）。 

「意義建構理論」強調人們所建構的意義是一種行動、選擇和解釋的持

續過程，包含認知、情緒、行動等面向。意義建構也有強加秩序、抵抗偏差、

簡化、和連結等四種功能（Weick, 1995, p. 82）。 

以 Weick 為首的組織管理學者提出意義建構過程具有七種特性，分述如

下： 

1.以認同建構為基礎：Weick 引用 Mead 的理論，指出人們透過與他人

的互動，建構出不同的自我或認同；在與他人互動中，持續重新定義和調整

自我，而組織也有相同的特性（Weick, 1995, p. 22）。組織認同被視為組織的

基礎，它描述出組織的特色，「我們是誰」的想法決定了人們如何行動和詮

釋，也影響別人如何看我們（形象）、如何回應我們，這些都會威脅或確認

我們的認同（Weick, 1995）。 

    2.具有回顧的特性：Weick引用Schulz「有意義的生活經驗」的概念，

主張意義建構具有回顧性。我們能觀察到的所有事情都已成歷史，即使它短

暫出現，在我們意識到之前它已成為我們記憶中的一部分。過去的事件提供

人們發掘現今發生事件的意義，過去的事件在現今回顧時被重新解釋，雖然

過去的事件和現今事件不一定相同，但人們可能有相同的感受（Weick, 1995, 

pp. 23-25）。 

  3.行動者開創所察覺的環境：意義建構是一種行動與認知的結合，當

人們創造環境，也是在理解自己所處的環境，就是在做意義建構。透過和其

他意義建構者共同建構的過程，個人也成為環境的一部分。這就是為什麼意

義建構不僅是詮釋、或理解文本，也包含創造文本（Weick, 1995, p.31）。 

  4.意義建構並不只是一種個人的活動，也是社會性的活動：我們的想

法、感情和行為往往會視別人而決定，雖然不必然要他們實際出現才能建構

意義，僅是對他人的想像就會對我們的行動和詮釋造成影響。Blumer指出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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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互動是一種發生於內在的社會性互動，他人實際上並不存在。意義建構從

來不會發生在與他人隔離的狀態，聽眾總是存在的，即使唱獨角戲（Weick 

1995, p.76）。 

  5.具有持續進行的特性：意義建構是一個持續的過程，沒有清楚的起

點或終點。但當我們注意或只標出期間的某些片段，就像是有一個清楚的起

點與終點。我們能從中萃取特定的線索，並且創造出意義（Weick, 1995,pp. 

42-43）。 

  6.具有聚焦和萃取線索的特性：雖然意義建構是一個無所不在的過

程，但它經常快速到我們無法目擊到意義建構的過程，而僅能看到結果。要

了解更多的意義建構，Weick 建議觀察那些意義建構過程延伸的狀況，例如

兩難困境或矛盾。包括人們如何注意、萃取線索、美化他們所萃取的，都特

別重要。人們認為他們所萃取的線索相當於獲得這些線索的情境。再者，這

些線索也凸顯出原始材料中的特定意涵（Weick 1995, pp. 49-50）。 

  7.意義建構偏重合理性而非正確性：人們從事意義建構時只要言之成

理，即使不正確也無所謂，因為不可能掌握所有的事實（Weick, 1995, p.56）。 

 

Lowe 與 Maijanen（2019）指出，如今是媒體環境動盪的時代，以意義

建構理論來了解策略管理者的工作，此其時矣。特別是傳統媒體要面對全球

競爭和閱聽人偏好的反覆無常、使用者行為的碎片化，管理者的工作更具挑

戰性。意義建構理論最適用於探討組織策略的變革，Gioia 與 Chittipeddi

（1991）就曾以意義建構理論研究公立大學的策略變化；Maitlis（2005）探

討英國交響樂團的意義建構模式；Lüscher 與 Lewis（2008）做丹麥樂高的研

究（轉引自 Lowe & Maijanen, 2019）。Lowe 與 Maijanen（2019）也強調認同

建構的必要性，媒體策略管理者必須持續更新「我們是誰」的說法，以回應

變遷中的市場需求和客戶。特別是以公共服務為使命的公共媒體，更需要認

同建構。 

（二）主導邏輯（dominant 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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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halad 與 Bettis（1986）最早提出主導邏輯的概念，將其定義為「管理

者概念化經營的方式，以此決定技術、產品開發、流通、廣告或人力資源管

理上關鍵資源配置之決策」。也可說是「管理者的思維與世界觀」，透過其經

營與管理工具所概念化而成，以實現其經營目標與經營決策」。在管理認知

研究領域中，「主導邏輯」被視為是群體層次的心智模型知識結構，或高層

管理團隊的認知地圖，其作用在於將複雜的實存簡化為普遍化的模式

（Prahalad & Bettis, 1986; Bettis & Prahalad, 1995; Walsh, 1995）。 

Daft 與 Weick（1984, pp.285-86）將組織定義為一種詮釋系統，「高層」

的管理者為這個系統蒐集和詮釋資訊。雖然組織的其他部分或層級也處理資

訊，但管理者終究是組織中最終詮釋資訊的人。Daft 與 Weick 定義此處的

「詮釋」為，「說明事件並在高層管理者中發展出共識和概念結構的過程」。

這是源於行為理論的說法，因組織或決策者資訊處理能力有限，因此他們需

要簡化才能更好的因應複雜的世界和資訊。 

Kor 與 Mesko（2013, p.235）指出主導邏輯的重要性，「主導邏輯代表管

理者對經營環境的世界觀，也代表應該做什麼事情」。主導邏輯中最重要的

是對核心價值和信仰的共識，因為它們建立組織的正當性（Bettis & Wong 

2003; Eggers & Kaplan, 2013）。主導邏輯是組織本來就具有的成分，根深蒂

固在組織的結構與過程和常規中，就像是其他常規行為一樣，是一種很深的

路徑依賴（path-dependent），很難改變（Nelson & Winter, 1982）。但主導邏

輯並不是不會改變，特別是組織在經歷巨大改變時，既有的主導邏輯就容易

被挑戰被質疑，從而組織認同和組織目的也變得不穩定。這是一個充滿辯證

的過程，源於變革和延續現狀這兩種壓力間存在著緊張關係（Balogun, 2007; 

Bartunek, 1984）。現行的主導邏輯會妨礙新邏輯的學習，因此管理者和組織

會傾向以舊的策略框架機制繼續去形塑和解決問題（Bettis & Wong, 2003）。 

出身於芬蘭公共媒體 Yle 的學者 Päivi Maijanen 多年來以組織、策略管

理等理論研究歐洲公共媒體和組織變革。她曾使用主導邏輯的概念和內容分

析研究法，分析芬蘭公共電視 Yle 歷年的年報，探討 1976 年至 2012 年這四

十多年來 Yle 的管理思維和主導邏輯之變化（Maijanen, 2015b）。Maijanen 將

主導邏輯分為五類，分別為 Yle 的使命、科技、競爭者、閱聽人關係、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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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依主導邏輯的變化將上述的研究期間區分為五個階段：道德監控期

（1976-1980）、防禦期（1981-1984）、反擊期（1986-1993）、科技承諾期

（1994-2004）、開放期（2005-2012）。主導邏輯在「防禦期到反擊期」以及

「科技承諾期到開放期」這兩個期間出現轉捩點。以後者為例，此時管理者

認為與其他組織或企業的合作，可提供 Yle 更多發展機會與策略選項，並且

在內容與服務方面，管理者強調 Yle 必須以閱聽人為導向，增進與閱聽眾之

間的關係。Maijanen 認為無論在哪個時期，管理者的共同認知都是公共服務

的使命，這也是 Yle 主導邏輯中最重要且穩定的成分，但不同時期「公共服

務」被以不同的方式強調和詮釋，例如早期 Yle 的使命是維護芬蘭文化，現

在則是創造芬蘭文化。 

Maijanen 也曾和 Lowe 合作，以主導邏輯與意義建構兩個理論探討歐洲

四個公共廣電媒體如何轉型為公共服務媒體（Lowe & Maijanen 2019）。研究

對象是芬蘭的 Yle、德國的 NDR 和 RB、瑞典的 SVT 這四個公共媒體。作者

對這四個媒體裡的高階管理者做深度訪談，探討媒體組織如何面對市場競爭

和年輕閱聽眾流失的兩大挑戰，並釐清傳統公共廣電媒體的公共服務使命

（public service mission）如何在轉型過程中被重新定義。研究結論為傳統公

共媒體的公共服務理念雖然被認為是有用的，但要落實普及服務使命卻是個

難題。再者，在轉型過程中，傳統廣電的主導邏輯與數位傳播邏輯在管理階

層的工作中被並認為同等重要，管理者必須在改變和延續的兩種壓力下取得

平衡。 

胡元輝（2020）也應用主導邏輯的概念比較日本公共廣電 NHK 與美國

芝加哥公視的 WTTW 、聖保羅-明尼亞波利斯雙子城的 TPT，研究發現日本

NHK 現階段的主導邏輯仍相當程度停留在傳統的廣電邏輯。相對的，美國

TPT 與 WTTW 的組織變革則顯得積極，主管們對於邁向公共服務媒體的轉

型都有高度認知，並願意透過組織變革來引導轉型。 

綜合上述文獻檢閱結果，本研究以意義建構和主導邏輯兩個概念探討台

灣公視的全媒體轉型，提出以下三個研究問題，並在結論中總結轉型的困境。 

 

（1）公視的管理階層如何認知全媒體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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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採取什麼樣的轉型策略？ 

（3）轉型過程中的主導邏輯為何？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採取深度訪談法，輔以次級資料分析法，分析的次級資料

有，公視董事會會議紀錄4、出版品（公視之友、開鏡）、網站、YouTube 頻

道、粉絲專頁。 

深度訪談對象主要是和內容產製決策相關的管理階層，包括前任總經理

曹文傑5、節目部經理於蓓華、新聞部經理蘇啟禎、全媒體專案中心召集人李

羏、P#新聞實驗室負責人卓冠齊。全媒體專案中心、P#新聞實驗室是公視因

應轉型所設立的兩個組織，兩位小主管如何建構轉型的意義、做出轉型的策

略，也關係著轉型成功與否，因此列為受訪者。訪談採用半結構式訪綱，由

於研究旨在探討公視管理階層如何建構「全媒體轉型」的意義，並分析組織

的主導邏輯是否轉變，因此訪談過程中提示受訪者意義建構理論，引導受訪

者申論公視全媒體轉型的意義，並分析轉型策略，最後請受訪者歸納公視的

主導邏輯。 

訪談日期和進行方式如下表： 

 

 

 

 
4 也參考〈公視基金會新媒體諮詢委員會工作備忘錄〉。公視新媒體諮詢委員會由陳

順孝董事於 2017 年 3 月召集成立，旨在推動公視的全媒體轉型，該委員會在 2019

年原定董事會換屆日期前即完成備忘錄，於 2019 年 10 月 17 日第六屆第 39 次董事

會提出。備忘錄紀錄公視所有參與全媒體轉型的節目或專案，目的在將經驗傳承給

下一屆董事。本研究參考這份備忘錄做轉型策略之分析，備忘錄是董事會會議附件

資料，公眾都可調閱。 
5 總經理曹文傑於 2020 年 7 月 29 日因文化部委託公視國際影音平台前導計畫執行事

件程序爭議問題而辭職，總經理一職由企劃部經理徐秋華代理，公視至今尚未遴選

新任總經理。職是之故，本研究訪談對象為前任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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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深度訪談名單 

 

肆、研究發現與討論  

 

一、為因應使用者行為變化和實踐公共服務理念而轉型 

 

公視為何進行全媒體轉型？公視管理階層如何認知全媒體轉型？對公

視管理階層而言，全媒體轉型的意義為何？受訪者大多從環境中萃取線索來

回應這些問題，主張是因為「使用者行為發生變化」，所以必須轉型，也強

調基於對公視的組織認同，促使他們採取轉型策略來做好公共服務。受訪者

對於意義建構理論的其他特性，例如回顧性、持續性等等，較少提及，因此

受訪者代號 職稱  訪談日期 訪談方式 

A    總經理（前任） 2021 年 6 月 1 日 因疫情因素改以

電話訪問。 

B 節目部經理 2021 年 6 月 28 日 因疫情因素改以

電話訪問。 

C 新聞部經理 2021 年 2 月 23 日 因疫情因素改以

電話訪問。 

D 全媒體專案中心召集人 2020 年 12 月 17

日，2021 年 7 月 4 日 

第一次於公共電

視 會 議 室 中 面

訪，第二次電訪。 

E P#新聞實驗室負責人 2021 年 1 月 21 日，

2021 年 7 月 3 日 

第一次於公共電

視 會 議 室 中 面

訪，第二次電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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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主要運用意義建構理論中的「萃取線索」和「組織認同」這兩個特性，

分析公視管理階層對全媒體轉型的意義建構。 

受訪者主要從個人經驗或調查資料來申論使用者行為的變化，受訪者

A、D 偏向個人的經驗與觀察，受訪者 B 除了個人經驗外，也因為出國交流，

看到國外公共媒體的轉型經驗和作品，更感受到轉型的急迫性。受訪者 C、

E 則是以調查資料來佐證。 

受訪者 B 提到幾次出國參與 INPUT（世界公視大展，International Public 

Television Screening Conference）6帶給她的震撼。她說許多國家的公共媒體

都在 INPUT 會議中提出觀眾已離開電視的警告，並說明他們的電視是拿來

宣傳其他平台用的，在電視上告知觀眾到 YouTube、Facebook、或 Twitter 上

收看節目首播。B 說，這樣的改變等於是宣告「主戰場都在新媒體上」。B 強

調，看到國外經驗，再加上周遭許多人（包括公視員工）都已經是新媒體的

重度使用者 ，感覺新媒體的轉型非常急迫。《青春發言人》就在這樣的背景

下於 2016 年誕生，這是公視第一個在 FB 上首播的節目，也是受訪者 B 認

定的第一個做數位轉型的節目。該節目受到 INPUT 會議中德國公視二台的

「社群優先、電視第二」策略啟發，一推出就是「網路先播電視再播」的策

略。所有影音先於《青春發言人》Facebook 粉絲專頁和 YouTube 專頻播放，

再集結精華於電視播出7。 

受訪者 A、D 則以自己的經驗來說明使用者行為的改變。 

 

我們必須轉型，是因為觀眾收視行為已經改變，連我自己都不看

電視，我來公視工作後才刻意看公共電視的電視頻道。現在人都很少

看電視，生活文化的變化很大，看電視也不按照節目表看。我們（公

 
6  INPUT 成立於 1977 年，1978 年開始在不同國家舉辦年度世界公視大展，大展中

放映世界各國的優秀節目，鼓勵公共電視的發展。 
7 《青春發言人》是一個以 13 至 18 歲青少年為目標觀眾的節目，為了配合行動裝置

的播出型態，每則影音不超過 10 分鐘，電視則每集播出 15 分鐘。製作單位也利用

Facebook、YouTube，以圖文互動工具和觀眾溝通，讓公眾透過社群媒體加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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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電視）若能提供給人隨時隨地都能看到的內容，不是很好嗎？（受

訪者 A） 

 

「我看到大家都到網路上，不看電視，所以我認知我的工作就是去服務

那群在網路上的人。」（受訪者 D）受訪者 C 則根據收視率調查的資料指出，

「公共電視的主頻（CH13）是 44 歲或 60 歲以上的觀眾在收看，現在年輕

人都使用網路而不看電視，公視一定要藉由網路轉型來擴大公共服務，要服

務到年輕族群」。C 也提到各國公共媒體的做法，「不僅發展出更多網路服務，

也將內容『一源多用』（同一套內容放在不同平台上），讓既有的資源發揮更

大的影響力。」 

受訪者 E 則提到因為公視的一份內部報告，讓她意識到閱聽人的媒體使

用行為已經出現天翻地覆的變化。這份報告是公視於 2018 年所出版的《新

媒體收視使用行為研究報告》，報告中指出多數人使用手機瀏覽公視新聞

網，公視新聞網是公視子網域中最多人跨網域造訪的地方。E 說，這份報告

讓她進一步思考使用手機造訪公視網站方便嗎？公視新聞網對網路使用者

友善嗎？新聞網的內容足以應付使用者需求嗎？ 

由上述的訪談得知，公視管理階層從環境變化中萃取出公視應該轉型的

線索主要是「使用者行為的變化」，意義建構的內容則是主張公視要配合使

用者的習慣，提供適合放在網路或社群媒體、其他平台的內容或服務。也如

同意義建構理論指出的，意義建構包括有「行動者開創所察覺的環境」、「社

會性」等特性，受訪者也藉由對其他人的觀察與互動，共同建構意義，使其

產生公視應該要轉型的想法，創造出「意義的文本」。 

下面以受訪者 D、E 的說法為例，看其如何說明全媒體轉型的合理性。「所

謂全媒體轉型，我認為不只是電視規格變成網路規格而已，而是一種內容上

的轉型，包括文章、迷因、梗圖、影音……。我們現在也做《觀點同不同》

的網站，這是個和『公視+』連動的網站，我們在那裡設定議題、po 文章、

放公視的節目。我們希望能引領公眾討論，發揮公視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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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E 也強調，現在的使用者都習慣看整理過的「懶人包」、看網路

直播，但公共電視提供的仍是傳統電視規格的內容，公視再不轉型，使用者

會嚴重流失。 

由此可知，受訪者對轉型意義建構的合理性，還包括製作「符合使用者

習慣閱聽的內容」，因此除了將內容放到其他平台之外，公視也必須做內容

的轉型。 

各個受訪者不僅描述感知到使用者行為變化之外，也都強調公視必須進

行全媒體轉型，才能服務更多閱聽人。由此可見，服務公眾是公視管理階層

的共同理念。然而，「服務公眾」的意涵是什麼？誰是「公眾」？受訪者普

遍提到公視的價值是《公視法》中所明定的「彌補商業之不足」。也就是說，

商業媒體基於利潤考量，不做沒有收視率或點擊率的內容；但公視經費主要

來自國家，不依賴廣告收入，可服務更多對象，包括弱勢、少數族群。 

受訪者 B 說： 

 

我最認同《公視法》的部分就是《公視法》第一條的「彌補商業

台之不足」，這是公視很重要的功能。舉例而言，《誰來晚餐》每一季

都有同志的故事，每次播這樣的故事收視率就會掉，我們很清楚這是

商業台不會做的題目，所以我們一定要做。商業台也不做身心障礙者

的節目，我們也做。 

 

受訪者 A 主要從多元性來論述公視的價值。 

 

我認為公視的主要價值就是做全民的媒體，為公共服務。例如同

志議題，公視只要播出這議題都會被罵，但我認為就是該做，堅持要

做。又例如《藝術很有事》，這是個藝文節目，雖然只有少數人在看，

但我很鼓勵。我們做商業台不重視的藝文類型，就是在彰顯公共價值。

我很同意公共電視法中說的「補商業之不足」，但覺得可以講得更好，

是「照顧別人照顧不到的」、「服務別人服務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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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B 藉由疫情嚴峻時期公視在節目方面的應變，說明在人心不安時

給予公眾情感上的支持、正確的知識、即時的新聞，也是公共媒體的價值。 

 

公視的價值在這一波疫情中更顯現出來。公視受公眾所託付，服

務公眾是我們的職責所在。尤其當社會有急難、人心不安時，更需要

媒體提供新聞、資訊、知識，或心理衛教、娛樂、故事或不同角度的

觀點。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今年（2021 年）五月多一發布第三級警戒，

我就給公視的製作人、編導寫信，要大家想想公共媒體可以為台灣社

會多做點什麼？身為公媒的內容產製者，可以為台灣社會、為公共、

為他者，多做點什麼？ 

我建議大家的攝影機要打開來，去紀錄現在。我們的器材都是納

稅人給的，要有責任感。只要有適當的點子，我們（管理階層）就可

以想辦法提供防疫設備和資源去完成（受訪者 B）。 

 

在這樣的理念下，《誰來晚餐》關心三級警戒下的偏鄉孩子能否順利遠

距學習，做出了《撐五百萬大雨傘遠端上課！台灣三仙台的好學男孩》影片，

這是節目企劃打了四百多通電話才找到的故事。講述一位台東三仙國小的學

生，每天必須由媽媽騎機車載到三仙台隧道附近的高台，才能收到網路訊

號，連上學校的遠距課程。該影片上傳到 YouTube 後，反應非常好，觀看次

數很快就到數萬次。 

三級警戒中公視發揮安定人心功能的節目還有《我又在市場待了一整

天》（《我在市場待了一整天》的第二季），該粉專也在疫情中發揮安定人心

的作用，邀請上過節目的市場工作人員，以疫情對市場工作的影響、他們在

疫情中的心情為題，自拍影片上傳。 

從這些節目單位對疫情的即時反應，可以看到各製作人對公視的組織認

同，以及公視如何在疫情時期利用社群媒體實踐公視理念。 

綜上所述，公視管理階層認知使用者行為發生大幅變化，因而主張公視

必須以轉型來因應，而轉型的最終目的是為了能持續貫徹公視服務公眾的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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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理念。本文文獻檢閱中提及芬蘭 Yle、德國 NDR 和 RB、瑞典 SVT 等四個

公共媒體，其管理階層認知的環境變化主要是市場競爭和年輕閱聽眾流失，

與之相較，台灣公視管理階層對環境變化的認知主要是使用者行為的變化，

雖然也包括年輕閱聽眾不看電視，但公視管理階層並不特別重視市場競爭的

問題。究其原因，在於台灣公視的定位主要在補商業之不足而非與商業媒體

競爭，這樣的定位也導致公視對市場較不敏感，影響轉型策略。 

 

二、轉型策略 

 

本研究將全媒體轉型分為三個面向來觀察，分別是組織改造、發展多媒

體平台、社群媒體經營。在組織改造方面，公視目前僅新設全媒體專案中心、

P#新聞實驗室兩個組織來因應全媒體轉型。多媒體平台方面主要是發展公視

自己的 OTT 影音平台「公視+」，由全媒體專案中心負責營運。社群媒體經

營策略則由各節目製作單位各自經營，並沒有專責組織負責，沒有一致的策

略。 

 

（一）組織改造：成立創新團隊 

公視具體規劃全媒體轉型是在第六屆董事會上任後（根據受訪者 A、受

訪者 B）， 2017 年 3 月 14 日公視董監事暨主管策略會議決議，公廣集團願

景為「建立公共服務媒體平台，看見台灣更美好的未來」，使命包括「1.以創

用者為導向，進行多平台傳播」、「2.以實驗創新精神，帶動影視音產業」，三

年目標包括「4.完成公視全媒體產製流程修訂」，具體策略也包括「5.成立新

媒體諮詢委員會，廣納各方人才凝聚智慧及人脈」8。此決議經 2017 年 3 月

16 日第六屆第八次董事會確認通過，該會議中也通過新媒體諮詢委員會名單

9，此後新媒體諮詢委員會針對公視新媒體業務之規劃與營運現況提供專業意

見（新媒體諮詢委員會 2019）。 

 
8   該會議決議全文公布在公視網站的「公開資訊」。 
9  公視諮詢委員會制度源於公共電視法第 15 條第 10 項，「董事會可設置各類諮詢委

員會，以制度化方式進行社會溝通，作為營運參考」。第六屆新媒體諮詢委員會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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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董事會和新媒體諮詢委員會的積極運作下，公視有了初步的組織改

造，但幅度並不大，僅在新媒體部10之下成立全媒體專案中心，新聞部之下

成立 P#新聞實驗室。以性質來說，這兩個組織屬於創新團隊，類似英國 BBC

的 News Lab、芬蘭 Yle 的 Kioski，但規模卻遠遠不及。以下分析這兩個組織

的定位與功能。 

  1.媒體專案中心的定位與功能：2017 年 6 月 15 日，公視董事會決議成

立全媒體專案中心，規劃由全媒體專案中心發揮編輯平台兼示範中心的功

能，以使用者體驗為導向，發想並實驗各類專案。全媒體專案中心總監由執

行副總經理謝翠玉擔任，新媒體部李羏擔任召集人，共有六個工作人員，其

編制在新媒體部之下的互動媒體組11，組織圖詳見圖一（新媒體諮詢委員會，

2019）。 

 

 

 

 

 

 

 

 

 

 
如下：公視董事有陳順孝（召集人）、馮小非、張天立（2019 年初請辭董事）、張玉

佩、舒米恩魯畢；外部委員有，資料視覺化領域與網頁技術專家吳泰輝、社群經營

專家李全興、時任 Yahoo!奇摩媒體資訊事業部資深製作經理李怡志、作家黃哲斌、

關鍵評論網內容總監楊士範、鏡周刊 READr 團隊總編輯簡信昌、PanSci 泛科學總

編輯鄭國威、曾任公視紀錄片導演王瓊文(歿)。 
10 新媒體部的前身為資訊部，其定位為後勤單位，目前共有 58 人，除了「互動媒體

組」之外，都是負責資訊管理與網頁設計、網頁維護業務的人員，並不能獨立產製

數位內容，也不具備數據分析能力。  
11互動媒體組之下除了全媒體專案中心，還設有公民新聞平台，負責PeoPo公民新聞

的營運。互動媒體組編制人數共有 3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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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新媒體部組織架構圖 

資料來源：全媒體專案中心提供 

 

全媒體專案中心第一年的運作方式是和各部門或製作單位互相接洽並

討論可行的合作專案，各部門亦自行規劃執行專案。但專案中心成立第二年

起，就無法發揮原定的「編輯平台兼示範中心」的功能，主因是全媒體專案

中心在公視的組織架構中的位階太低，以及節目部和新聞部都各有內容專

業，不容易溝通，尤其是新聞部，因恪遵新聞專業與獨立自主，並未與全媒

體專案中心合作，僅有經驗的分享與交流（受訪者 D）。因此公視的全媒體

轉型，就從原定的「全媒體專案中心主導」，轉為各部門各自經營的方式（新

媒體諮詢委員會 2019）。 

全媒體專案中心完成的著名專案有《博恩在脫口秀的前一天爆炸》，《你

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的電玩遊戲，《返校 ARG 線上解謎》。這些創新都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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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視原本的內容或新製內容得到更多的關注。此外，全媒體專案中心也經營

「公視+」，《觀點同不同》網站、《劇夠》網站。 

  2.P#新聞實驗室的定位與功能：依 2018 年 9 月 20 日第六屆第二十六次

公視董事會之決議，新聞部規劃「台灣公廣新聞網建置三年計畫」，並於當

年 12 月成立「公廣新聞網全媒體實驗平台」（簡稱「全媒體實驗平台」）， 2019

年 5 月，全媒體實驗平台正式定名為「P#新聞實驗室」，專網也同時上線12，

以專題策展式新聞網站，提供每日新聞策展及數位敘事專輯，也經營社群媒

體。「P#新聞實驗室」（以下簡稱實驗室）在官網上說明「#」的意義（如下

圖），「#」代表多元，也代表關鍵、數位，這些就是實驗室的工作內容。「以

聚合公廣集團新聞資源為目標，採全媒體形式於多平台實驗，提供新一代的

新聞資訊服務，啟動視網整合新聞數位轉型。」（受訪者 E）。 

圖二：P#新聞實驗室的工作內容 

資料來源：https://newslab.pts.org.tw/about 

 

 
12 專網網址為：https://newslab.pts.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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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的具體發展方向是在新聞諮詢委員會13中由外部專家和新聞部人

員一起腦力激盪後才確定的。實驗室初期設定的目標有三個，第一是將既有

的影音加值，第二是數位專題策展，第三是做最小可行性產品（受訪者 C）。 

在實驗室成立之前，新聞部針對網路使用者所提供的服務，僅有公視新

聞網和「PNN 公視新聞議題中心」14。《我們的島》、《獨立特派員》、《有話

好說》等個別節目雖有各自成立的 YouTube 專頻和 Facebook 粉絲專頁，但

整體而言，公視新聞並沒有整合性思考，直到 2017 年新聞諮詢委員會成立

後，才有公視新聞部全媒體轉型的具體方向（受訪者 C）。 

實驗室成立之初為 7 人編制，包括製作人、數位編輯、社群企劃、視覺

編導、美術編輯、前端工程師、以及 3 位實習生。2020 年 3 月和「公視新聞

網」整併後人力編列為 14 人，同步進行「公視新聞網」改版，但技術創新

團隊資源仍有限，例如編制內的前端工程師僅一人。從團隊編制來看，明顯

與傳統電視製播的職務分類不同，「數位編輯、美術編輯、視覺編導、前端

工程師」等職務顯現數位敘事、專案策展已打破傳統的新聞編採觀念（受訪

者 E）。 

打響 P#新聞實驗室知名度的是 2019 年 5 月起在YouTube專頻上架的《記

者真心話》系列影片，該系列主要探討台灣媒體問題，第一集主題是「台灣

媒體是怎麼爛掉的？」，甫推出就創下近百萬觀看次數的紀錄；第二集也是

一推出觀看次數就破百萬，並且因為主題是「紅色滲透」，還遭片中指涉的

紙媒以頭版來大張旗鼓的批評。《記者真心話》系列由台大新聞所研究生方

君竹和實驗室合作完成，敘事風格與影片長度都類似時下的 YouTuber，節

 
13 根據 2017 年 4 月 20 日第六屆第 9 次董事會的會議紀錄，新聞諮詢委員會成立的

目的為，「引進外部專家智慧，協調資源分配，在既有基礎上強化公視新聞的質量，

並積極拓展多元新聞內容與平台、服務國內各族群閱聽眾、擴大社會影響力，以落

實公視作為一公共服務媒體（public service media, PSM）的重要使命」。諮詢委員會

由兩位董事擔任召集人，邱家宜與羅慧雯，外部委員有中正大學傳播系教授羅世宏、

政大新聞系教授劉昌德、台大新聞所教授林麗雲、風傳媒副總編輯閻紀宇、天下雜

誌資深研發長兼編輯部總主筆蕭富元。新聞諮詢委員會也曾就教中央廣播電台的經

驗，促成公視東南亞語新聞的製播。 
14「PNN 新聞議題中心」網站主要關注司法與人權新聞，在網路上提供有別於電視新

聞的網路原生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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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語言、幽默感也都貼近現在的年輕人，有別於嚴肅的電視新聞專題。但

新聞部內部也有批判聲，「有記者認為這樣的呈現違反公視原本客觀中立的

原則，公視怎麼能走網紅路線？但不能否認的是，這樣的方式引發更多人來

關心以媒體識讀為主題的公共議題」（受訪者 C）。 

 

 （二）發展多媒體平台：公視+的成立 

公視於 1998 年開播，開播後就有網站服務，2007 年為落實公民近用媒

體權，推出「PeoPo 公民新聞平台」， 提供公民記者新聞報導的平台。2007

年起公視也在 YouTube 影音平台上建立公視的專頻。2010 年，公視新聞部

建置「PNN 公視新聞議題中心」的部落格網站，提供民眾即時新聞資訊，有

影音與文字，並與 Facebook 等社群網站連結，增加與閱聽人的互動。2015

年推出公視新聞網，也因應智慧型手機的普及，推出公視 APP（受訪者 C，

受訪者 D）。 

近年來公視在多媒體平台方面最大的進展是成立「公視+」。「公視+」的

前身是「公視+7」，成立於 2016 年，主要服務對象是錯過公視節目的網路使

用者，其作法是配合公視電視節目表安排隔日跟播，並提供網路限時回看七

天的串流服務。2017 年 10 月，公視正式推出 OTT 影音平台「公視+」，提供

更多電視節目表之外的內容。除了原有跟播公視電視頻道上的新製節目外，

也將過去公視經典節目轉檔上傳供使用者隨選，包括戲劇、紀錄片、兒少、

生活、藝文等類型。2019 年 1 月，「公視+」也推出 Android 行動 App，2019

年 10 月推出 iOS 的 App，服務更多不同族群。APP 的操作介面中有「觀看

紀錄」、「節目收藏」與「螢幕投放」等功能。根據「公視+」提供的資料，

公共電視的服務已穩定觸達網路世代，「公視+」的使用者也年輕化，主要集

中在 25-34 歲，其次為 35-44 歲與 18-24 歲之觀眾。「公視＋」的內容以免費

為主，只有少數高人氣戲劇採用「單部付費」，例如《我們與惡的距離》。「公

視+」2020 年總會員數突破 61 萬，2021 年 8 月會員數已超過 70 萬（受訪者

D）。 

（三）社群媒體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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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國家的公共媒體都利用社群媒體（例如 Facebook, YouTube, Twitter）

與閱聽人互動，鼓勵閱聽人參與（Sehl et al., 2016），台灣公視主要也是利用

Facebook、Instagram 和 YouTube 等第三方平台經營社群，但並沒有整體的社

群經營策略，由節目單位各自經營，負責經營社群媒體的「小編」之間也少

有交流。 

公視主要發展社群媒體的節目有節目部的《青春發言人》、《誰來晚餐》、

《藝術很有事》，新聞部的《我們的島》、《獨立特派員》、《有話好說》。新聞

部還有 P#新聞實驗室開發具互動性的數位內容專案，實驗室本身也有 FB 粉

絲專頁（受訪者 B、受訪者 C）。全媒體專案中心除了有《觀點同不同》、《劇

夠》網站之外，也經營 FB 粉絲專頁「公視影音網」（受訪者 D）。 

社群的經營策略也包括和外部的積極合作，一方面是借重外部人員的經

驗和專業，一方面也可藉此擴大觸及率，發揮品牌加乘效果。 

「在既有資源的限制之下，我們鼓勵各節目和外部合作，電視人需要數

位原住民來幫忙。例如《青春發言人》就和《台灣吧》合作，講置入性行銷

（業配文）的那一集就是用台灣吧的方式來講，這樣也可利用台灣吧的名氣

和人氣，把觀眾吸引過來。另外也和「視網膜」、《法律白話文運動》合作過。」 

「作為電視台，必須要和 KOL（關鍵意見領袖）做跨平台的合作，《誰

來晚餐》和很多 YouTuber 合作，它的內容二創也會和 YouTuber 討論。此外，

因為人力不足，也用外面的社群小編（以承攬契約），《公視表演廳》、《誰來

晚餐》都是用外面的社群小編。」（受訪者 B） 

新聞部中最積極進行轉型的是《我們的島》，該節目探討環境議題，以

數位敘事和經營社群媒體兩種方式來進行轉型。該節目最著名的例子是 2017

年 12 月 26 日於粉絲專頁發表即時現場「澳洲聖誕島海龜困在垃圾堆」15的

短片，震撼畫面在臉書發表後立即在網路發酵，高達三萬多次分享，這則影

片後來被 BBC 重新製作，擴散至全球。 

在內部缺乏社群媒體相關規範與訓練之狀況下，公視的社群媒體經營偶

發爭議。2019 年公視台語台粉絲專頁的台語教學，將「番薯粉」發音標明「韓

 
15影片紀錄的是澳洲聖誕島小海龜在塑膠垃圾海灘中誕生的過程，由台灣生態學者

劉烘昌在澳洲聖誕島進行陸蟹研究時意外拍下。 



‧傳播 文化 與政治‧ 第十五期 

2022 年 6 月 

56 

極混」，遭網友指責此舉在嘲諷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韓國瑜，有違公視客觀中

立的立場。 

2020 年 9 月公視新聞網的粉絲專頁中，小編貼了一則公視新聞報導，講

述中共製作以新疆為題的大外宣紀錄片，貼文中引用中共大外宣紀錄片的說

法，維吾爾人烏蘭「在南京電子廠一個月賺取 5000 多元人民幣，她說寄錢

回老家，旁人會羨慕」。貼文搭配的圖片則是該部央視紀錄片《我們來自新

疆》裡四個維吾爾人笑容滿面的截圖。小編這樣的處理被眾人批評僅引用中

共大外宣說法，卻沒說明維吾爾人被中共迫害的真相。 

2021 年 3 月《主題之夜 SHOW》粉絲專頁貼了梗圖，引用紀錄片《藥

命俱樂部》中主角說的「一顆要價一千元的藥丸實際成本不到五十分錢…，

每年仍有近四十萬人持續死於 C 型肝炎」，這張梗圖導致台灣醫藥界一片譁

然，認為公視立場偏頗，無視開發新藥的成本，也把病人不治的責任歸咎於

藥價太高。 

上述社群經營的案例都顯示公視對於社群媒體生態的掌握不足，社群媒

體中的人們耐心很有限，快速滑手機的習慣往往導致閱聽人只看圖片、或小

編評註與標題，不點擊貼文所附的新聞連結，因此對小編的圖片與文字就產

生難以抹滅的第一印象，導致更加斷章取義。公視在這些事件後也重修節目

製播準則，並在準則中加上社群媒體專章，其中也包含社群小編的相關規範。 

 

三、變化中的主導邏輯 

 

芬蘭學者 Maijanen 將主導邏輯分為科技、競爭者、閱聽人關係、內容、

公共媒體的使命等五類，本研究則從訪談資料中歸納出台灣公視目前的主導

邏輯主要是科技、閱聽人關係、公共媒體的使命。目前台灣公視還在數位科

技、閱聽人關係，和傳統電視邏輯中擺盪，但如前所述，公視管理階層具有

很強的組織認同，「公共媒體使命」的主導邏輯維持不變，仍佔優勢。 

受訪者 A 以對外徵案方式的改變來說明公視與閱聽人關係正在改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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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徵案是用類型來訂主題，我來之後就不訂題目，因為我認為

創作者有他們本身關心的東西，公視如果訂題目，不見得是創作者正

在做的。……只有百花齊放的情況下才會有漂亮的景色。這也是公視

與閱聽人關係的改變，讓我們的劇和內容都更貼近閱聽人。 

 

受訪者 B 以疫情時期的公視應變來說明如何加強觀眾的參與感，強化與

閱聽人的關係。 

 

《公視表演廳》將表演者、表演團體的自拍畫面後製包裝後放在

臉書上，他們因疫情無法演出，我們用這樣的方式連結觀眾和表演者。

《藝術很有事》則是呼籲因疫情不得不待在家的小朋友多創作投稿給

節目單位。這些節目都發揮節目品牌原本的優勢，讓觀眾來參與，給

大家互相加油打氣，這是我們公共電視發揮公共責任的時刻。 

 

在科技方面，公視的主導邏輯已有從傳統電視思維轉向數位邏輯的傾

向。例如受訪者 B 要求製作人提新節目企畫案時，都必須附上新媒體的設

計，其中也要包含如何和觀眾對話與互動。但受訪者 B 也強調並不認同公視

現在的轉型策略，她主張公視的首要之務是做全媒體內容，而非「公視＋」

線上影音平台。 

 

當然做了「公視+」還是不錯，因為公視本身有豐富的影音資料庫，

但我預期的是內容的轉型，西班牙、義大利等國家，兒少、戲劇都有

全媒體內容了，公視目前都只有單點經營，轉型尚未全面開始。 

其實現在製作人都知道，你必須在新媒體上才會被看見。但公視

的問題和其他組織一樣，都有本位主義，我們不是有新媒體部嗎？轉

型是他們要做的吧？或說，臉書是用來宣傳的，宣傳不就是公行部（公

服暨行銷部）應該做的事情嗎？這就是本位主義。多數人的想法是，

我的專長是影像和電視，新媒體並不是我的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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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轉型是非常困難的，大家對頻道的認知還很傳統，有些員

工是要資源才肯做，有些是需要教育訓練。轉型也需要人才，我們部

門的人都四十多歲了，要引進新血才行。（受訪者 B） 

 

受訪者 A 同樣提到本位主義的問題，「我們要在『公視+』放節目，傳統

電視人是很排斥的，怕影響到電視的收視率，後來看到對收視率有幫助，才

願意接受」。 

受訪者 A 卻認為公視的全媒體轉型算是成功的，「要全面大翻轉是好幾

個世代以後的事，目前這樣算成功的」。她提到公視轉型面臨的主要問題是

「組織的老化」。 

 

全媒體的轉型也有技術上的升級要克服。公視組織的老化是主

因，我們有很多攝影師、剪接師都已經五十多歲了，他們連 HD 要轉

4K，都很困難，年齡會造成學習新技術的能力問題。但這樣的員工我

們也要讓他們在組織內能發揮所長。 

 

受訪者 D 說，其實公視並非所有部門主管都是數位邏輯，以電視為中心

的思維還是存在。 

 

我認為公視最主要的問題還是電視思維，因為公視主要在賣的還

是節目，所以很多決策是繞著能不能讓節目賣出去，其他的價值都是

次要。這也是我做新媒體的挑戰，要能和電視人溝通。電視思維是看

劇本、製作、電視的美感，網路的價值觀是不同的，網路是要能激起

討論。比如我想在《觀點同不同》討論《斯卡羅》裡的李先得有沒有

賣台，但電視人說不喜歡，他們認為要正面行銷這個劇，不要太碰觸

衝突的議題。 

 

如同芬蘭的 Yle、德國的 NDR 和 RB、瑞典的 SVT 等四個公共媒體的個

案，其公共服務使命（public service mission）在轉型過程中被重新定義，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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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公視的公共服務使命也被重新解釋為，擴大原本的電視服務至其他平台的

使用者。管理者所認知的不變的使命則是補商業之不足，以及提供多元的內

容。考量到既有人力和資源的限制，台灣公視管理階層將傳統廣電主導邏輯

與數位傳播邏輯並列為同樣的重要，此外，管理者在變化的環境中，提出加

強閱聽人關係的策略。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從意義建構和主導邏輯兩個概念來探討台灣公視的全媒體轉

型。研究發現，公視受訪的管理階層都認知到轉型的必要性與急迫性，也都

有強烈的組織認同，都認同必須轉型才能持續落實公共服務的理念。但從轉

型成果來看，無論是組織改造、多媒體平台、社群媒體等面向，公視都尚未

走向全面的全媒體轉型。特別是參與轉型的節目也只是少數，整體的資源分

配仍是電視架構下的決策，因此台灣公視的主導邏輯仍是以電視為中心但帶

有數位邏輯的管理思維。  

組織管理學認為管理者對環境變化的感知能力以及對轉型意義的認

知，是組織轉型能否成功的重要關鍵。本研究經過深度訪談得知公視管理階

層的轉型認知雖然強烈，但主導邏輯卻尚未完全轉為數位邏輯，為何會出現

這樣的矛盾？本研究分析主要是以下兩個原因造成公視全媒體轉型的困境： 

 

一、法定預算過低，經費不足 

 

根據公共電視法，政府每年捐贈給公視的經費僅有 9 億元，又根據公視

管理階層表示，公視人事支出就高達 7 億多元，因此每年都需要另外靠政府

專案補助16，才能達到 25 億元左右的營運規模，製作出優質豐富的節目並提

供公共服務。以 2020 年為例，公視年度支出總計約為 25 億 5 千 9 百多萬元，

 
16例如 2019 年廣受好評的公視戲劇《我們與惡的距離》就是由「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補助 4 千 300 萬元。 



‧傳播 文化 與政治‧ 第十五期 

2022 年 6 月 

60 

年度收入總計為 23 億 5 千 6 百萬，其中來自政府每年固定的補助除了依《公

視法》編列捐贈之 9 億元之外，還有來自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捐贈的

9 千 9 百多萬17。這兩筆金額合計 9 億 9 千 9 百多萬，占公視 2020 年收入的

42.4%。而 2020 年政府的專案補助金額就有 11 億 2 千 7 百多萬，占比 47.87%

（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2021：41-42）。由此可見，來自政府專案的補助

比政府每年固定的捐贈還多，但專案補助的金額卻不穩定，因此公視的財務

體質可說是極為不穩定。在這種情況下，要投入更多經費與人力在全媒體轉

型上，有相當大的難度。如前所述，英國 BBC 和芬蘭的 Yle 能成功轉型最

重要的因素之一是經費充足且穩定，台灣公視要解決轉型困境的首要之務就

是修法增加政府每年捐贈給公視的經費。 

 

二、核心能力轉換不易 

 

公共電視本業是電視台，其資源和人力都以電視節目製作為主，全媒體

轉型需要的是大量的資訊工程人力資源，公視原本這方面的人力就很少。第

六屆董事會決議朝向全媒體轉型後，陸續招募人力，但因公視的薪資不如業

界，人才招募不易，又有組織老化的問題，最終核心能力仍不足以應付轉型。

資源都集中在電視製作，就意味著資料分析能力尚未進化到全媒體時代。公

視多數網站雖有 Google Analytics 追蹤碼設定，蒐集使用者的基本瀏覽資料

（如性別、年齡、登入時間），但因人力與能力限制，並無法深入探討更深

層的使用者轉換行為，也就難以制定更好的策略來服務使用者。 

 

回到本研究在理論方面的意涵，意義建構與主導邏輯理論都主張管理者

思維是轉型成功的關鍵，但台灣公視個案反映的是轉型成敗維繫在更大的結

構，以及組織內部的本位主義或資源問題，這是理論本身的侷限性。此外，

 
17 依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45 條規定，系統經營者應每年按當年營業額百分之一之金

額，提繳至中央主管機關成立之特種基金，基金中的百分之三十捐贈給公共電視。

2020 年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捐贈 9908 萬 594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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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讓管理者思維能在組織內部落實，加強員工對轉型的認同、優化管理工具

和合理的獎懲制度，誠屬必要。若能有更全面的研究，釐清以上問題，方能

解決台灣公視全媒體轉型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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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wing Between Traditional and Digital Paradigm: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aiwan Public Television 

Service  

Huei-Wen Lo 

 

ABSTRACT 

   While users are turning to the internet and mobile device, how the 

Public Broadcasting System starts thei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responding 

to these user behavior change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in many 

countries.  

   In 2017, Taiwan Public Television Service announced a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stablishing the Public Service Media Project Center and 

the "PTS Plus" online audio-visual platform. In 2018, the news 

department also established the P# News Laboratory and launched digital 

thematic curations from time to time. Why did PTS start these 

transformations? How does it transform? This research uses the theory of 

sense-making for strategic management, the dominant logic concept, the 

in-depth interview and the secondary data analysis to explore how the 

PTS managers recognize the meaning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is 

research also analyzes how PTS managers practice the concept of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through transformation, presenting the current 

omni-media transformation strategy and dominant logic of PTS. This 

research discusses the transformation dilemma, hoping the results will 

contribute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aiwan's public service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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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台灣的慰安婦博物館「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與其衍

生之紀錄片【蘆葦之歌】為例，探論性別文化空間與影像如何展現公

共性、乘載記憶文化，以及建構性別網絡。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

不僅展現不義歷史的記憶文化，讓慰安婦得以發聲，更讓受害者的個

人故事轉化為性別教育的公共資產。透過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及

其相關影像，慰安婦的個人生命故事從私領域到公領域，透過博物館

和影像在公共領域與公眾進行溝通，讓身處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

的參與者能深刻體認壓迫的形成，並召喚參與者及閱聽眾的情感共

鳴，使更多受不同形式壓迫的阿嬤與女人得以反抗受迫的處境。經由

博物館和影像，慰安婦的生命故事與相關經驗得以與社會交織，並串

聯多元的性別網絡，以及展現公共價值與理念。 

 

 

 

 

 

 

關鍵詞：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慰安婦、公共價值、性別、公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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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台灣的慰安婦博物館：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與其衍生文化

產製品為例，探論性別文化空間與影像如何展現公共性、乘載記憶文化，以

及建構性別網絡與轉型。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不僅展現性別地景，更構

連不同世代關切的性別議題及性別文化團體與組織，公共空間更透過舉辦不

同活動與網絡串聯成為不同論述與行動的辯論場域，並提供性別文化之公共

議題激盪與落實為行動倡議。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不僅展現不義歷史的

記憶文化，更成為轉變受害者以己身經驗成為性別教育賦權者的療癒空間。

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透過影展與不同形式的策展召引多元的參觀者，讓

影像成為溝通媒介與大眾在此公共場域交流，相關的策展與博物館展覽之呈

顯，在國族脈絡下同時展現人權的伸張，也讓事件中涉及的性別與族群等議

題能在此公共空間中，經由持續的討論延展出性別教育的多重面向與多元可

能。 

婦女救援基金會附設之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於 2016 年 12 月 10 日

正式成立，收錄台灣 59 位慰安婦阿嬤的生命故事，是台灣展示女性人權議

題的重要地標，透過博物館的策展以及不同形式的網絡串聯，成為性別教育

的重要基地。儘管因為虧損加上疫情的衝擊，使得位於大稻埕的阿嬤家和平

與女性人權館於 2020 年 11 月閉館，和平與女性人權館接續透過募資平台發

起群眾募資活動，並於 2021 年 11 月 26 日另覓新址重新開幕，而此公共

參與的方式也展現了公眾對慰安婦博物館之關注。   

本文所論及之性別文化空間乃指涉可展現性別文化，與召引性別討論和

促發性別意識之文化空間，在此文化空間中可透過公共敘事展現性別文化公

共性之意涵。本文不僅是以博物館與衍生之媒介視為文化空間為討論基礎，

更以文化空間本身具有的政治性與能動性，來討論博物館如何重新問題化性

別與權力關係。文章的論述主軸強調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如何藉由「博

物館」機制，透過展覽、媒體影像、阿嬤生命故事展現等過程，讓慰安婦議

題被公共化，也牽動相關性別議題重新被問題化。 

而選擇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與紀錄片【蘆葦之歌】，乃基於在當前

台灣的社會，阿嬤家博物館是少數以性別為主軸的文化空間，透過慰安婦的

故事呈顯性別文化地景，而慰安婦的個人生命故事如何經由博物館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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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的詮釋與再現，呈顯私人到公共的歷程，以及顯現多元向度與視角，乃

是本文所欲探究之處，同時也探討性別與國族、歷史及文化的意義與特殊

性。本文透過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的文化空間與【蘆葦之歌】的媒介展

現，探究與深化性別文化公共性之相關議題。 

慰安婦的歷史經歷報導、跨國求償與政治折衝與不同權力的挪借及收編

等各式歷程，與各種論述及各式權力互相衝撞，然而在慰安婦議題挪借為各

方勢力的公共討論與介入中，慰安婦的個人生命樣貌與故事又如何在公共化

的過程中找到主體意義，而非只是被詮釋與挪借議題的客體，由私到公的過

程有那些問題？又彰顯了什麼樣的性別文化？本文藉由下列之梳理呈顯性

別文化公共性之樣態。 

 

 本研究聚焦於下列研究問題： 

（一）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展現了甚麼樣的性別文化公共性？ 

（二）性別文化公共議題的再現方式與公/私領域議題的跨越 

（三）【蘆葦之歌】如何展現不義歷史與記憶文化？ 

（四）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促進公共參與的價值與目的為何？ 

（五）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媒體與公共網絡的串聯為何？ 

（六）公共倡議如何透過性別符碼再現與創新？ 

 

本文涵納博物館與其具代表性的性別影像之文化空間分析，並就其公共

性之展現、網絡構連、文化記憶與符碼的轉型與文化消費等梳理性別文化之

公共面向。 

 

壹、何謂公共性與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的公共價值與 

    理念 

  

哈伯瑪斯（J. Habermas）提出公共領域、溝通理性以及審議民主等概念，

關切如何建構具解放意義的溝通模式（Habermas, 1984；張錦華，20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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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哈伯瑪斯批判當代的公共領域常被商業和政治利益控制，因而提出溝

通理性之概念，關切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免於系統性壓迫，並能經由有效溝通

過程，追求理性與互為主體的共識（Habermas, 1984, p.5；張錦華，2014，頁

50）。那麼，將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與紀錄片【蘆葦之歌】視為性別文

化空間與可資溝通交流的公共領域，博物館與紀錄片展現了哪些努力與試圖

增進參與者與閱聽眾對慰安婦議題的了解與溝通，又如何促發反思與行動，

以展現公共性之意涵，遂成為本文所欲探究之處。 

何謂公共性？顧忠華在論及知識的「開放性」與「公共性」時，主張其

意味「共通的普遍質素，讓知識可以更為靈活地與社會交織，並產生改善人

類生活的效益」，顧忠華也主張社會科學知識的公共性可以轉換到學術外受

眾或公民觀點，須受到受眾或公眾的肯認（顧忠華，2005，頁 2-15）。而陳

逸淳（2012，頁 33）則指出公共性指稱意義具備了多重的歧異性，含括集體、

國家、政府、社會，甚至是公眾、大眾等範疇。 

而吳介民、李丁讚（2005）批判性地指出哈伯瑪斯的公共溝通概念乃基

於理性的溝通模式，但缺乏對情感層面和身分認同差異的關照，而公共修辭

需透過個體或團體間的生活經驗召喚和串連以形成共同經驗和達致公共感

受，且溝通方式同時需要構連閱聽眾的主動參與和情感共鳴 （張錦華，

2014，頁 52）。 

那麼透過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及其相關影像，慰安婦的個人生命故

事如何從私領域到公領域，如何透過博物館和影像的文化空間與公共領域進

行溝通，並召喚參與者及閱聽眾的情感共鳴，以及博物館和影像所乘載的相

關經驗如何展現公共性，與更為靈活的與社會交織，受到公眾的肯認，並展

現公共價值與理念，遂成為本文聚焦之處。 

在戰爭下被剝奪的生命尊嚴與社會壓力下的失語及壓迫，失聲的慰安婦

如何透過慰安婦博物館和影片發聲，將私領域的個人生命經驗轉化為公領域

的展示，這些進程為何？如何進行溝通又化為行動？本文關切慰安婦的噤聲

失語及反抗如何轉化，如何奪回主權與公共發聲，以及慰安婦被剝奪的青春

與由自卑到尋回自信的過程，是如何與博物館及影像呈顯交織，由私到公領

域的過程也彰顯公共化歷程中藉由溝通到尋找共識的歷程，而如何溝通？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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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串聯？以召引觀眾參與而進行，皆呈顯性別文化空間與慰安婦的生命歷程

交織而由私領域到公領域的多元面向。 

那麼，透過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與衍生之影片【蘆葦之歌】與公眾

的溝通交流所形構的共識為何？又串聯與召喚了觀眾哪些面向的思考與成

果？首先，博物館展現了戰爭下的性別處遇，以及慰安婦所遭受的性別暴

力，公眾進入博物館的性別文化空間，透過慰安婦的生命經驗展現，未曾經

驗戰爭洗禮的公眾進入慰安婦遭難的時空，體察每一位受暴女性的生命經

歷，以及各種遭受歧視的樣態，從而激發反性別歧視的情感共鳴，與進而召

喚公眾主動參與反制性別暴力的共同行動。其次，慰安婦由噤聲到勇於發聲

的過程，召喚了身分各異，卻在不同情境下同樣遭逢性別暴力卻怯於發聲的

人，在參展與觀影過程中得以療癒與獲得發聲的勇氣。參與的公眾也能重新

省視性別暴力運行的外在結構，並進而檢視身處的環境，思索改善尚待努力

的性別處遇，慰安婦的故事從而與社會不同處遇的性別壓迫經驗交織，並進

而成為促發公眾共同改善性別環境之動力。 

 

貳、性別文化公共議題的再現方式與公/私領域議題的跨越 

 

由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到阿嬤的故事【蘆葦之歌】紀錄片，不僅展

現性別文化公共議題的再現方式，也呈顯公／私領域議題的跨越與轉化過

程。從個人的生命故事到公共敘事，公共化的慰安婦影像故事成為性別教育

資產的過程需經過對結構與壓迫形制的反省，並進而反抗與拆解壓迫形構，

方能彰顯性別文化公共領域之價值與意涵，而厭女情節的諸多社會成因使得

慰安婦在艱困處境中噤聲不語，在其個人生命經驗故事由私領域轉為公共化

的過程中展現對壓迫形制的反抗，本段因而由愛女/厭女之情感與性別再現梳

理此公共化過程中公／私領域之跨越，與對不義歷史與記憶進行轉化。 

與台灣慰安婦相關的歷史與故事，發展出哪些新的文本、形式與再現？

從阿嬤的故事【蘆葦之歌】紀錄片到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不僅展現愛

女／厭女之情感與性別再現，更顯現了從個人的故事跨越到公共領域而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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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性的多重面貌。 

阿嬤的故事【蘆葦之歌】紀錄片呈顯的慰安婦故事，不僅承載著故事背

後的國族印記，更深刻的刻畫著受壓迫女性的噤聲與發聲歷程，不同阿嬤的

故事呈現不同種族、階級的女人，經歷時代的悲情，卻又被污名化而的人生，

與當中面對不同形式親密關係的斷裂與重構。本文首先析論影片中顯現的愛

女/厭女情結，以及不同慰安婦在不同形式親密關係中遭逢的壓迫，與被親人

排拒的處遇。而後梳理厭女情感的生成，與拆解壓迫的成因，進而探究慰安

婦個人處遇的生命故事，透過影像與博物館成為不同形式的文化空間與公眾

互動與溝通時，什麼樣的公共性呈顯於其中。 

本文將媒介和博物館皆視為為性別文化空間，檢視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

權館如何再現慰安婦的噤聲與發聲歷程，又如何詮釋其中的愛女／厭女情

結，與誰來詮釋？同時，承載著故事背後國族印記的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

館與進入參觀者進行了甚麼樣的互動，而進入其中的參與者在博物館中生產

與消費了什麼樣的情感，又如何反思厭女情結在不同時期社會的展現，皆是

本文所欲探究之處。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再現慰安婦生命故事的同時，

博物館的文化空間扣連不同的社會網絡，讓身處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的

參與者能深刻體認壓迫的形成，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成為平台，重構親

密關係的連結，以使更多受不同形式壓迫的阿嬤與女人都得以回家。 

 

參、慰安婦博物館與【蘆葦之歌】展現的不義歷史與記憶 

    文化 

 

慰安婦的生命經歷呈顯多重的壓迫與歧視，而厭女症的生成源於社會系

統性的壓迫，因而如何對不義歷史進行反抗與翻轉記憶文化，是慰安婦故事

公共化過程中彰顯性別意識的重要途徑。而梳理博物館與紀錄片參與慰安婦

生命故事公共化的過程，可呈顯性別文化空間在公共化歷程中如何重新問題

化性別與權力關係。 

儘管世界文化遺產委員會（World Heritage Committee）對「負面遺產」

（Negative Heritage）仍未有明確定義，然「負面遺產」 可意指「可彰顯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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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教訓與紀念集體記憶的地方」（黃龍興，2011），保留「負面遺產」並非

要彰顯仇恨，而是要和解與避免世人不要犯同樣的錯誤，而因歧視或偏見所

造成的創傷記憶，得以有所警醒 （黃龍興，2011，頁 75）。而單德興以越

戰將士紀念碑召喚越戰逝者與觀看者的互動與溝通，使參訪者成為參與者，

認為遺產「提供一個記憶與反省的場域，讓人如實面對自己和歷史的創傷，

透過真誠的感受與剴切的反思，逐步療傷止痛，以史為鑑」（單德興，2008，

頁 161）。而「阿嬤家博物館」也讓駐足其中的人反思性別處遇，讓慰安婦

與曾受性別歧視與暴力之人得以療傷，也召引參與者共同努力改善性別環

境。 

紀錄片【蘆葦之歌】中每一個慰安婦的故事皆承載著生命沉重的壓抑，

也深刻的刻畫著受壓迫女性的噤聲與發聲歷程，而紀錄片中展現的愛女/厭女

之情感，也揭示著不同阿嬤的故事，呈現不同種族、階級的女人，經歷時代

的悲情，卻又被污名化的人生，與當中面對不同形式親密關係的斷裂與重構。 

慰安婦的故事不僅承載著故事背後的國族印記，更有著每一個阿嬤和個

人及家族面對遭難的情感掙扎。當陳桃阿嬤費盡千辛萬苦回到自己的家，以

為回到所愛之人之處時，卻是遭到自己的叔叔將行李箱扔出門外，並對著她

說：「姓陳的沒有你這樣的賤女人」，影片中對著攝影機的阿嬤數度說不出

話，停頓數次後只能再一次的說著被叔叔說是賤女人的痛楚，以及抗辯著自

己並非自願而是被抓去的處境。在阿桃嬤的境遇中，呈現慰安婦的印記對其

家人而言是個恥辱，因而寧可將親情斷裂也不要讓慰安婦的印記影響到家裡

的其他人。女性的身體與性不僅在戰爭中被剝削，女性的心靈更在更大社會

的厭女情結下遭逢更大的羞辱與啃蝕著受壓迫女性的尊嚴，因而在重新尋回

自我尊嚴的過程中，慰安婦的生命不僅需要和自我的過去和解，更需要解構

社會的厭女情節與直視參與其中的男性暴力，並從而翻轉社會價值與正視對

受害者的處遇並給予尊重，因而理解厭女情節的生成，與從戰爭與災難中省

視受難女性的處境。 

阿桃阿嬤在紀錄片中說著曾經希望自己成為老師的夢想，而在受難成為

慰安婦返回之後，不僅二十五歲的年紀在當時已經無法再唸書，曾經的夢想

也成了無法完成的想望，在紀錄片【蘆葦之歌】中當她悠悠說著一輩子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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毀了的悲涼，讓觀者看到人的生命個體在戰爭、國族、性別暴力下交織的滄

桑與多重的無奈，曾經可能美好的生命，在時代的悲涼處境中奪去的不僅是

女性的身體與尊嚴，更是無法回復的生命想望。因此，從厭女到愛女的修復

過程，也須檢視不同層次厭女情結與不同層次的修復過程。 

慰安婦阿嬤的處遇也顯現了療癒與修復的過程涵蓋了與自己的、家庭以

及與社會不同層次的情感接合，厭女情結的解構與修復也包含了不同社會脈

絡之影響與生命主體的重構。【蘆葦之歌】中的一幕，呈顯了在療癒工作坊

帶領中，慰安婦阿嬤畫出的自己都是年輕的少女，彷彿時光停在未曾受傷之

前的年代，不忍再檢視受難為慰安婦之後的人生。 

【蘆葦之歌】揭示不同慰安婦的故事，也刻畫著一個一個的生命傷痕，

包含不敢和家族後輩揭示的過去，因成為慰安婦而不能生育只能領養後代的

身體，歷經三次婚姻的經歷，被賣掉而成為慰安婦的過去，老年孤單無伴的

人生，在豆蔻年華無法實踐生命願望而背負著遺憾和受著屈辱生活的人生，

厭棄作為女人的身體和生命，而療癒與修復以及和自己、家庭與社會的情感

重新接合並非只是慰安婦阿嬤自己的事，更是其所身處的家庭與更大的社會

架構需進行去汙名化的過程，以及尊重受害女性的身體和心靈，唯有如此，

慰安婦阿嬤才能和自己和解，以及和家庭與社會進行情感的重新接合。 

親密關係的重構須由自己開始，慰安婦阿嬤和自己的和解以及重新和自

己產生情感構連，須由自己諒解過去的自己，不再受到既有社會框架看待有

著慰安婦標籤的生命，也不再厭棄自己。然則情感的重新接合涵蓋複合的層

次，厭女情節的生成在慰安婦阿嬤自身，部分因根源於厭棄無法反抗日軍的

命令，而只能屈從以性的服務生存的女性身體；家族的厭女情結則不願連構

汙名化的慰安婦標籤，以讓家族其他人與之隔離，而無視於受難者的情感，

以厭棄的方式拒絕慰安婦阿嬤和家族的連結；而更大的社會則無視戰爭暴力

下的女性屈辱，在各種對慰安婦的刻板化印象和汙名化情境中，讓受壓迫的

女人受到更大的傷害，無法坦然面對受迫的過去，也無法昂然向前瞻望未

來，並因此產生與各種不同層次情感關係的斷裂。 

因而理解慰安婦阿嬤的處遇，可協助每個人反身檢視自身對於性別與社

會關係，以及對於受壓迫者是否同理與尊重的社會轉機。當慰安婦阿嬤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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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影像，讓自己的故事為人知曉，面對過去挺身而出時，阿嬤們的故事就

成為性別與人權教育的重要指標，展現公共性中與大眾的溝通並將個人的生

命故事串聯到更大的公共網絡，協助公眾理解受害者的處境，阿嬤們也不應

背負社會的汙名與成為可憐與同情的對象，阿嬤們敢於挺身而出，要求歷史

正視與平反，並讓後代知曉當時環境下的生命境遇，也彰顯了要求尊重的自

信，與對生命的重新掌握。   

正視愛女／厭女的多重樣貌與討論，讓博物館與影像成為透過公共辯論

拆解厭女現象與反性別歧視展現公共性之文化空間與影像中介。透過不同的

媒介，故事重新被述說，也重新面對不同的權力角力，譬如日本、韓國、台

灣與中國都以不同國家的不同立場與觀點，重新述說著慰安婦的故事，也各

自以不同的媒介影響述說涵蓋國族、階級與族群的故事。 

Hepp 與 Hasebrink（2014；方念萱，2016）強調的社會互動概念，認為

媒介化研究關注當媒體科技成為社會不可少的一部份，並關注社會互動會如

何發生與如何轉變。而在慰安婦博物館的各國運作中，可見到慰安婦故事媒

介化的現象，慰安婦故事被以不同媒介不斷的再製與轉述，也進行社會互動

連構到不同的網絡。 

女性作家瓊史密斯（Joan Smith）在《厭女症》（Misogynies）（2013）

一書中指稱厭女症（misogyny）常表現於文學、藝術和各種意識形態表現形

式之中，展現對女性相關事務的厭惡，並把婦女的性視為為死亡和痛苦而非

生命和快樂的象徵。 

Gilmore（2005）推論，厭女現象其實源於男性高度依賴與需要女性的心

理，當依賴與需要的程度過高引發了焦慮與恐懼，反而演變極度貶抑與憎恨

女性的心態。 

 上野千鶴子（楊士堤譯，2015）在論及慰安婦時則指出下列現象： 

 

這裡的性滿足指的是男人的性滿足，因此男人不需要去在意女人

的性滿足。這時就讓人不禁想到，「慰安婦」的確是一種十分恰當的

稱呼。「慰安」指的只是男人方面的「慰安」，但對「慰安婦」而言，

這卻是一種有如地獄般的奴隸勞動。因此，有許多的倖存者都陸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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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面表示「我們不是慰安婦」，並且斷然地拒絕這種稱呼方式。 

 

陳蓮花阿嬤被送到菲律賓，太魯閣族阿嬤林沈中被騙到部落山洞，吳秀

妹阿嬤由童養媳又被舅舅賣去當慰安婦，不同女人的生命境遇面對戰爭、貧

窮與性別各種面向的壓迫，交織為慰安婦不得已面對的生命情境。如同林沈

中阿嬤在片中所陳述的現象，不時有人當面問她，擔任慰安婦時共服務了多

少人？幾次？她回應説自己不是不知檢點的女人，而是在當時的情境下，無

法反抗日本人的命令，部落的人才不再說話。而林沈中阿嬤在片中能指出並

說明當時原住民婦女受害的地點，說明自己的經歷，也展現了勇敢面對過

去，並體現了能捍衛自己的尊嚴的努力。  

戰爭的軍國主義下，女人沒有主體，女人的身體只是被用來當作為軍國

服務的工具，當女人的身體為男性所操控，女人不僅沒有了身體的主控權，

在精神與心靈上也喪失了自我，而產生厭惡自己身體和心靈的狀態，而這樣

的解離，需要情感上和自己的和解，方能重新扣連自我的主體性，而面對媒

體與大眾揭露自己的經驗，更是奪回自主權的具體展現，宣告受害者不應躲

藏，加害者才應道歉尋求諒解，受害者更不應被排除在文化系統之外。而把

女人當性客體與他者化的加害者與歷史，也應重新檢視，並讓往後的人因理

解真相而能正視慰安婦所處的歷史與當時情境，如此，也當能破除厭女情節

的生成，與歸還給慰安婦阿嬤應有的尊重與展現正義。  

 

肆、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公共參與的價值與目的 

  

當慰安婦個人的生命經驗挪借為公共議題時，甚麼樣的權力競逐存於其

中呢？慰安婦個人故事公共化的過程中也須面對不同權力的競逐，慰安婦議

題的發聲主體未必是女人，相關議題常被挪借為不同政黨或國族彼此競逐的

工具，在以慰安婦之名發聲獲利或者立像的同時，卻可能只是挪借慰安婦議

題作為政治競逐，甚或國族競爭的籌碼。雖以慰安婦之名發聲，實際上卻恰

可能使慰安婦噤聲並且失去主體性，男性政治人物以慰安婦之名疾呼，卻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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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只是想要以此行動來對正在進行中的轉型正義提出反制，慰安婦雕像在台

灣立碑，卻弔詭地反而是消費了慰安婦議題，以正義之名發出為慰安婦爭取

權益，背後卻另有政治盤算與收編了慰安婦議題為男性競逐的政治目的服

務，慰安婦議題在不同時空的框架下，有時非但未能展現性別主體，反而成

了另一個被剝削的議題，或被其他政治目的收編為籌碼與藉口。失卻主體性

的過程，非但未能展現正義，反而更顯不公，也未能顯示尊重。 

媒體中展現的慰安婦女性經驗經常在傳媒的論述空間被扁平化與單向

化描述，而未呈顯其多元複雜的樣態，慰安婦在新聞再現中經常是可憐與悲

情，或因要求日本補償的議題而上新聞。慰安婦議題也經常被不同政治議題

所收編，或挪借成為國族或政黨的操作議題。 

那麼，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致力於公共參與的價值與目的為何？除

了如其名的希望給慰安婦阿嬤們一個安身立命與被關愛的家，在記錄與展示

其受壓迫的歷史與面對生命遭難的故事勇敢新生的故事外，這些逐步轉化的

歷程，更是實踐正義與性別教育的重要資產，讓慰安婦阿嬤們的生命故事不

只是戰爭下的女性遭難故事，而能成為建設性的性別教育珍貴素材。進入阿

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的參與者，在此性別文化空間中不僅閱覽著戰爭下無

辜女性生命被捲入的戰爭印記與事件，更能深刻反省自身如何看待慰安婦，

以及省視更廣泛的受壓迫女性的社會處境，進而期盼參與者無論男女皆能成

為現有社會結構下以愛與尊重反轉厭女情境結構的一方，或至少不再以歧視

態度看待慰安婦及其相關議題。而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的性別空間，也

就能成為持續性的公共性別教育平台，讓受壓迫以及受暴婦女的經驗能經由

此得到安全與生命反轉的可能，也讓進入空間的參與者不僅是在情感上消費

慰安婦的故事，而是能參與其中，並省思既有的性別偏見與促發不同形式的

性別正義行動。 

  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再現慰安婦生命故事的同時，博物館的文化空

間扣連不同的社會網絡，讓身處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的參與者能深刻體

認壓迫的形成，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也成為平台，重構親密關係的連

結，以使更多受不同形式壓迫的阿嬤與女人都得以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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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隨著慰安婦的故事巡走：博物館、媒體與公共網絡的 

    串聯 

 

公共化的過程需要召引公民的參與，透過博物館和紀錄片的文化空間與

公民進行溝通，以及以不同文化形式進行性別文化的表達，並包含對情感層

面和身分認同差異的關照，而博物館不同形式的策展也經由連構參與者生活

經驗的召喚，透過慰安婦故事的巡走與串聯進行溝通，並進而轉化與形成性

別意識之提升。 

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的空間與再現如同其策展的「安妮與阿嬤相

遇：看見女孩的力量」活動，透過國際與在地的串連，共同關切不同形式的

性別議題，並使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的文化空間成為對話、交流與女力

網絡串連的平台。 

慰安婦的故事不僅標示著受害者的處境，慰安婦所面對的壓迫、歧視、

暴力與難於言說的經驗更呈顯著人類所共同面對的脆弱性，然而慰安婦並非

僅能被動的接受保護，在慰安婦的行動倡議中，也不時展現受害者奪回主體

發聲，與彰顯能動性的具體行動。 

 重新理解受害者的過程，需隨著慰安婦的故事巡走，如同 Stringer 

（2014）試圖轉換視受害者為缺乏能動性及需要保護之負面意義，並關注受

害者如何發聲與行動主體如何開展，因而成為在既有架構中突圍的重要面

向。而階級、族群、國族與資本主義的擴張等因素形構了脆弱性在不同歷史

時空下的不同面貌，理解慰安婦在其中的掙扎與突圍，有助於翻轉性別處遇

及呈顯能動性之開展，並打破脆弱與能動作為對立的思考框架（Butler 2016）。 

而公共性之檢視也可由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媒體再現與慰安婦故

事所延伸的多元網絡探看脆弱性與能動性之轉換。隨著慰安婦的故事巡走，

以探究博物館與媒介的文化空間如何中介慰安婦的故事，並解析什麼樣的結

構形構了受害者的處境，重新檢視脆弱性，並反思受害者的位置。 

透過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的網絡串連，展現公共領域的溝通型態，

慰安婦故事延展串聯了安妮日記的展覽，壓迫與重生的影展，更透過台灣、

日本與韓國青少年共同參觀韓國慰安婦博物館的活動，串聯起理解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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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看見受害者能動性的網絡，脆弱身體的文化政治因而重新被探看與連結

不同世代，不同國家形構下的脆弱性與抵抗策略在跨國交流中也呈顯受害者

位置之翻轉，以及展現能動性。 

慰安婦博物館透過展覽與網絡連結，將慰安婦的故事延展至性別教育與

串聯多元的網絡，而媒體不僅在展覽中扮演重要角色，更在跨國串連中連構

了多元形式的性別機構與社群。 

隨著近年來各國慰安婦的逐年凋逝，慰安婦博物館終將會面對慰安婦逐

年減少與凋零的景況，為著慰安婦爭取權益與去除汙名的初衷，將會逐漸擴

展為防治性別暴力與連結到各種性別議題的性別空間與中介機構，在析論慰

安婦議題、博物館與媒體間的關係時，由台灣及韓國的慰安婦博物館之案例

探看博物館與媒體形構出的網絡串連，可呈顯公共性之網絡形構。 

關於慰安婦的相關議題，大多數的人並未親身見證慰安婦，而是透過博

物館的展示與與不同媒體的再現與詮釋認識慰安婦與其故事。因而博物館與

媒體遂成為重要的中介，形構與再現不同的慰安婦故事，也詮釋慰安婦相關

議題，並連構到不同形式的人群、活動、組織與機構。 

台灣的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之公共性展現，由博物館並非僅是呈顯

慰安婦受害者的圖景與其脆弱性，而是彰顯了慰安婦阿嬤們從壓迫中之抵

抗，透過藝術作品療癒，以及用生命展現能動性與成為性別教育重要象徵的

過程。 

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曾舉辦的「安妮與阿嬤相遇：看見女孩的力量」

特展、各種性別影展與慰安婦相關講座，運用的大量的媒介影像，也將慰安

婦議題構連到相關攝影者、導演與不同形式的創作，更由慰安婦議題延展至

性別暴力防治等不同社會網絡。 

而阿嬤家博物館的跨國路徑展現公共性的跨國連結，跨國慰安婦博物館

的網絡，將各國的慰安婦故事文本串連為更大面向的公共性別教育網絡，並

與多元的文化空間銜接。 

如以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所參與的「日本軍慰安婦歷史解決及為亞

洲和平國際青少年大會」為例，即增進了跨世代理解慰安婦故事文本與跨

國、跨世代的行動連結。那麼，跨國的交流串連了什麼樣的網絡？以及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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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又增進了青少年對慰安婦什麼樣的理解？曾任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

館帶隊參與活動的展覽與教育組專員王力緯表示，在帶隊前往韓國的觀察

中，發現在第一屆的活動中安排了讓慰安婦阿嬤對青少年説故事，讓青少年

親身接觸受害者，透過此規劃使青少年對慰安婦議題有更強的連結，而在活

動結束前安排慰安婦和青少年一一擁抱，更強化雙方的理解與療癒。 

 

陸、公共倡議與性別符碼的再現與創新 

 

博物館的影片與文創產品做為一種消費型制，又是如何透過產品傳遞性

別意識？抑或反轉偏見？ 首先，文創產品需要納入慰安婦議題所在之文化

與社會脈絡，其次，文創產品如需進入常民的日常生活，與傳遞情感，文創

設計須符合常民日常生活所需，並有其相連的標示系統與符碼。文創產品可

作為捐助者與支持者的行動串聯標示，因而須有清楚的符碼設計與串聯系

統。 

以韓國首爾的戰爭與女性人權博物館為參照案例，博物館使用了許多不

同媒介的展示來呈現慰安婦相關議題，博物館一樓的展示邀請觀賞者在入門

處在黑暗中觀賞短片並參與互動，體會慰安婦在黑暗中生存的禁錮，以及體

會化為彩蝶重獲自由的意象。 

而其中的慰安婦相關文創產品，不僅成為運動倡議的流動商品，也將藝

術家的主動參與化為培力行動，讓認同相關倡議的群眾得以透過流動的文創

商品標示認同，並匯聚為更大的支持力量。館長金東姬於訪談中表示館中販

售的紀念品和館中展示的照片許多皆由參與示威者和藝術家主動提供，相關

文創品與相關意象與符碼仍須經過國家政策相關單位的檢視與認可方可在

博物館流通與販售，而相關文創品的收入則反饋給博物館以增加其收入和維

持營運，如標示有慰安婦意象的小物與別針在年輕人中即受到好評。 

博物館的二樓除了有多年來的慰安婦運動相關抗爭照片與紀錄片，更有

著製做成動畫的【her story】，以媒介轉譯慰安婦的生命史，並以較親近人

的動畫方式召引參觀者駐足觀賞，博物館參觀者中可見到外國夫妻推著嬰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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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看著動畫影像，沉重的場景與故事在媒介轉化下吸引著不同年齡世代與不

同國籍參觀者的關注，而展現其公共性。 

台灣與韓國慰安婦博物館在公共化的過程中，透過不同國家的社會脈

絡，與文化及社會運動的既有經驗，再現慰安婦的生命情境，與對公眾倡議

性別議題，並運用創意建構性別符碼與設計性別文創品，以增進對社會與大

眾的溝通與傳佈相關理念。 

儘管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透過不同的嘗試在此文化空間中和不同

的參與者進行溝通，企圖透過展示與影像進行情感的交流，以召引共感，然

而博物館的經營不易，尤其以慰安婦的歷史經歷與抗爭作為主要募款訴求以

維持經營的博物館勢必須要重新思考其定位與轉型意義，以及思索作為性別

文化空間的公共化意義。 

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於 2020 年已經歷過休館暫別，到群眾募資另

覓他址，並於 2021 年重新開幕等過程，博物館的公共化也面臨轉化、重新

定位與調整與公眾的溝通模式以展現其意涵。而在台灣與各國慰安婦逐漸凋

零後，一個公共化的慰安婦博物館也必須要重新思考當不再有在世的慰安婦

時，慰安婦博物館如何轉化與保存負面文化遺產並成為重要的性別教育資

產，以及透過何種形式持續和公眾進行溝通，以讓搬遷後的文化空間仍能成

為性別公共領域，召引閱聽眾的同情共感，讓不同的弱勢者能在此空間中發

聲與透過不同行動參與防治性別暴力，以及促進性別意識的提升，皆是性別

文化空間彰顯公共性價值所需思索之處。 

而遺留下來的故事也可能不斷透過不同形式媒介的轉化，讓觸動人心的

故事不斷激發反思戰爭下的性別處遇，以及由國族、族群、階級等多元視角

反思受壓迫的性別處境，並形成共識召引更多人反轉歧視，與讓公共化的性

別故事激發行動力量，與促發公民理解與溝通。 

透過阿嬤家博物館的文化空間與參與者的持續溝通，嘗試以影展、戲劇、 

讓青少年跨國和慰安婦的親身交流等不同形式的扣連，以及與性別團體、其

他人權博物館合作交流，也進行移動展覽至台灣文學館展出等嘗試，展現了

博物館的文化空間由靜態展示，進而透過網絡延展與公民持續對話溝通的努

力，而不同形式持續召引參與者由理解進而參與慰安婦生命故事的歷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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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性別議題，並拓展對不義歷史的抗爭，在跨國求償與在政治與權力的折衝

間，慰安婦個人生命歷史的轉化也在此文化空間中進行療癒。  

 

柒、結論 

 

慰安婦故事透過博物館與媒介的重塑，連構到不同的網絡，然則在權力

交錯的縫隙中，媒介化的慰安婦故事固然拓展其影響力，構連網絡與增進反

性別暴力與反性別歧視的能量，卻也仍需警醒的避免慰安婦故事主體被各種

機制與利益收編而失卻原有自主性。各國慰安婦博物館的組織各有宗旨與目

的，在構連不同網絡時，應不要忘卻慰安婦主體，以及檢視媒介化過程中的

慰安婦故事變貌，並展現更為靈活地與社會交織與產生改善人類生活的效益

之公共性。 

【蘆葦之歌】紀錄片和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開展了不同形式的性別

文化空間，以多元管道促發溝通交流的多樣可能。由慰安婦的單一議題，透

過跨國合作的串聯，在性別文化空間中串連更大的網絡，共同關注戰爭、暴

力下的性別處遇，並展現女性主體之能動性，進而發展成為不同情境與社會

下的性別教育培力案例。在跨越國界與實體文化空間的同時，形構共同的情

感空間，而進入博物館的參觀者，能在多媒體的情境表達中認識與理解慰安

婦阿嬤心中的情感掙扎與奮力爭取尊嚴的歷程，並理解當時的歷史脈絡，性

別文化空間與國際串連的策展，帶領參觀者回到重現的文化脈絡。而回到日

常生活的慰安婦也須經歷內/外連結的情感，與家族、社會重構並進行情感的

接合。 

台灣的阿嬤家博物館呈現了受害者場景的媒介地圖，博物館和媒介轉換

了受害符碼成為能動主體，也轉化脆弱性為能動性。人們透過媒介化的慰安

婦故事理解慰安婦，博物館透過媒體賦權和藝術創作展現慰安婦的能動性。

然而符碼化和商品化的慰安婦意象是在流動中拓展性別倡議的能量，還是在

符碼化的過程被不同的力量收編，在公共化的故事中需要更嚴謹的檢視。博

物館和媒介將受害者的故事轉化為性別教育與群眾性別增能的公共素材，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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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安婦個人經驗延展而成的故事在公共化的博物館與媒介再現中，召引參與

者重思人權與正義，在由慰安婦為自己發聲的影片與其得以療癒的博物館空

間中，彰顯性別突圍的故事與幽暗中的微光。 

慰安婦故事成為文本，以不同的形式再現，並串聯不同形式的公眾，以

讓性別議題與公共倡議可持續不斷發聲，也呈顯了媒體、博物館文化空間、

網絡串連與公共性交織的多元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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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der Cultural Spaces, Documentary Film and Publicity: 

The Comfort Women Museum and Cultural Products 
 

Chia-Sui Sun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the Taiwan Comfort Women Museum, Ama Museum, 

and its accompanying documentary "Song of the Reed" as examples to 

explore how gendered cultural spaces and films show publicity, carry 

memory culture, and construct gender networks. The Ama Museum not 

only displays the memory culture and history of injustice, allowing 

comfort women to speak out, but also transforms the victims' personal 

stories into public assets for gender education. Through the Ama Museum 

and its related film, the intimate life stories of the comfort women go from 

private matters to public domain, and communicate with the public 

through the museum and film to allow participants in the Ama Museum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formation of oppression, to emotionally resonate 

with the participants and the audience, and to enable more women to resist 

oppression in its many forms. The museum and film interweave with 

society, the full life stories and experiences of comfort women to connect 

diverse gender networks, and demonstrate public values and id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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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旨在探索東南亞族裔地景的多元意義，以及反思其作為新文

化公共領域的可能。本文首先運用數據說明，東南亞移民/工在臺人數

增加是構成東南亞族裔消費地景主要動力。其次透過回顧既有的經驗

研究，本文釐清東南亞族裔消費地景所具備的多元意義。第三是透過

分析有關族裔消費地的媒體再現，反思台灣的接待社會文化。研究發

現，主流平面媒體再現，反應出台灣社會過於對於東南亞族裔的想像

缺乏；新媒體的再現則凸顯了，族裔地景對於接待社會具隱蔽意涵的

公共空間，正逐漸發展成為一個具公共互動性的新文化公共領域。在

結論中，本文指出，是過去研究者的知識行動、在地非營利組織以及

晚近可見的東南亞族裔的自主行動，促成了這樣的新文化公共領域成

為可能。 

 

 

 

 

 

 

關鍵詞：地景、東南亞移工、東南亞移民、族裔消費地、媒體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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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東南亞異鄉人與台灣街景  

 

多數人到台中旅遊，可能會到火車站前的新潮冰淇淋店宮原眼

科，卻不會踏入對街殘舊的第一廣場。一棟被社會遺棄的大樓，卻意

外承接移工流浪的心情。每個星期日，他們一週中唯一的休息日，聚

會在大樓裡吃飯、唱歌、泡妞、做愛，唯有這些時刻，讓他們重新感

受自己像個人，而不是一枚無差異的勞動力（簡永達，2016 年 6 月 16

日）。 

 

這已經是許多台灣人熟悉的經驗，在南來北往的島內交通中，在都市的

漫遊裡，我們越來越常與東南亞移工在街頭擦身而過、看見他們在車站的身

影。尤其是到了假日，各大城市的火車站內外，多能看見東南亞移工聚集的

景象。我們是否想過，這群不論是沈默坐在一處，或用著異國語言放聲聊天，

又或者是席地吃食的異國勞動者們，是如何出現並重構台灣的社會風景？若

你曾經注意過他們，那是在哪裡？當時你又是怎麼看待眼前所見的這個景

象？ 

本章開頭引用了一小段新聞內容，被報導的地點是台中東協廣場，原名

台中市第一廣場，就是一個假日會聚集大量東南亞移工的地點，也是近年來

特別受到矚目的東南亞族裔消費地點。在 1990 年代初期，這個地方原本是

中部地區年輕族群常會去消費和休閒的綜合百貨，1990 年代中期因為種種因

素不再吸引台灣人前往。故事如同其他東南亞族裔消費聚集地的發展一般，

當台灣人不去了，原本以服務當地人為主的商業或公共空間開始沒落、蕭

條，建築空間就開始逐步衰敗，直到東南亞移工走進、填補了這個空間，才

又活絡。 

換言之，東南亞移工的聚集，是讓被遺棄的地理空間又有了新生命。故

事不同點在於，從閒置、衰敗，直到移工進入才又重獲生命力的第一廣場，

不僅是中部最大的東南亞族裔地景（Southeast Asian ethnoscapes），它更有

著劃時代的意義。因為 2015 年第一廣場被正式更名為「東協廣場」，作為

地方政府一項重要的文化政策，東協廣場這個空間被標舉出一個新的空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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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是力求實踐文化多元主義理想的新文化公共領域，藉此呼應台灣作為移

民社會應有的文化價值。 

 

偉大的城市要善待新移民，成為可以築夢、圓夢的新故鄉，市

府有責任把他們當作兄弟姐妹與家人，「台中之美在於多元共榮，

彩虹之美在於多色並存」，台中因為他們而豐富（台中市政府，2015

年 8 月 31 日）。 

 

根據哈伯瑪斯的看法，公共領域是一種「私人會合成為公眾，並隨時準

備迫使公共威權在輿論的合法性基礎上運作」（Habermas，1989；轉引自李

丁讚，2004，頁 1），是強調由私人匯集而成一種公共意見，也就是「社會

中的私人經過理性辯論，相互對焦後所產生的會合和統整，代表著社會的自

我反省和轉化，也因此形成類似規範的權威」（李丁讚，2004，頁 13）。如

此，則台中市政府打造東協廣場成為多元文化主義的空間，或許相當程度是

面對台灣市民社會的一種文化政策的反應，反應了東南亞族裔地景，不僅僅

是一種東南亞移民/工為主體的族裔經濟或族裔消費地，而是從族裔消費空間

轉變成為展現多元文化、相互包容的「新公共空間」。要瞭解這樣的意義轉

變如何而來？則應該從瞭解東南亞族裔地景所具備的文化意涵開始。因此本

章接下來首先透過回顧自 2000 年前後發展的經驗研究，以此來釐清和說明

東南亞族裔地景所具備的意義轉變。 

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注意到，儘管地方政府高度宣揚了東協廣場的意

義，一如開頭引述《報導者》的專題報導所述，東協廣場對於廣大的台灣民

眾而言，卻常是「地下社會」般的存在。本文認為，地下社會的比喻，正是

捕捉了現實上台灣社會長期以來對於東南亞族裔地景的文化刻板印象。地下

社會意味著不被多數人所熟知、經驗和理解，甚至有點危險；地下社會連結

著台灣社會普遍的歧視想像，想像著地下社會有著不整潔，而這違反多數台

灣人所信仰的文明樣子；在刻板印象的想像裡，地下社會還是由一群人的佔

領、混亂秩序，違反多數台灣人對於公共空間的認知。這樣的想像與台中市

政府打造東協廣場成為新文化空間的政策理念，明顯有所落差。值得反思的

是，這樣的大眾想像又是如何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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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哈伯瑪斯對於公共領域的論述概念，他將媒體視為是建立私人會合

成為公眾、建立公共議題的一項重要的機制（李丁讚，2004，頁 7）。相應

的，過去傳播研究也常檢視媒體作為一種建立公共領域的機制，可能出現的

問題。如洪貞玲、劉昌德（2004）的研究便指出，20 世紀以降，資本的壟斷

和國家強化控制侵蝕了大眾媒體扮演公共領域角色的潛能（洪貞玲、劉昌

德，2004，頁 333）。則關於東南亞族裔地景的社會想像建構，跟大眾媒體

的關係為何？本文將藉由分析於東南亞族裔地景的大眾媒體再現，說明東南

亞族裔地景作為一種文化公共領域的社會想像與現實的落差。最後，針對東

南亞族裔地景作為新「文化公共領域」的發展，本文亦將進行一些反思。 

 

貳、概念與現象：東南亞族裔地景 

 

具族裔特色的聚集生活區，是移民社會經常會出現的景象。過去研究常

會以族裔經濟（ethnic economics）的概念來分析其意義，強調少數族裔作為

移居者在接待社會的生活處境與經濟行為（Pécoud, 2010），以及常見其從事

主流社群較不願意做的工作，包括從事危險、骯髒及低薪的勞動現象（Ojo & 

Shizha, 2018; Qadeer & Kumar , 2006）。抑或採取族裔飛地（ethnic enclave）

的概念研究，強調內部有各類的族裔創業、店家或產業，來服務自己的族裔

市場需求（Fong & Shen, 2011; Kaplan, 1998）。值得注意的是，不論是族裔飛

地或族裔經濟，其聚焦於族裔特色的經濟行動，較缺乏對文化意義面向的關

懷。因此，本文以族裔地景來作為概念的聚焦討論。 

所謂東南亞族裔地景，是指一個空間或場所，聚集一定人數的東南亞族

裔者。這些族裔者主要是來臺工作的移工，他們來到這個場所交誼互動、購

買日常所需、從事各種休閒活動等等多元的消費景象，便構成了東南亞族裔

地景。不僅是移工構成東南亞族裔地景，少數的東南亞新住民，也是構成族

裔地景的重要行動者。還有在台灣取得身份證的東南亞移民，以及台灣當地

人，在這樣的消費場所開設東南亞料理店、雜貨店或者提供東南亞族裔種種

消費需求的商品和服務（王志弘，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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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景作為一種概念，不僅是針對特定空間、實體景象的解釋，同時是偏

向將「地景詮釋為由人群的活力和實踐所塑造，以符合其文化」（Crang, 1998

／王志弘等譯，2003，頁 35）。這說明了，運用地景這樣一個概念，不僅是

用來指稱可輕易觀察到的物理景象，更是指涉東南亞族裔消費地的景象背

後，所呈現的社會關係、文化意義。面對全球人口移動日益普遍，Appadurai

（1996）提出族裔地景的概念，強調移居者進入接待社會或形成一種群體認

同的地景。王志弘（2006）引用這個概念藉以分析在台灣的外籍移工在特定

空間或地方所形成族裔認同和消費實踐狀況。對移工而言，族裔地景空間具

備身在異鄉卻猶如故鄉的慰藉，此空間也能短暫舒緩緊繃、充滿壓力的顧傭

關係同時滿足異鄉生活的消費需求。對主流社會而言，則不時會出現對東南

亞為主的勞工消費群聚、空間佔用的嫌惡，甚至是擔心影響地價房價、環境

品質等（王志弘，2006，頁 151-152）。然而王志弘以桃園火車站周邊族裔地

景為例，研究發現在此空間蘊含了「多元族群或共存合作、或緊張誤解的社

會關係，展現為複雜的空間政治」（同上引，頁 170）。 

由此可以說明，相對於「地下社會」的比喻，東南亞族裔地景實際上內

涵著更動態與多元的意義。而當我們要認識東南亞族裔地景在台灣社會的動

態意義轉變，便不得不認識東南亞移工和移民在台灣發展概況。易言之，當

東南亞族裔人口增長與之相關的族裔地景便會相對增加，此外其內涵及被觀

看的方式也會隨之轉變。 

 東南亞族裔地景的蓬勃發展，最主要跟 1990 年代以來東南亞移工和新

移民人數快速增長有高度的關連性。移工人數的增加源於台灣對於勞動力的

需求，自 1980 年代台灣政府因為推動 14 項重大公共建設，以勞力短缺為由，

首次開放引進東南亞移工，後續可以從歷年統計數字發現，東南亞移工在臺

人數，自 1990 年代初期的數千人，隨著 1992 年《就業服務法》通過陸續放

寬各行業和職業合法雇用外籍勞工，開始以翻倍的數字增加。關注勞工權益

的團體，針對東南亞外籍移工人數的歷年迅速攀升的現象，直接點出了政策

的迷障：原來官方政策所宣稱的「補充性勞動力」，其實早已是台灣不可或

缺的「替代性勞動力」（孫友聯，2013）。 

從勞動部的相關統計數據，確實可以發現，2003 年東南亞移工總數已突

破三十萬、2011 年突破四十萬、2014 年突破五十萬，2016 年突破六十萬，

2018 年底人數來到六十七萬，2019 年後就已突破七十萬人（請參照下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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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一：產業及社福外籍勞工歷年統計（2003 年-2020 年） 

年 總計 印尼 菲律賓 泰國 越南 其他 

2003 300,150 56,437 81,355 104,728 57,603 27 

2004 314,034 27,281 91,150 105,281 90,241 81 

2005 327,396 49,094 95,703 98,322 84,185 92 

2006 338,755 85,223 90,054 92,894 70,536 48 

2007 357,937 115,490 86,423 86,948 69,043 33 

2008 365,060 127,764 80,636 75,584 81,060 16 

2009 351,016 139,404 72,077 61,432 78,093 10 

2010 379,653 156,332 77,538 65,742 80,030 11 

2011 425,660 175,409 82,841 71,763 95,643 4 

2012 445,579 191,127 86,786 67,611 100,050 5 

2013 489,134 213,234 89,024 61,709 125,162 5 

2014 551,596 229,491 111,533 59,933 150,632 7 

2015 587,940 236,526 123,058 58,372 169,981 3 

2016 624,768 245,180 135,797 58,869 184,920 2 

2017 676,142 258,084 148,786 61,176 208,095 1 

2018 677,698 258,703 149,433 61,085 208,476 1 

2019 718,058 74,764 126,661 59,013 196,162 1 

2020 709,123 263,358 150,786 58,135 236,835 9 

 資料來源：〈產業及社福外籍勞工人數〉，勞動部，2020 年 12 月，取自  
 https://reurl.cc/YvzLq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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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的歷年數字變化充分說明了，歷年來臺的東南亞移工，基本上是以

越南、泰國、印尼、菲律賓四個國籍為主。因為來臺工作的移工數量年增快

速，其來臺種種生活需求也隨之快速增加。相應的，東南亞族裔消費地的發

展，可以視為是為了滿足不同國籍的移工在異鄉之生活需求。 

整體而言，台灣各大東南亞族裔消費地景的形成，主要是起因於來自東

南亞的移工具有族裔特性的消費需求而產生。少數例外是位於新北市中和區

的華興街，該消費地景是以移居台灣的東南亞華人為主。華興街一帶素有小

緬甸之稱，該地之所以形成，主要是因為國民黨政府過去的僑民政策，吸引

了原來住在緬甸、為躲避緬甸軍事獨裁的華人來臺。這些移民來臺的緬甸華

人，雖為華人但卻因為保有對於滇緬飲食、用品和語言文字的習慣，因此也

造就了中和小緬甸的族裔地景（翟振孝，2005；張春炎，2011）。  

東南亞族裔消費服務的供應商家，是構成台灣的東南亞族裔地景的另一

類重要行動者。在台灣要成為店家經營者，往往需要具備公民身份。因此經

營者除了是台灣人之外，也包含在東南亞具有生活經驗的華人移民，以及因

為婚姻入籍的新移民-外籍配偶。尤其是東南亞外籍配偶，因為擁有台灣與東

南亞國家的文化素養和語言能力，又具備公民身份，不僅能夠成為消費需求

者，也能夠成為滿足經營東南亞商店的賣方。因此，這群新移民在臺的人數

累積，是初步理解東南亞族裔地景何以形成和擴大的數據資料（請參見下表

二）。 

 

表二：台灣歷年來東南亞四國外籍配偶統計（2004 年-2020 年） 

年 所有國籍的總計 東南亞四國的

總計 

印尼 菲律賓 泰國 越南 

2004 
336,483 

85,105 

(25.29%) 

24,446 

(7.37%) 

5,590 

(1.66%) 

8,888 

 (2.64%) 

68,181 

(20.26%) 

2005 364,596 115,046 25,457 5,899 9,675 74,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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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5%) (6.98%) (1.62%)  (2.65%) (20.3%) 

2006 
383,204 

117,448 

(30.65%) 

26,068 

(6.8%) 

6,081 

(1.59%) 

9,426 

 (2.46%) 

75,873 

(19.8%) 

2007 
399,038 

119,206 

(29.87%) 

26,124 

(6.55%) 

6,140 

(1.54%) 

8,962 

(2.25%) 

77,980 

(19.54%) 

2008 413,421 121,127 

(29.3%) 

26,153 

(6.33%) 

6,340 

(1.53%) 

8,331 

 (2.02%) 

80,303 

(19.42%) 

2009 429495 123,725 

(28.81%) 

26,486 

(6.17%) 

6,694 

(1.56%) 

8,166 

(1.9%) 

82,379 

(19.18%) 

2010 444216 126,084 

(28.38%) 

26,980 

(6.07%) 

6,888 

(1.55%) 

7,970 

(1.79%) 

84,246 

(18.97%) 

2011 459390 128,956 

(28.07%) 

27,261 

(5.93%) 

7,184 

(1.56%) 

8,262 

(1.8%) 

86,249 

(18.77%) 

2012 473144 130,842 

(27.58%) 

27,684 

(5.85%) 

7,465 

(1.58%) 

8,336 

(1.76%) 

87,357 

(18.46%) 

2013 486703 133,067 

(27.34%) 

27,943 

(5.74%) 

7,707 

(1.58%) 

8,375 

(1.72%) 

89,042 

(18.29%) 

2014 498,368 135,779 

(27.25%) 

28,287 

(5.68%) 

8,021 

(1.61%) 

8,467 

(1.7%) 

91,004 

(1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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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510,250 138,991 

(27.24%) 

28,699 

(5.62%) 

8,326 

(1.63%) 

8,525 

(1.67%) 

93,441 

(18.31%) 

2016 521,136 142,813 

(27.40%) 

29,064 

(5.58%) 

8,670 

(1.66%) 

8,633 

(1.66%) 

96,446 

(18.51%) 

2017 530512 147,647 

(27.83%) 

29,451 

(5.55%) 

9,075 

(1.71%) 

8,703 

(1.64%) 

100,418 

(18.93%) 

2018.02 532208 148,367 

(27.88%) 

29,497 

(5.54%) 

9,149 

(1.72%) 

8,714 

(1.64%) 

101,007 

(18.98%) 

2019 557450 158,708 

(28.47%) 

30,483 

(5.47%) 

10,102 

(1.81%) 

9,126 

(1.64%) 

108,997 

(19.55) 

2020 
565,299 161,202 

(28.52%) 

30,840 

(5.46%) 

10,375 

(1.84%) 

9,328 

(1.65%) 

110,659 

(19.58%) 

 

資料來源：〈統計資料〉，中華民國內政部移民署，2020 年 12 月，取自
https://www.immigration.gov.tw/lp.asp?CtNode=29699&CtUnit=16434&BaseD

SD=7&mp=1。 

 

 因此，表一、表二可見東南亞族裔人數增長數字，是一個很重要的基礎

動力，造就 1990 年代後東南亞族裔地景日漸成為台灣社會的「另類主流地

景」。若以主要族裔文化特色來看，目前在台灣的東南亞族裔地景，主要是

以越南、泰國、印尼、菲律賓和緬甸（華人）族群為主。進一步依照不同東

南亞族裔的消費特定，以及規模大小，全台灣可以標示出許多個東南亞族裔

地景，這些地景大致可以分為三類（王志弘，2011；陳建元、張凱茵、楊賀

雯，2016；陳坤宏，2008, 2012）： 

https://www.immigration.gov.tw/lp.asp?CtNode=29699&CtUnit=16434&BaseDSD=7&mp=1
https://www.immigration.gov.tw/lp.asp?CtNode=29699&CtUnit=16434&BaseDSD=7&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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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單一東南亞國家族之裔聚集：諸如位在臺北中山北路的小菲律賓

（聖多福教堂及金萬萬名店城）、臺北火車站附近的小印尼、中和華新街的

緬甸街，這些地點主要是由單一國家族群聚集而被命名的地景。 

（二）多元東南亞國家之族裔聚集：也有以越南、泰國、印尼和菲律賓

這四大主要移工混雜聚集的族裔地景，諸如桃園後火車站周遭，台中東協廣

場及周遭、臺南火車站周遭、臺南國賓大樓，高雄火車站區的外勞街。 

（三）城市外圍或鄉間的小規模、零星聚集：在各縣市的鄉間、工業區

及港口周遭，因為移工勞動力需求的引進，也不乏有較小規模的東南亞族裔

地景的存在，例如台中工業區，以及高雄港、南方澳漁港等。 

 

值得關注的是，作為一個外在客觀事實，東南亞族裔地景的增加和類型

的說明，仍然不能充分解釋東南亞族裔地景的社會意義。換言之，若要理解

東南亞族裔地景的存在意義，應從東南亞移工來臺的勞動處境來進行分析，

以此更認識東南亞族裔地景對族裔群體的生活需求的意義。既有研究發現，

對於一個離鄉背井的移工而言，能夠在休假時光，到一個地點，不用再承受

因為語言溝通困難而帶來的生活壓力，顯然極為重要。而語言也代表著相對

熟悉東南亞文化的店家能夠提供上述族裔消費的滿足，因此族裔地景往往也

是一個充滿族裔文化符號商品的景象。由於新移民的文化背景，其往往比本

地人更具販售族裔文化商品、服務的能力，因此日漸增加的移民人數，也成

為構成消費族裔地景的另一類重要行為者（王志弘，2011）。 

整體而言，對於東南亞族裔者而言，東南亞族裔消費群聚地，充滿著不

為人知的現實。因為來臺工作的東南亞移工，經歷著國族和階級的雙重弱

勢。他們在臺生活和基本需求由此得到滿足，同時也能夠短暫逃避來台灣社

會的生活壓力。誠如過去研究所指出的，移工到東南亞族裔地景的主要動機

是期待能夠享受家鄉味的飲食用品、購滿慣用日常用品，並且能夠有一個地

方自由使用母語與同鄉自由互動，享受難得的心理和生理的需求滿足（吳挺

鋒，2002；吳永毅，2007；陳坤宏，2008）。 

 

參、族裔地景的多元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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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節可知，東南亞族裔消費地景的存在，顯現的是備受工作和生活壓

力的東南亞移民/工，能在非常有限的休假時間裡，完成所有生活必須的消

費、匯款和需求滿足，同時也能滿足鄉愁的消解獲得歸屬感，甚至是有打黑

工、增加收入機會的地方。 

值得注意的是，早期研究也關注到接待社會與東南亞族裔之間的文化關

係，藉此分析解釋族裔地景所具備的社會意涵。這些研究多指出，台灣社會

往往未能體察或認真看待前述的意義，反而是多存在的負面觀感與歧視，來

看待東南亞族裔消費群聚。諸如早期研究發現，東南亞族裔消費地景會受到

台灣報以刻板印象，將東南亞族裔地景視為是一種衰敗、髒亂和容易犯罪滋

生的問題地，這樣的過程又稱為空間的病理化（邱琡雯，2007）。這樣的研

究也凸顯出主流社會對於位居階級弱勢、邊緣少數的外來族群，抱持對立、

不友善的姿態。 

然而自 2000 年以來有越來越多研究者，採取移工為主體的立場，以同

情式的理解角度來研究東南亞族裔消費地景。這些研究發現，移工在東南亞

族裔地景之中的日常飲食、商品交換、語言群聚現象，並關心其如何在台灣

社會重建其文化慣習，建立移民/工社群的情感網絡與認同（翟振孝，2005；

藍佩嘉，2006；王志弘，2006；王志弘等，2009）。有些研究者則發現到，

東南亞移工消費地景的意義，是彰顯了缺乏私人空間的移工，放假生活處境

是讓「外翻口袋」，也就是必須在公共空間進行私人活動，如我們常會看到

的街頭隨地休息的移工（吳永毅，2007）。雖然移工佔用公共空間是東南亞

族裔消費地景之一，然而這樣的地景也是使得移工能夠擺脫雇主的監控、抒

解身心壓力的難得保障（王志弘、沈孟穎，2009）。 

此外，亦有研究發現因為消費群聚產生的東南亞族裔地景，一方面顯現

出東南亞語言、標誌符號的空間特色，往往利用交通便利和低租金的空間，

建立以消費作為核心族裔互動和人際交流（王志弘、沈孟穎、林純秀，2009；

陳建元、張凱茵、楊賀雯，2016）。不僅展現族裔經濟下的維生地景（王志

弘，2011），同時是「在異鄉維繫故鄉」的族裔地景（張春炎，2011）。這

樣的空間，對於台灣主流社會而言具有隱蔽性，不僅是因為東南亞族裔此持

續以原居地消費和文化實踐來組織日常生活，達成一種的文化劃界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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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為台灣主流族裔具備公民身份，形成具社會經濟地位的階級優勢，使之

成為「化外之地」（王志弘、沈孟穎，2009）。 

由前述這些的研究，一方面可以發現東南亞移工消費群聚所形成的族裔

地景，它作為一種社會事實，不僅是一種東南亞移工們（局內人群體）所造

成，也是一種接待社會結構與移工社群的權力交鋒與相互建構（陳建元、張

凱茵、楊賀雯，2016）。這些研究者不僅解釋了東南亞移居者消費群聚空間

的過程、消費對移工的多層意義，也彰顯了群聚空間與台灣社會之間的張

力，包括在主流社群與移工社群的劃界與越界，族裔消費群聚的迴避與納

編，以及移居者群聚所展生的文化展演和社群群凝聚（吳挺鋒，2002；吳比

娜，2003；王志弘 2006、2008；陳坤宏，2008；王志弘、沈孟穎 2009；張

春炎，2011）。 

因此，東南亞族裔地景所內涵的主流族群和東南亞族裔之間的疏離關

係，並非一成不變，而是從早期的客體化、排他性（exclusive）的族裔空間，

進入到 21 世紀則開始有越來越多的容納性（inclusive）意涵的多元文化主

義論述的建立。如王志弘（2011）的研究便以臺北都會區東南亞族裔地景為

例，其認為過去已經逐步建立起保守的多元文化主義，在此基礎上則應該跨

越到具批判也是更為進步的多元文化主義。所謂保守的多元文化主義，也就

是使移工族裔地景展現出，主流社會對於東南亞族裔之「文化差異和身份認

同在公共生活中得到寬容、承認和保障」（王志弘，2011，頁 76），這意味

著東南亞族裔地景的劃界和隱蔽性的存在，是受制於台灣國族國家為框架的

保守多元文化主義，形成一種多元或容納差異的自我讚頌。由此王志弘

（2011）也提出了更具進步性的批判多元文化主義，也就是「立足於普遍公

平和正義原則上的承認、寬容和尊重差異（同上引，頁 76）」，建立東南亞族

裔地景空間作為跨族裔群體交流和差異共存的場域。 

本文認為，這類研究同時呈現出東南亞族裔地景具有新文化公共領域的

可能性。因為，這樣的研究常帶有強烈的公共議題討論的性質，也就是從研

究場域的進入、發現與批判討論中，凸顯了台灣作為接待社會，在面對東南

亞族裔遷徙進入後，出現的種種問題和應該改進的方向。 

綜合而言，過去有關東南亞消費群聚的研究發現，反應出東南亞族裔地

景存在於台灣社會的意義是：從漠視到發現，從單一理解到多元理解，從排



‧傳播 文化 與政治‧ 第十五期 

2022 年 6 月 

100 

他到容納差異。更為重要的是，東南亞族裔地景也正從被視為客體化（他們）

的空間凝視，朝向探討跨群體交流（我們）的新公共領域。箇中所彰顯的意

義是，東南亞族裔地景逐步形成一種台灣作為移民社會，如何建立有關多元

文化主義之公共議題發展的空間領域。 

 

肆、族裔消費地景的媒體再現 

 

本章在前面幾節，已說明在台灣的東南亞族裔消費地，對於東南亞移

工、移民在台灣這個異鄉的生活，具備生命意義的重要性。而這樣的重要性

構成了東南亞族裔地景的多元意涵。由此帶出另一層思考是，回到哈伯瑪斯

對於公共領域的論述概念，其強調大眾媒體是一個建立更廣大公眾對於公共

議題討論、交流和形成理性溝通的一項重要機制。反映在本研究主題，則由

前述研究脈絡所呈現的東南亞族裔地景的意義發現，以及作為新公共領域之

可能性，是否能透過大眾媒體而拓展形成更大範圍而有效的公共討論。因

此，本文將檢視大眾媒體如何再現東南亞族裔地景？ 

  為解答上述問題，本節將進一步進行東南亞族裔地景的媒體再現分

析。進入具體分析前，讀者應該了解媒體再現，所具有的幾項重要社會意涵：

首先，媒體作為一種想像的公共空間，扮演著促進意義流通和關係建構的機

制，其會影響廣大社會成員怎麼看待一個對象、族群和議題，因此各個社會

也往往會特別注重大眾媒體是否對於特定的族群、性別或者階級有無不適當

的再現（Chouliaraki, 2010; Scott, 2014）。 

其次是，媒體如何再現東南亞地景，可以用來檢驗台灣社會作為接待社

會，其接待文化為何（張春炎，2013、2018）。尤其，近年來有越來越多人

開始組織和推動東南亞移民工的認識與生活關懷，這些行動都體現出台灣社

會朝向多元文化主義發展的努力。假如善待東南亞移工的接待文化運動已推

展開來，那麼在接待社會文化之中，是否同樣正面體現在移工消費群聚的媒

體再現？透過東南亞族裔消費地景的媒體再現分析，能夠用來檢視過去被視

為是病理空間、充滿歧視角度看待東南亞族裔消費地景，是否仍存在負面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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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印象，抑或有所改變。這樣的分析，也可以相當程度檢視，台灣社會如何

面對東南亞移工在台生活。 

本文搜集台灣主流平面新聞媒體，可以發現，《中國時報》、《聯合報》、

《自由時報》、《蘋果日報》等四個在台灣的主要大眾平面新聞媒體，對於

移工消費群聚地點的新聞關注不高。即便有所報導，普遍的媒體再現往往是

針對移工在台灣所引發的社會事件或現象來進行報導。然而亦可歸納分析出

不同的媒體再現觀點。 

 

一、正向理解的族裔地景再現 

 

諸如《中國時報》在 1990 年代中期，曾報導彰化、桃園等地東南亞外

籍勞工群聚現象，尤其是 1995 年 9 月 8 日《中國時報》有一則新聞標題〈桃

園工業區 泰式餐廳林立〉，內文描述「供應泰國勞工家鄉味食物的需要，

與日俱增；在價位、口味上配合一般勞工的消費水準，並附設卡拉ＯＫ供晚

餐歡唱休閒，深具異國風情，也相當值得本國民眾嘗試（中國時報，

1995.9.8）」。 

《聯合報》也有同樣的新聞媒體再現，也就是以異國風情的角度報導。

如 1999 年 7 月 25 日《聯合報》一則新聞標題〈異國風味飲食撲鼻香〉，內

文報導「許多在台菲勞，星期天除了到多幅天數教堂望彌撒，飲食也是休閒

的一項重要工作....這幾年由於菲勞在星期天大量湧入，附近也增加不少專賣

菲律賓菜的自助餐廳、附設卡拉 OK 可以喝啤酒的 PUB、烤肉店即賣炒米粉

的路邊攤，專門提供菲勞的需求......老老少少的菲勞在異地的麥當勞用餐，

原本不認識，由於共同的語言及背景，有的人很快就打成一片，共同分享座

位，在享用美食的同時，也大聲用著共同的語言聊天（聯合報，1999.7.25）」。 

前述報導，彰顯兩項特色，首先是抱持正面看法，持平描述移工增加帶

來的消費需求和群聚現象。這樣的媒體再現特色，是傾向去理解東南亞族裔

的消費需求。同時也鼓勵台灣社會，應在正面看待之餘，前往該地景體驗。

更有媒體再現，是針對台灣社會對待外籍移工的不合宜制度，予以批判。《聯

合報》一則新聞標題〈不堪其擾 聖多福教堂抗議〉（聯合報，1996.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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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警方經常在聖多福天主教堂趁機臨檢、查緝非法外勞，造成了教堂秩序

大亂，為此教堂向外交部和警政署抗議。 

 

二、社會問題化的族裔地景再現 

 

然而東南亞族裔消費群聚的媒體再現，更常出現「社會問題化」的情況，

諸如同樣報導中山北路的小菲律賓。《聯合報》一則新聞，便以〈外勞假日

群聚 擬設專區解亂象〉作為新聞標題，內文討論了大量菲律賓移工群聚、

吸引流動攤販所帶來的環境問題，「流動攤販不但製造環境衛生的髒亂，.......

老是和警方捉迷藏，晴光市場攤商一再向區公所反應，要求是政府應設法解

決大批外勞聚集的相關問題（聯合報，1999.3.15）」。 

此外一旦有犯罪問題，新聞往往會凸顯犯罪嫌疑犯所具有的特定東南亞

特定族裔身份。這樣的媒體再現是反應出主流社會慣於凸顯犯罪行為與少數

族裔的連結關係。如《中國時報》報導台中第一廣場發生的一樁暴力案件，

便以〈越勞疑遭同鄉刺殺〉作為標題。由此可見，這樣的媒體再現是針對東

南亞族裔身份的偏見再現。相對的，我們很少會在媒體上看見，主流社會群

體所具有的族裔身份和其犯罪行為的連結再現，諸如我們幾乎不會看到新聞

以「台灣本省人涉嫌犯下一樁案件（中國時報，2009.1.30）」這樣用語來呈

現，足見這類犯罪新聞的再現所隱含的歧視意義。 

有時媒體再現方式，則是採取同質化的報導，以外勞代稱並形成負面刻

板印象，諸如《中國時報》以〈車資衝突 六外勞涉搶奪〉為標題，報導一

群外籍移工搭計程車到彰化火車站的衝突事件，，這類新聞都凸顯外籍勞工

這樣的身份所帶來的酒後鬧事或者暴力逞兇危害治安的問題（《中國時報，

1994.10.4.）。第三種典型的媒體再現，是指涉東南亞族裔地景為犯罪滋生地，

諸如《聯合報》以標題〈走私貨充斥 違禁品亂竄〉，報導「中山北路三段

每逢假日之所以吸引大批菲律賓外勞聚集，除因當地有聖多福天主教堂這個

望彌撒的精神『聖地』外，還有許多物質因素，例如這裡可以買到走私進口

的菲律賓煙、酒、藥物，也有很多『地下銀行』可以用較高的匯率把臺幣匯

回菲國，更有台灣的餐飲業者開專車接送菲勞到店裡連假消費，替違禁品找

到更好的流通管道（聯合報，1999.7.25）」。 



                                   台灣的東南亞族裔地景與媒體再現 

103 

上述新聞在結語最後提到「從另一觀點來看，菲勞平日工作辛苦，又缺

乏正當娛樂場所，只要不再 PUB 鬧事，警察並不會大驚小怪。」，雖然新聞

在結語部分使用了看似同情理解的角度報導，但無法免除標題和大部分內容

的刻板印象化的媒體再現，也就是指稱或暗示小菲律賓這個東南亞族裔消費

地景充滿犯罪和不法行徑，或者是治安死角等。 

綜合而言，我們可以發現，雖然早在 1990 年代台灣新聞媒體就已經能

夠對於東南亞移工來臺生活有所關照。然而主流平面媒體有關移工消費群聚

地的再現，仍然缺乏足夠多的報導，報導也無法有效呈現該地景所具有的多

元意涵，更未能採取同情式的理解移工的角度，來再現東南亞族裔消費地景。 

不僅如此，既存的新聞，仍然不時採取一種刻板印象式的媒體再現模

式，將東南亞族裔消費地景刻板印象化為是一種異國情調，抑或是「髒亂、

治安死角」。則這樣的媒體再現，都將更傾向以單調且輕薄的想像，想像東

南亞族裔消費地景是異國美食街，或者犯罪滋生區。這類典型的媒體再現所

帶來的社會想像，恐怕只是一種簡化或負面標籤化東南亞族裔地景。 

 

伍、新公共領域的可能？各種嘗試  

 
一、族裔地景媒體再現的去多元化與接待社會文化 

 

本章嘗試與讀者共同瞭解東南亞族裔消費地景之所以形成，跟東南亞族

裔在台灣的人數攀升有關。形構東南亞族裔消費地景的主要行為者，大多是

以移工身份短暫來臺工作的東南亞移工，或者透過婚嫁方式來臺的東南亞移

民。這些人來臺生活或工作，往往具備異鄉人的特質，而產生族裔團體相聚

和購買故鄉商品的需求。尤其是東南亞移工，來臺前往往沒有充足語言訓

練，而語言不通或溝通障礙，也構成了他們在臺工作和生活的沈重壓力。一

旦放假，東南亞移工就更需要消解思鄉情緒、安心休息的空間，他們需要有

一個地方，能夠和來自相同故鄉的人、用故鄉的語言互動聊天。此外，對於

東南亞移工而言，購買具有故鄉味道、習慣使用的物品，是消解鄉愁及生活

壓力的重要管道，這也構成了東南亞族裔消費地景的首要意義。因此，東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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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族裔地景的構成意義，不僅是移工的消費聚集，更像是一種思鄉的文化實

踐。 

其次是構成東南亞族裔地景的台灣空間實體，多半是在老舊、在地消費

人口流逝的台灣都市空間。這類空間景觀上往往較為破敗或髒亂，較容易讓

台灣人退避、不願進入。因此，台灣商場、街道或公共空間的衰敗，反而成

為東南亞移工躲避在臺生活壓力的機會，也是這群異鄉人能夠購買思鄉產品

的消費場所。對於經營的商家而言，破敗的地點讓租金比較低廉，彌補了平

日-移工上班日就無顧客收入的窘境。低廉租金也讓販賣較為低價東南亞商

品、平日無顧客的的商家能夠維持經營，這才使得具東南亞族裔特色或者能

夠滿足異鄉需求的商品，能夠持續存在，並滿足了思鄉、高異鄉生活壓力、

高工時又無太多可支配所得的東南亞移工之需求。 

從本章第二、三節的文獻回顧可見，過去有諸多研究深刻地探討了，東

南亞族裔消費地景所蘊含的多元意義。本文認為，這些進入東南亞族裔地景

的研究與發現，不僅是知識也是一種行動，包括促成了與多元文化主義發展

相關的公共議題被討論。諸如如何讓東南亞族裔地景的意義被更多人認識？

如何保存族裔地景？族裔地景應該如何發展？等等。這些持續不斷形成的相

關公共議題，環繞在東南亞族裔地景的同時，也確實驅使了文化政策行動開

展。諸如本文開頭所提，地方政府將第一廣場從小東南亞重新定位為發展多

元文化主義的場域，因此重新命名第一廣場為東協廣場。而東協廣場的建

立，也成為一個被期待的新文化公共領域。 

值得反思的是，在主流平面新聞的媒體再現上，卻仍然呈現種種的缺

乏，包括了缺乏足夠的報導量，同時也缺乏多元意義的呈現。這也說明了，

縱然歷年來相關研究揭開了意義的面紗，發現東南亞族裔地景具備多元文化

主義議題發展的新公共領域意涵，然而傳統的報紙新聞媒體，則尚未能有效

扮演串連意義討論的機制，無法實踐己身成為公共議題討論與串連的公共角

色。 

由此，不免需要再想想 Appadurai 的論點，當大眾平面新聞媒體對於東

南亞族裔消費地景的再現，經常傾向是將之想像成是一種「視而不見」的存

在或者單一化的負面刻板印象（Appadurai, 1996／鄭義愷譯，2009）。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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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族裔消費地景，則會被經常綁定在一種負面的想像裡，也讓我們見不

到東南亞移工作為人的人權需求和寶貴的社會貢獻。換言之，原本該是友善

移工，使東南亞移工能夠利用短暫假日實踐人權、社會生活權利的族裔地

景，就隨著媒體再現，在台灣主流社會文化中，成為一種看不見的地景。 

媒體再現作為一種反思社會的基礎，呈現出本文要談的另一項關鍵的意

義。作為接待社會，我們在主流平面新聞媒體再現中所不易看見的東南亞族

裔之人權和社會意義，也讓台灣社會形成一種習慣性的對於自身社會文化素

養的視而不見，視而不見自身「將移工視為勞動機器」的扭曲文化。換言之，

如果媒體再現導引著特定的社會想像，那麼不免令人憂心的是，這樣的社會

想像將持續維持一個社會事實，也就是台灣的接待文化是更傾向作為「一個

不友善東南亞族裔」的社會事實。 

 

二、新媒體與新公共領域的契機 

 

值得關注的是，在這個新媒體的影響力量正在看俏的年代，新媒體再現

是另一個可期待的社會想像力來源。本章一開頭引用近年來崛起的台灣新媒

體《報導者》的專題報導，在該系列報導的媒體再現中，就是以東協廣場為

主軸，呈現的生活其中的東南亞移工作為人的事實，再現其具有慾望、物質

和休閒的需求和種種人權，因此「東南亞族裔消費地景的媒體再現」，其所

傳達的是：東南亞移民、工在臺生活，是離鄉背井的生活，有種種需求難得

在東協廣場這樣的空間被滿足的景象。 

除此之外，就文化意義的層面，新媒體的報導更傳遞了體認東南亞移工

是生活在台灣的異鄉人，需要被尊重、理解。因此這類新媒體再現，一方面

再現出在台灣的東南亞移工未被善待的意義；另一方面則是開啟了台灣接待

文化內涵的自我反省。 

在上述的討論脈絡下，也不應該忽略的是，東南亞族裔地景並非始終處

於有待被再現的被動角色。以筆者過去幾年在台中東協廣場執行教學和研究

計畫為例，可以發現自 2016 年起，有越來越多台灣在地團體投入友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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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和推動東南亞族裔權益的行動，包括台中在地原生組織 1095（壹零玖伍文

史工作室），1以及長年維護勞動權的 TIWA（台灣國際勞工協會）至東協廣

場設立辦公室。2筆者所任職的學校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以東南亞學系、東南亞

研究中心為主要成員的師生在東協廣場設立 SEAT 南方實驗室，搭建台灣與

東南亞移民工的「文化交流平臺」。3這些從知識到行動的團體，不僅代表台

灣社群與東南亞族裔持續進行正向的交流與互動，並在這個東南亞族裔空間

搭建起更多相關文化公共議題的討論。此外，這些團體也常會透過現場行

動、新媒體影響大眾媒體傳播，藉此引發社會對於東南亞族裔地景相關之公

共議題的關注與討論。諸如 TIWA 在 2019 年經由臉書，以現場直擊的方式

發布訊息，傳播台中警察於晚間驅離坐在東協廣場的移工，並且藉此事件嘗

試提出相關公共議題的討論與反省： 

 
1 1095 臉書粉絲頁強調，「建立更多元的文化認知，豐富國人的國際觀，藉此改善

外籍人士在台的社會待遇與勞動環境」，資料來源：

https://www.facebook.com/MigrationTaichung/  
2 TIWA 曾經針對東協廣場一些不友善移工的舉措進行抗議，資料來源：

https://reurl.cc/QLKrQ5 
3 SEAT 南方實驗室 https://www.facebook.com/seataichung/，係「結合臺中市政府與在

地社會團體力量，正式成立服務東南亞移民工與臺灣友善社會的交流溝通平台-『東

協廣場溝通互動平臺』」，資料來源：

https://www.cna.com.tw/postwrite/Detail/207000.aspx  

https://www.facebook.com/seataichung/
https://www.cna.com.tw/postwrite/Detail/207000.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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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擷取自 TIWA Taichung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台中辦公室（2019.07.14）。【誰的東協？

誰的廣場？】，資料來源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v=366411864073203 

 

正是上述這一則臉書文及現場影像紀錄的發布，使 TIWA 台中辦公室成

為此事件的消息來源，隔日受到《中央社》報導，4中央社新聞稿同步引發公

廣集團華視新聞，5以及數家網路新聞媒體《新頭殼》、6《關鍵新聞網》、7

 
4 中央社（2019 年 7 月 15 日）。〈網傳驅離東協廣場移工 中市警：勸離有醉意移

工〉，資料來源 https://www.cna.com.tw/news/asoc/201907150188.aspx 
5 華視新聞（2019 年 7 月 15 日）。〈"東協廣場"聚會 移工控警惡意驅趕〉，資料來

源 https://news.cts.com.tw/cts/local/201907/201907151967687.html 
6 新頭殼（2019 年 7 月 15 日）。〈網傳驅離東協廣場移工 中市警：勸離有醉意移

工〉，資料來源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9-07-15/272927 
7 關鍵評論網（2019 年 7 月 15 日）。〈網傳驅離東協廣場移工 中市警：勸離有醉

意移工〉，資料來源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2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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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芋傳媒》的報導。8而這一連串新聞，不僅呈現此新聞事件，內容更提出了

多元文化主義相關的公共議題討論。彰顯台灣人進入東南亞族裔地景，形成

友善、共容互動，以及建立多元文化主義的公共討論論述。 

    除此之外，也可以發現東南亞族裔自主發動社會議題的能力。如印尼移

工 Pindy，自動發起同鄉移工一同打掃緊鄰東協廣場的綠川和周邊街道，這

樣的活動同時受到網路媒體報導。在接受採訪時 Pindy 提到「台灣是我們第

2 個家，想要一起做對社會有幫助的事」，引發諸多媒體報導，相應提出公

共議題的討論，包括應該打破對移工誤解及刻板印象，減少社會對於東南亞

移工的歧視。此外，Pimdy 也聯合台灣朋友一同維護彼此的生活環境。彰顯

出東南亞移工的自主再現的能力，以及愛環境愛台灣，相互平等包容、不分

彼此的公共論述。9 

 由此凸顯了在東南亞族裔地景之中，從昔日對族裔內部有特殊意涵，

但對接待社會具隱蔽意涵的公共空間，正逐漸發展成為一個具公共互動性的

新文化公共領域。這樣的發展動力來自於過去研究者的知識行動、在地非營

利組織以及晚近可見的東南亞族裔的自主行動，持續促成了文化政策的落實

與發展。 

 

陸、結論 

 

在結論中，本章鼓勵讀者正視在我們生活周遭的東南亞族裔地景，並且

反思其存在的意涵與己身經驗，進而共同來持續關注一系列的問題，包括：

 
8 芋傳媒（2019 年 7 月 15 日）。〈網傳驅離東協廣場移工 中市警：勸離有醉意移

工〉，資料來源 https://taronews.tw/2019/07/15/403213/ 
9 此移工自主再現的行動和公共議題擴展，同樣受到一連串媒體報導，包括李文潔

（2018 年 3 月 9 日）。〈台中最美背影—印尼移工揪團掃綠川〉，資料來源

https://www.taiwannews.com.tw/ch/news/3380286；中央社（2018 年 4 月 12 日）。〈台

灣也是家 印尼移工主動清理綠川〉，資料來源

https://www.cna.com.tw/news/aloc/201804120360.aspx；關鍵評論網（2018 年 4 月 28

日）。〈印尼移工揪團清理台中綠川：「台灣是我們第二個家」〉，資料來源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94545；陳孟萱、林品鑫（2018 年 5 月 13 日）。

〈這就是愛台灣! 印尼移工清綠川〉，《華視新聞網》，資料來源

https://news.cts.com.tw/cts/local/201805/201805131924369.html。 

https://www.taiwannews.com.tw/ch/news/3380286
https://www.cna.com.tw/news/aloc/201804120360.aspx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94545
https://news.cts.com.tw/cts/local/201805/20180513192436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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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多元、跨國移動頻繁的世界，移民社會為體質的台灣社會，是否具備待

客之道？能否平等看待各種在台灣社會內部所形成的各種族群文化？我們

是否展現追求多元文化主義的理想，也就是尊重、平等看待各種族群的文化

價值？ 

本文認為，對於東南亞族裔地景的正視以及文化理解是一個開始，後續

東南亞族裔地景如何能夠成為一種對文化政策更具影響力的新文化公共領

域，端賴於其是否能有效幫助生活在台灣的各種文化族裔和人們，藉此檢視

台灣的多元文化主義發展（王志弘，2011）。而東南亞族裔消費地景的媒體

再現，在此過程扮演重要角色，值得受到檢視與觀察，這也關係到未來台灣

如何發展更進步的接待社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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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east Asian Ethnic Landscape and Media Representation  

in Taiwan 

Chun-Yen Cha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diverse meanings of Southeast Asian 

ethnic landscapes and to reflect on their potential as a new cultural public 

sphere. This article first uses data to illustrate that th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Southeast Asian immigrants/workers is the main driving force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ethnic consumption landscape in Taiwn. 

Secondly, by reviewing the existing empirical studies, this paper clarifies 

the diverse meanings of the Southeast Asian consumption landscape. The 

third is to reflect on Taiwan's hospitality society and culture by analyzing 

media representations of Southeast Asian consumption landscape. The 

study found that representations of mainstream print media reflect the lack 

of imagin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ethnic groups in Taiwanese society; 

representations of new media highlight that the public space where ethnic 

landscapes have hidden meanings for the host society is gradually 

developing into a public space with an interactive new cultural public 

sphere. In conclusion,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it is the intellectual actions 

of researchers, local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and the autonomous actions 

of Southeast Asian ethnic groups that have been seen in the past, which 

together make such a new cultural public sphere gradually take shape. 

 

Keywords: ethnoscape, landscape, media representation, Southeast Asian  

migrant workers, Southeast Asian immi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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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媒介化理論由歐陸學者提出之後，論者有意或無意地將政治經濟

的因素排除在理論的建構過程之外，從而忽視媒介化理論與政治經濟

學的聯繫。這點從媒介化陣營中近年來提出的分析概念可看出，無論

制度論或社會建構論者，他們在解釋「為何有些場域能夠媒介化，另

一些則否」的問題時，都留有缺陷，而考察這個問題背後的政治經濟

因素，正好能填補理論解釋力的不足。立基於此，本文首先說明媒介

化陣營中近年來提出的分析概念，除了對這些概念進行批判性的理

解，也說明它們與政治經濟學的可能聯繫。其次，聚焦學術傳播的媒

介化，我們將以西方期刊資料庫公司為例，說明資料庫原本作為一種

計算引用率的媒介，然而在它建構傳播形構的過程中，將學者、圖書

館、大學機構與政府單位等行動者納入形構，從而轉變為認證知識生

產力的媒介。其後果是讓資料庫的名稱及其影響力的數值烙印在學者

們的發表記錄之中，而技術的符號也因此銘刻在學術期刊的版權頁

裡，成為學術傳播的常態性實踐。透過學術傳播場域的說明，本文認

為媒介化研究應該從政治經濟的角度提問，並指出未來可能的三項關

鍵議題，藉以更好地拓展媒介化理論的研究範圍。 

 

 

 

 

 

 

關鍵詞：深度媒介化、媒介邏輯、傳播形構、傳播政治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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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及意義 

 

媒介化理論從歐陸學者提出至今，討論的層次不僅有理論思辨，亦有許

多經驗研究予以實證（参考 Hjarvard, 2013, 2017; Couldry & Hepp, 2013;Hepp, 

2020; 唐士哲, 2014a, 2014b；方念萱，2016；侯東陽，2018；王琛元，2018；

戴宇辰，2021）。在理論的思辨上，為了回應 Deacon 與 Stanyer（2014,2015）

曾質疑媒介化理論是否過於籠統以及能否實證的可行性（參考方念萱，

2016），媒介化陣營的學者近年來發展出許多分析概念，試圖在抽象理論體

系與具體的案例之間，找出介於其中並可加以操作、比較的概念，藉以指引

更多的經驗研究。不過這些論述仍有局限，特別是處理政治經濟的議題時，

它們傾向將之視為一種既定的背景，而未能適當地納入理論建構的過程。 

如 Murdock（2017）所言，媒介化理論家引述 Schulz（2004）的看法，

強調媒介在技術、符號與經濟上的特性，然而後繼的研究卻只重視前兩者，

經濟議題反而鮮少著墨。姚建華（2021）也指出，媒介化理論欠缺與政治經

濟權力的討論勾連。假使如 Couldry 與 Hepp（2013）所言，媒介化研究強

調的是媒介與社會文化之間的共變關係，那麼忽視資本主義社會的運作，勢

必造成理論上的瑕疵，特別是媒介化的概念無法對於政治經濟的議題提出有

效解釋。方念萱（2016）引述 Deacon 與 Stanyer（2014）的說法，認為媒介

化研究的焦點見諸於「化」這個過程，而資本主義如何與媒介共同推進這個

「化」？捨此將難以拼湊媒介化的完整樣貌。 

另一方面，本文以學術傳播領域為媒介化理論的考察場域，其考量如

下：學術傳播的內容是知識，而知識作為研究客體，它具有雙元的特性：一

來知識作為一種觀念，理論上某人使用某種觀念，並不仿礙他人同時使用，

因此它可由世人共用（例如議程設置理論）。二來，承載觀念的形式則有使

用上的限制。當某人自圖書館借走了某本書時，他人只能另謀管道，或擇日

再閱（例如《議程設置：大眾媒介與輿論》這本書籍）。如今這兩種特性因

為數位技術的作用而模糊化了，但學界對於學術傳播的媒介化議題卻少有申

論。更重要的是，學術傳播早已離不開媒介。Borgman 與 Furner（2002）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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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學術傳播是學者透過正式和非正式的管道來傳播與使用資訊。從早期學者

們私下非正式的書信往來，到透過印刷術正式出版的書籍，再到今天新媒體

平台的傳播，學術傳播歷來都與媒介纏繞，沒有理由忽視這一領域的媒介化

過程。 

綜上所言，本文首先介紹媒介化理論中重要的分析概念，如媒介邏輯、

媒介動力與傳播形構等等，並探討將之應用的研究。其次，這些概念欠缺將

政治經濟的運作納入理論建構之中，而本文將論述它們與政治經濟學的可能

聯繫。再者，我們以學術傳播為例，說明期刊資料庫原本作為一種論文資源

配置的媒介，而這種媒介的功能僅是在搜尋相關文獻時提供便利性，然而在

獲得政治經濟的驅力之後，便躍升為界定研究生產力的權威性媒介，並影響

著學者們的傳播實踐，從而改變了學術傳播文化。最後，憑藉政治經濟學的

視野，本文也針對媒介化研究的未來發展，提出三項討論議題。 

 

貳、制度論與社會建構論中的媒介化觀點 

 
Hjarvard 與 Li（2016）認為，媒介化（mediatization）是「通過媒介在文

化和社會中的重要性，改變和強化不同社會制度以及文化領域變得依賴媒介

及其邏輯的過程」 [12]。更為直白的定義是，「媒介化隱含社會與文化行動

的核心成分（如：工作、休閒或遊戲等），逐漸披上媒介的形式」（Hjarvard，

2004）。Hepp（2019）指出，媒介化的研究並不處理個別媒體內容的效果，

而是關注社會與人類實踐的方式被媒介日益增加的普遍性所改變。 

儘管學界目前對於媒介化理論的重要性逐漸形成共識，然而對於該理論

如何擴展至經驗研究仍有分歧。目前處理媒介化理論大致可分為兩種傳統：

制度論與社會建構論。一方面，制度論認為媒介化研究關注的是社會上不同

的領域逐漸適應或實行媒介機構的規則。另一方面，社會建構論是從日常生

活中的行動者出發，探討當人們的社會和文化實踐逐漸與媒介交纏

（entangled）時所發生的變化（Hepp, 2019）。本文主旨並非教科書式地統整



媒介化理論與政治經濟學的思考對話                                                 

117 

兩種傳統的論點，而是聚焦它們各自發展出指導經驗研究的理論概念，並對

其進行批判性的理解。 

 

一、制度論中的媒介動力 

 

作為一種觀察媒介、文化與社會領域發生相應轉變的理論，有學者認為

媒介化可比肩全球化、個人化與商業化，成為架構人類社會發展的元過程

（meta-processes; Krotz, 2017）。儘管媒介化陣營中的學者都同意，由於媒介

對於人們日常生活中的滲透及其社會文化的轉變已成現實（Lundby, 2014），

然而媒介化究竟如何鑲嵌於社會之中運作？又該如何觀察這個過程？面對

這些問題，Schulz（2004）從反思早期的媒介化研究著手，指出早期研究善

於觀察大眾媒體，然而這類媒體幾乎支配所有的傳播資源，如今在新媒體的

挑戰下，這種資源集中化的局面被打破，Schulz 轉而提問：媒介化研究倘若

還停留在分析特定的（大眾）媒介，是否導致「媒介化（理論）的終結」

（Schulz,2004, p.94；括號字為筆者所加）？ 

Schulz 的看法是，思考媒介化理論時要超越特定的媒介，並「參照媒介

在傳播過程中基本的表現與功能，來解釋媒介化」（Schulz,2004, pp.98-99）。

對此，Schulz 試圖提出媒介能夠改變人與人之間交流（或互動）的四種類型：

（一）媒介在時間與空間之中延伸了人的溝通能力；（二）媒介替代了人們

面對面的社交活動；（三）媒介活動與非媒介活動相融合，媒介也因此滲透

進人們的日常生活；（四）不同領域的行動者不得不調整其行為以適應媒介

的評估或慣例。 

將媒介化從針對特定媒介的討論，轉換成媒介的功能性及其社會過程為

思路，Schulz 的論點被 Hjarvard 延續下來，不過後者更重視將媒介化放在高

度現代性的脈絡下，檢視媒介作為半獨立機構與其他機構互動時，產生的社

會文化之變化。在 Hjarvard（2017, p.67）看來，「媒介化是指媒介在文化、

社會和不同社會制度中的重要性被改變和強化、以及眾多的文化領域逐漸依

賴媒介及其邏輯的過程。」。就此而言，媒介邏輯被定義為一組規則與資源，

社會上不同機構（或個人）若依此規則行事，就能獲得媒介提供的資源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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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久而久之，也就將媒介的規則內化為自身的規則。媒介邏輯一詞可追溯

至 Altheide 與 Snow（1970）（參考唐士哲，2014b），而 Strömbäck（2008）

也用此概念分析政治媒介化的四個階段的特徵：第一個階段是媒介成為人們

接收政治消息的主要來源；第二個階段是媒介逐漸獨立於政治機構，而記者

也獲得更高的自主權；第三個階段是政治機構開始主動適應媒介機構的邏

輯；第四個階段政治機構不僅主動適應，甚至還會內化媒介邏輯。 

Hjarvard（2017）認為 Strömbäck 運用媒介邏輯時，過於將媒介邏輯與

其他機構的邏輯截然對立，二者就像玩一場零和遊戲，不是你贏就是我敗。

捨此，Hjarvard 將媒介邏輯與其他機構邏輯的互動予以刻度化，不同邏輯之

間無論此消彼長、互動強弱，都會形塑出不同樣貌的媒介化，如同量尺的刻

度般，媒介邏輯越強，社會互動的媒介化刻度越高。進一步的問題是，如何

觀察媒介邏輯的作用？Hjarvard 指出，媒介邏輯能從媒介具體的慣有做法

（modus operandi）中得到體現，也就是說研究者透過觀察這些做法，便能

從中窺探出媒介邏輯如何介入社會互動。簡言之，Hjarvard（2017, p.71）認

為媒介邏輯可以從以下三個面向，來考察它們的慣常做法：技術面向（典型

的做法如大眾傳播、網路傳播）、美學面向（典型的做法如戲劇化、框架、

風格）、以及制度（典型的做法如立法、組織形式）。 

媒介邏輯的概念適用於考察單一類型的媒介，然而社會上的媒介是複數

的，前述的媒介邏輯無法覆蓋不同媒介在匯聚層次（aggregate level）上的影

響，因此他改以「媒介動力」（media dynamics）的概念，捕捉媒介匯聚時引

發的媒介化過程。就此而言，媒介具有以下三種作用：放大（amplifcation）、

框架與表演能動性（framing and performative agency）與共構（co-structuring）

（Hjarvard, 2017）：放大是指透過（各種）媒介釋出資訊之後，其傳播的速

度、次數都會瞬間增加，而這也會影響人們捲入傳播的程度；框架是指媒介

使用的語言往往能替議題定性，而表演能動性代表了一種戲劇手法

（dramaturgy），意指傳播或被報導的事件會如(預先設定好的)劇本呈現；共

構是指媒介實踐既是鑲嵌在社會結構之中，也會反過來構成社會結構，這點

從權力關係的角度來考察特別明顯。例如新聞媒體採訪消息來源時會選擇位

高權重的人士，因為在媒體看來，這些人在社會結構中擁有支配的地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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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掌握的資訊一般人不易獲取，卻又影響著整個社會。然而在這些握有權力

的人眼中，媒介的採訪無疑進一步鞏固他們的地位。換言之，媒介與有權者

共構了既有的權力關係。 

Hjarvard 與 Lundby（2018）以《查理週刊》（Charlie Hebdo）於 2015 年

1 月遭受恐怖襲擊為例，說明媒介動力如何發揮作用。首先，就放大的作用

來看，襲擊事件爆發之後，資訊便透過傳統媒體與社交媒介在全球範圍內傳

播，後續也引發人們對於恐怖主義的示威抗議活動，並支持查理週刊的言論

自由。其次，就框架與表演能動性而言，媒介在此次襲擊事件之中，連結「伊

斯蘭教」與「恐怖主義」兩種不同的概念，而作者認為這種「話語上的耦合」

（discursive couplings）成為整起事件的主導框架，（西方主流的）新聞媒體

借此形塑自身為反恐怖主義與捍衛言論自由的行動者／表演者。然而，犯罪

者也會利用媒介的這種框架作用，宣傳自身的理念，並繼續製造恐懼。媒介

就像一座表演的舞臺，行動者展演其中。最後，就共構權力關係而言，《查

理週刊》原本是法國較為邊緣、小眾的新聞媒體，但事件發生之後，由於整

個主導框架使然，它忽然躍身為捍衛言論自由的鬥士，並與西方主流媒介站

在同一陣線，成為既有權力結構的一部份。與此同時，許多穆斯林也在社交

媒介上發聲，譴責恐怖襲擊，試圖劃清界限，重新融入既有的權力結構。 

無論是媒介邏輯或媒介動力，Hjarvard 都認為它們並不是單方面從媒介

這一端發出作用，繼而另一端的社會機構就會被影響；它們毋寧是在與其他

機構互動之中才能被觀察到的現象。用 Hjarvard 的話來說，媒介化「可被描

述為一種媒介邏輯與其他機構邏輯相互適應的過程」[1]。在相關的批評方

面，Hepp（2020）認為制度論的觀點過於側重媒介本身的影響力，並傾向認

為這種影響力是先天內建的，因此有何結果早已事先明瞭，後續的發展變化

顯得次要，這種分析過於靜態，難以捕捉現實的複雜過程。舉例而言，Hjarvard

將媒介邏輯分為物質、美學與制度性的規則與實踐，雖然能幫助研究者檢視

經驗現象，但已預設了媒介化的過程難以跳脫這三種維度。此外，這些維度

在實際運作的過程中，也非個別獨立的作用，而可能是並行不悖的發生。例

如社交媒介有其技術性（如演算法），也有制度性的規則（例如運營媒介的

公司的商業邏輯），更有美學／象徵的框架（例如社交媒介的文類，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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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itter 的短文），用戶並非只受到單一維度的影響，而這三種維度的劃分，

對於動態運作的觀察不啻為阻礙，而非助力。 

 

二、社會建構論中的「傳播形構」 

 

作為社會建構論陣營的學者，Hepp（2013b）提出「傳播形構」

（communicative figurations）來分析媒介化的過程。形構的說法可溯自 Elias

（1978），它是指「個人的網路」（networks of individuals），而 Hepp 除了延

續這種定義之外，也將網路視為一種將個人、集體與組織連結起來的分析單

位：由於個人的、集體的或組織的網路時有交疊，因此網路的構成不僅有其

相對穩定的狀態（例如個人的人際網），也有動態發展的過程（例如個人的

人際網與所屬企業的組織網彼此交織）。Hepp 認為，當今形構的建立過程已

離不開媒介的使用（例如人際網依靠社交媒介來溝通，企業組織仰賴電子郵

件來溝通），因此傳播形構是人們透過各種媒介所進行的傳播實踐而建立的

（Hepp & Hasebrink, 2014）。 

為了讓傳播形構的觀察更具操作性與可比較性，Hepp 等人指出，傳播

形構有三種特徵（Hepp, et al., 2018, p.30）： 

 

  （一）每個傳播形構都是由行動者叢（constellation of actors）構成。 

  （二）每個傳播形構有一個主導的框架，而這些框架是用來指導人們的

傳播實踐。 

  （三）傳播形構中的傳播實踐是與媒介組合（media ensemble）交織在

一起。 

 

Kannengießer（2018）以德國的「維修咖啡館」（repairing cafe）為例，

說明如何應用傳播形構分析媒介化的過程。維修咖啡館是一種新的活動形

式，人們聚在一起修理日常生活中的損壞物品，例如手機、紡織品等，而媒

體技術物是最常修理的用品之一。Kannengießer 指出，首先就行動者叢的構

成來看，參與維修活動的人可分為組織活動者、尋求協助者與提供維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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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主導行動者的框架包含意識到媒介技術物的生產過程是有害的（如對

自然資源的耗盡）、防止浪費、以及樂於助人等等，然而從許多參與者都提

及批判媒介技術物的消費，並透過維修舊物來避免購買新品來看，

Kannengießer 提煉出「消費者批判」（consumer criticism），是為整個維修活

動的主導框架。最後，由於參與者大部份是透過面對面傳播的形式，而組織

者則會在不同場合的維修活動之中穿針引線、張貼海報或散發傳單，藉以推

廣並保持與其他參與者的聯繫，此時電子郵件、電話與海報構成了維修咖啡

館所涉及的媒介組合。 

更重要的是，維修咖啡館作為一種傳播形構，它不僅有自身的媒介化

過程，與此同時還牽涉社會文化的變化。Kannengießer 論證，這種傳播形構

的媒介實踐（一方面是維修舊有的媒介技術物，另一方面參與者聯繫彼此的

媒介組合）代表的是環境的可持續性（sustainability），它與消費社會中的媒

介實踐（即熱衷購買新的媒介物，但使用壽命往往短暫）迥然有異。換句話

說，透過這種傳播形構所傳達的「維修文化」（culture of repair），是一種可

持續的社會運動，如此也印證了 Couldry 與 Hepp 對於媒介化的看法：媒介

化是一方面媒介與傳播的轉型，另一方面是文化與社會的轉型（Couldry & 

Hepp, 2013, p.197）。 

總結而言，媒介邏輯（與媒介動力）和傳播形構作為媒介化理論的重

要概念，它們在分析媒介與社會互動的過程中，扮演重要的分析角色，然而

不同的是，媒介邏輯是站在媒介這一端來檢視人與人之間的社會互動，在此

脈絡下，媒介邏輯或動力是植入（insert）互動之中，從人們互動時的變化，

來觀察社會文化的相應轉變。另一方面，傳播形構則是站在人的傳播實踐這

一端，檢視人們的媒介實踐與新傳播網路形成的關係。然而，對於制度論與

社會建構論而言，媒介化之所以發生的前提，在於與日俱增的媒體逐漸滲透

至人們的日常實踐中，從而對於社會文化的轉變產生影響（Hepp, 2019; 

Lundby, 2014），但是對於這些媒介為何會與日俱增？以及所有媒介都會產生

媒介化的過程嗎？這些問題並未深入探究。如果換個方式提問，對於為何有

些場域能夠發生媒介化，另一些則否的問題，制度論與社會建構論都沒有妥

善地處理。這些問題必須要回到制度論與社會建構論者的媒介視角，檢視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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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如何理解媒介，以及藉此論證他們在概念上的漏洞。 

 

參、媒介化理論中的媒介及其政治經濟基礎 

 

由於制度論與社會建構論的學者對於媒介的定義不同，如此也影響他們

討論媒介化之所以發生的過程。就制度論陣營的學者而言，Hjarvard 將媒介

視為一種 “institution”，而在英語的語境下，“institution”可以翻譯為機

構，亦可譯為建制／制度。當 Hjarvard 將“institution”指涉為機構時，此時

媒介是具有一定自主程度的社會機構，它能對社會上其他機構施以影響力。

例如前文提及的媒介邏輯，它能介入社會上其他機構的運作。另一方面，當

Hjarvard 將“institution”指涉為制度時，這種制度是指日常生活之中那些具

有常態性的、會反復出現的、甚至形成慣例性的傳播實踐，而在此語境下，

媒介是達成這種常態性傳播實踐的資源（Hjarvard & Lundby, 2018）。 

無論是機構或制度，這兩者在制度論者看來是可以統合的。例如，科學

界為了宣傳自身的發現以維持其正當性，它們需透過新聞媒體的公共傳播來

達成此目的，而媒體報導的標準就成為科學界必須適應的邏輯（Peters, 

2012）。就此而言，科學期刊－科學家－記者－媒體公關之間的關係，逐成

為一種新的互動方式。換句話說，新聞媒介作為一種機構，它們自身的邏輯

（或動力）能植入人們的社會互動之中，形成某種常態性的傳播實踐。 

然而當媒介邏輯植入於互動的過程時，Hjarvard 也認為並非所有的社會

行動者都會受到影響，有些能創造出常態性實踐，另一些則否，這取決於不

同的場域。Hjarvard 指出，「媒介化的程度可以根據各自場域的自律在多大程

度上被消減得以衡量」（劉君等譯，2018，頁 41），這代表媒介邏輯介入其他

場域的社會機構之後（如新聞媒體的報導判准介入了科學期刊的選題），後

者的自主性會被改變，而這也意味著媒介機構在介入的過程中，取得了其他

場域中的主導權力。然而，媒介究竟如何取得權力？這似乎不是自然的過

程，Hjarvard 雖然借用 Bourdieu 的場域理論來說明媒介化，卻沒有針對權力

的議題繼續深化其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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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驗研究之中，也有論者發現媒介化的過程並非整齊劃一的平整。例

如唐士哲（2014）探討台灣政治媒介化的議題，以臺灣電視政論節目與政府、

政黨、立法機構之間的互動為考察，發現後三者會調適自身的慣例以適應前

者的邏輯。另一項探討台灣社區媒介化的研究，黃順星（2020）卻發現社區

報紙並未讓其他機構反過來適應其媒介邏輯，而只是做為這些機構的工具。

這一正一反的例子說明，在不同場域的媒介化過程推動與否的原因，已非制

度論者眼中的媒介邏輯（或動力）能夠單獨地涵蓋。如同唐士哲（2014，頁

31）所言，政治媒介化有其結構性的因素： 

 

政黨藉由外圍基金會組織試圖承製政論節目、政論名嘴跨界成為

政治人物，或資深媒體人成為名嘴，以及政府各部門對於政論反映輿

情的重視與監控等現象，皆使得政論節目扮演的，是既有權勢階級政

治的延伸。作為一個富有論述權力的建制化實踐，其映照出的是更大

範圍政治與社會脈絡演變的過程。在這個脈絡中，電子媒介在解嚴之

後的過度商業化發展、以選舉勝選為首要目標的政黨競爭文化、政府

治理思維中以媒介輿論作為民意的依歸等結構性因素… 

 

黃順星（2020，頁 165）也說， 

 

在報禁解除後臺灣進入去管制的多元媒介體系，透過社區報引發

的媒介化過程，反倒因技術、資本以及政策方向轉變而弱化社區報／

媒介的重要性。Couldry（2003a）引入後設資本分析媒介是否產生跨場

域的效應並未在社區報上出現，而是國家權力場域及經濟場域持續影

響媒介。 

 

媒介化在不同場域之中能否取得主導的權力，無法全然與政治與經濟的

力量分割，或說政治經濟的因素反而是讓媒介化的過程得以展開的重要原

因；Murdock（2017, p.8）甚至有言，媒介邏輯的說法只是結果，而非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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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制度論者的媒介觀點來看，媒介邏輯（或媒介動力）究竟與政治經濟因素

之間的關係為何？似乎有必要深化論證。 

相對而言，社會建構論的媒介觀較為動態與複雜。Hepp（2020）將媒介

視為一種「過程」（process），它是人類社會在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

與物質化（materialization）交織中一個暫時的行經點（points of passage in 

social practice）。這即是說，媒介首先是從人們日常中的傳播實踐開始發展起

來，人們會用自己習慣的（某個）媒介來傳播／溝通，同時期望他人也會如

此使用（某個）媒介，從而形成某種常態性的傳播實踐，此即制度化之意；

而這種常態性的實踐會銘刻於（inscribed in）某種媒介技術或（數位）基礎

設備之中，此即物質化之意。Hepp 認為，所有的媒介都是從人們既有的常

態性實踐中開始形塑。例如電視，在它普及之前，演員表演與觀眾欣賞戲劇

（如舞臺劇）已成為常態性的實踐，而電視在此基礎上成為一種新的說故事

媒介，此即是制度化的過程。其次，電視有其電波收發站、機房等物質技術

設備，這是為了服務前述的制度化實踐。因此，在 Hepp 看來，電視作為一

種媒介，是制度化與物質化結合的結果。 

此處的關鍵在於，Hepp（2020,p.159）將物質化的過程連結至當今的數

位技術與設備，其中包含軟體與硬體，而這對於媒介化的影響尤其深遠：當

我們在使用數位媒體時，它遠非只能作為完成傳播／溝通任務的工具，同時

也是數據的生成器，使用者每一次的使用，都會形成數位追蹤（digital 

traces），而這些原本屬於個人所有的瀏覽紀錄，又會被演算法抽繹出來，重

新與其他人的紀錄一起分門別類，借以服務廣告商或其他科技公司。Hepp

（2020, p.11）認為，這種將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規則寫入演算法之中，而這些

算法又被重新應用於它們所收集資料的社會現象，即是「重複的轉變」

（recursive transformation）：演算法作為一種規則，不斷重複地應用至生成它

的實體之中，它本身就變成了社會轉變的因素。Hepp 認為，數位媒體的數

據蒐集與演算法，已讓我們進入「深度的媒介化」（deep mediatization）。 

在深度媒介化的脈絡下，Hepp 也擴展了「傳播形構」的概念。簡言之，

在家人、朋友、或同事的傳播形構之中，個人運用數位媒體的傳播實踐，會

讓數位追蹤的紀錄不只由個人自己所創造，也能由其他人創造，例如被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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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註自己姓名的相片。這些由形構為單位而發動的傳播實踐，透過算法又能

形成一種物以類聚的檔案庫。在此擴展下，Hepp 已將傳播形構的概念連結

至監控資本主義（surveillance capitalism; Zuboff, 2019）與數據殖民主義（data 

colonialism; Couldry & Mejias 2019），然而在華文世界，除了姚建華（2021）

將媒介化與數位勞動進行對話之外，還有從傳播形構的視野來觀察次文化的

研究（唐樂水，2020）、反性騷擾的研究（曹琬玲，2020）以及臺灣同性婚

姻公投的研究（陳品丞，2020）等等，至今仍欠缺將傳播形構或（深度）媒

介化連結至政治經濟結構的研究。 

本文認為，在深度媒介化的脈絡下，傳播形構的概念雖然連結至政治經

濟結構，不過在 Hepp 筆下，這種連結方式仍有以下三點值得商榷：首先，

目前傳播形構之中的行動者，主要是以一般民眾的日常傳播實踐為主，相對

而言企業、資本家等行動者所構造的傳播形構缺乏討論。例如 Mosco（1996

／馮建三、程宗明譯，1998）便認為商品也是由複雜的社會網絡所構成，其

中包含資本家與消費者，然而這種傳播形構的分析目前較為少見。其次，儘

管 Hepp 提及形構與形構之間可能彼此重疊，但他的焦點過度集中於形構如

何形成的問題，形構之間的衝突較少著墨，包含資本家之間、資本家與其他

社群的衝突。最後，他認為政治經濟學的焦點應該「從媒體內容的政治經濟

轉向數位基礎設備的政治經濟」（Hepp,2020,p.23），這種呼籲過於將內容與

設備二分，因為在政治經濟學的視野下，除了生產與消費過程的分析之外，

媒體內容是以所有權的角度去討論，就此而言媒體內容與數位技術設備無

異，都是資本家的資產，缺乏技術設備難以產製內容，而缺乏內容又無法進

行演算。換句話說，如果將分析焦點全部從媒體內容移轉至數位技術設備，

反而忽視兩者之间的連動關係。 

立基以上三點的反思，作為一種初探性的嘗試，本文將從政治經濟學的

取徑出發，思考未來媒介化研究可能的三項研究焦點。下文將以學術傳播的

場域為例，首先說明資本建置的媒介（期刊資料庫）如何構造出自己的傳播

形構，從而影響學者的傳播實踐，其次則處理不同傳播形構之間的衝突，最

後則解釋為何當今的媒介內容仍是關鍵，捨此將難以掌握深度媒介化的全

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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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從學術傳播觀察未來媒介化研究的三項議題 

 

一、資本在傳播形構的建構力量：商業期刊資料庫的擴張運動 

 

二戰之後，科學文獻的數量飛漲，論文品質參差不齊，加之新學科湧現，

傳統書目學已無法有效記錄，於是 E. Garfield 設計一種追蹤文章引文

（citation）的方法，而這套方法日後發展成知名的科學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 SCI；以下簡稱引文索引）。引文索引在計算期刊的影響因數上

展現成效，而高引用率的期刊可稱為核心期刊。Garfield 原本只想在繁雜無

章的科學期刊之中建立某種秩序，但卻無心插柳，引發以下兩種非意圖後

果：第一，大學圖書館鑒於購置館藏的經費有限，在優先順序考慮下，會先

購置核心期刊（Nisonger, 2007; Smith, 1981；Enger, 2009）。Pancheshnikov

（2007）指出，自 1960 年代以降，以引文索引來界定核心期刊的方法，已

成為圖書館採購不同領域的學術期刊之依據。第二，對於商業出版商來說，

他們看到學術期刊的市場屬於「非彈性市場」（inelastic market），即市場並非

按照供需來調節，而是買方（圖書館）有定期向賣方（出版商）購買的需求，

因此有利可圖（Guédon, 2014；劉忠博，郭雨麗，劉慧，2020）。 

由於大學圖書館是學術期刊最大的購買方，圖書館界定期刊資源的方式

就非常重要，尤其是涉及核心期刊的認定。當學術期刊被收錄在引文索引

時，出版這份期刊的單位就等於確保了經濟來源。2004 年，全球最大的出版

集團 Elsevier 也推出類似 SCI 的引文索引資料庫：Scopus，這表示對於出版

商來說，若能涉及認定核心期刊的業務，那麼在非彈性市場的結構下就立於

不敗之地。 

資料庫的功能在於收錄學術期刊與計算其影響力，這對於研究者而言具

有便利性。一般來說，大學圖書館也有自己的搜尋系統，但出版商建置的資

料庫擁有海量的期刊文獻，加上系統能計算期刊（與文章）的引用率與相關

的文獻網路，使用者能在短時間尋得所需資源，這導致圖書館自建的搜尋系

統逐漸被資料庫取代。Elsevier 曾發佈一份報告指出，圖書館訂購的電子資



媒介化理論與政治經濟學的思考對話                                                 

127 

源，能有效提升研究人員的論文生產力，而其中一名受訪者的訪談如下

（Tenopir, 2010, p.21）： 

 

電子資料對圖書館資源來說…具有必要性，過去尋找與新主題

最相關的文獻會耗費一整個下午，而使用電子資料只要 15 到 30 分

鐘。 

 

除了堪稱便利的資訊搜尋系統之外，出版商也會積極地向全世界推銷其

產品。例如 Elsevier 於 2010 年便在亞洲地區包含日本、越南、馬來西亞、泰

國、菲律賓、新加坡等多個國家舉辦推廣活動，且 2011 年時其 Scopus 還獲

得澳大利亞官方的「研究委員會」（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認證為唯一

書目資訊供應平台。截至 2021 年，Elsevier 的產品已在全球獲得超過 2.5 萬

個政府與學術機構使用1。 

此外，當引文索引方法成為圖書館認定核心期刊的依據時，這代表原本

只是作為知識資源配置系統的資料庫，再得到了公共機構的承認之後，便超

越了其技術性媒介的角色，轉變為學術傳播之中涉及評價學術聲望的媒介，

而評價的標準即是影響因子：期刊的影響因子越高，越能代表期刊的學術地

位；期刊論文的引用率越高，也越能代表這篇論文及其作者的影響力。 

近年來，這種認定更是超越大學圖書館館藏購置的權限，從而與大學排

名掛鉤。英國 QS 公司與上海交通大學世界一流大學研究中心發佈的排名榜

單便是一例2。值得注意的是，這兩家單位對於鑒定排名的標準之一，就是

審視各大學的論文發表與引用率：QS 是看 Elsevier 公司旗下的資料庫產品

Scopus，而上海交大則是看 Thomson Reuters 公司旗下的 SCI 與 SSCI 資料

 
1 參見

https://www.elsevier.com/__data/assets/pdf_file/0008/928016/ELS_digital_collateral_cor

p-broch_CH2.pdf 
2 有關 QS 的排名標準，請見：

http://www.topuniversities.com/qs-world-university-rankings/methodology?page=1；有

關上海交大的排名標準，請見：

http://www.shanghairanking.com/ARWU-Methodology-20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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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特別就後者的指標來說，評估大學的指標有四，分別是「教育品質」

（Quality of Education）、「教職員研究表現」（Quality of Faculty）、「研究產出」

（Research Output）、以及「整體表現」（Per Capita Performance），然而研究

產出系指包含在（一）Nature 與 Science 等學術期刊發表的論文，以及（二）

SCI 與 SSCI 等資料庫發表的論文，這兩者占了 40%的比重，是所有指標之

最，由此不難推知，這些收錄在資料庫的期刊便成了各大學（及其學者）投

稿的兵家必爭之地。  

2011 年 7 月，中國大陸教育部更將大學發展與資料庫論文的發表掛勾，

發布「十二五科技發展規劃」，其中將國際論文發表及其引用率，列入國家

科技發展戰略的政策文字之中；這項規劃是如此界定國際科學論文被引用次

數： 

 

國際科學論文被引用次數是指被科學引文索引（SCI）收錄的

學術論文在發表後的一段時間內被引用的次數之和。該指標是評價

國際科學論文品質的重要指標，也反映了一個國家或地區國際科學

論文的影響力。3 

 

這項規劃使得各校進行「獎酬」發放時變得「有理有據」，甚至有學者

認為「在科研專案申報與結題、科研成果評審、職稱榮譽評定、人才引進和

業績點考核等政策中，存在重視 SCI／SSCI 期刊的程度比中文權威核心期刊

高得很離譜的現象」（朱曉華、何書金、王岱、孫楓、汪德根，2016，頁 681）。 

然而關鍵在於，當大學排名與資料庫論文構連時，資料庫躍升為一種規

範學術社群傳播活動的主導框架，它不再只是單純的論文資源分配，也是認

定論文重要性的權威性媒介。如今，在許多學院的網站以及教師的介紹網頁

中，列出發表的期刊論文及其總數、收錄的資料庫名稱、以及相關的影響因

子已是常態，這表示資料庫作為一種媒介，已植入學術社群的發表記錄之

中，成為制度化的學術傳播實踐，而技術的符號（如 Scopus, SCI）更銘刻在

 
3 詳見「十二五規劃」的附錄：「重要指標和名詞解釋」，網址 http://www.most.gov.cn/kj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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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的版權頁之中，成為一種期刊的認證標記。這些傳播實踐之所以看似合

理，Stack（2016）認為是資料庫已成為界定何謂「研究生產力」（research 

productivity）的媒介，即資料庫取得了認證知識生產力的權威性。 

總結而言，從商業資料庫的擴張來看，Elsevier 與 Thomson Reuters 等公

司於世界各地舉辦說明會並推銷系統之下，其所建構的傳播形構，首先行動

者叢除了包含學者們與各大學圖書館，也將許多政府單位納入其形構之中，

而這些行動者的學術傳播實踐，便是圍繞在這些公司所建置的資料庫。其

次，更重要的是，在這個傳播形構之中，宰制行動者的主導框架，系將發表

收錄在期刊資料庫的論文，視為研究生產力的象徵。再者，使用這些資料庫

的媒介組合，除了這些公司本身的網站之外，從圖書館的網頁也可以連結至

資料庫本身，而這種連結是以一種授權的方式為之，即每個學校都有自己的

帳號，學者登入之後便可開始使用。從資本建構的傳播形構來看，我們觀察

到媒介化的過程並非自然而然的形成，而學者們的學術傳播實踐（即自己發

表或下載他人的論文），多半沒有太多的選擇。 

 

二、傳播形構之間的衝突 

 

由於商業出版商建置的資料庫所費不貲，各大學圖書館漸漸無力負荷，

故而有別於這些公司建構的傳播形構便應運而生。由「開放社會研究院」

（Open Society Institute）、學者、各大學圖書館等行動者建構的傳播形構，

其主導框架是知識的公有性，亦即他們認為受公共補助的學術研究應該免費

公開與共享，而非如商業資料庫一般，將論文視為商品，以付費牆形式阻隔

人們的使用。這種傳播形構的媒介組合，可分為學者個人建置的論文網站（如

哈薩克神經學家 Alexandra Elbakyan 建置的 Sci-Hub）、學科型典藏網站（如

以物理學為主體的網站 ArXiv）以及機構型的典藏網站（如政治大學機構典

藏）。透過這些網站上傳自己或下載他人的論文變得簡單可行。Karaganis

（2018）將這種新興的傳播網絡名之為「影子圖書館」（Shadow Libraries），

用以捕捉另類學術傳播管道在形成的同時，所歷經來自主流媒介（出版商／

資本）的抵抗，以及如何創造出適應新媒體環境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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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Hepp（2020）分析的青少年的傳播形構與媒介組合來看，他認為可

以從這些人使用媒介的過程之中，觀察出他們對於不同傳播形構的融入程

度。例如對於家庭的形構而言，臉書是主要的使用媒介，而對於朋友的形構

來說，twitter 或 Instagram 則較為重要，而從他們減少臉書、並增加 twitter

的使用來看，可觀察他們對於何種傳播形構的重視。然而，從政治經濟學的

視野來看，傳播形構的建構無法忽視資本（家）的作用，並且媒介組合的形

成本質上是行動者與資本鬥爭下的產物。例如 2017年時Sci-Hub就被Elsevier

公司提告，紐約地方法院判決該網站須賠償該公司 1500 萬美元的侵犯著作

權損失（Schiermeier, 2017, June 22），4而未來 SCI-Hub 勢必會不斷面臨這類

挑戰。 

又如 2019 年 2 月，加州大學圖書館決定停訂 Elsevier 公司的期刊資料

庫，這是由於 2017 年時，前者購買資料庫的經費已超過 1150 萬美元，嚴重

排擠該校購置其他資源的預算，財政負擔沉重，於是雙方展開數月議價，爾

後協商以失敗告終。5無獨有偶，早於加州大學兩年，台灣大學已於 2017 年

1 月停訂 Elsevier 的 ScienceDirect 資料庫，而台大的說法是「目前全校訂購

近 4,700 種期刊，其中 Elsevier ScienceDirect 的 784 種期刊占訂購種數 17%，

所需費用卻逾期刊採購總金額 33%。又本校訂購 Elsevier ScienceDirect 期刊

雖已由 2008 年的 833 種，減少為 2016 年的 784 種，但是訂購費用卻增加為

143%」6同年 6 月，雖然台大宣布與 Elsevier 議價成功，並續訂 ScienceDirect

資料庫，不過仍表示「三年後的下一回議價談判，仍是我們必須持續努力的」

7。 

儘管台大目前已恢復訂購該公司的資料庫，然而 2017 年停訂的事件已

引發國際學界注意。全球最大的開放獲取出版商「公共科學圖書館」（The 

Public Library of Science）在 2018 年 7 月發佈一篇文章指出，台灣於同年已

與德國、瑞典、祕魯等國家，共同組成「不與 Elsevier 交易專區」（No Elsevier 

 
4參見 https://www.nature.com/news/us-court-grants-elsevier-millions-in-damages-from-sci-hub-1.22196 
5參見 https://www.library.ucla.edu/news/uc-ends-negotiations-elsevier 
6 參見 http://www.lib.ntu.edu.tw/node/2969 
7 參考 http://epaper.ntu.edu.tw/view.php?listid=34&id=25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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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l Zone），而台灣、德國與瑞典還是 OECD 組織的成員，其研究支出佔了

35 個會員國的 9%，而她們的決定預料會引發後續的影響，不交易專區也有

可能進一步擴大。8假使未來不交易的作為成真，那麼大學圖書館就無法使用

這些商業數據庫，從而影響人們的媒介組合。簡而言之，只要資本建構或主

導的傳播形構越強勢，那麼未來這種鬥爭就越有可能持續上演。 

 

三、新舊媒介對於內容所有權的合縱連橫 

 

儘管媒介化研究的重點不在於媒介內容的效果，然而媒介內容的所有權

卻無法忽視，特別是在深度媒介化的脈絡之下。如前所述，深度媒介化是基

於數位設備的普及與演算法的規則，而人們每次的媒介使用都被記錄下來，

其數據則透過演算法進行歸類。在學術傳播的場域之中，學者們也開始應用

社交媒體來傳播自己的論文。例如 ResearchGate 的平台，使用者可以用它來

發布自己的研究成果（論文）、追蹤研究興趣與其他研究者、評論和分享他

人的研究成果、以及要求他人提供論文電子全文。此外，該平台還會建議有

相似興趣的人建立聯繫。 

ResearchGate 原本由兩位科學家及一名醫師所創建，然而在獲得資本的

投資後，逐漸轉型為一家能實現營利的社交平台，而該公司的商業模式，即

是追蹤使用者的使用數據，並將這些個人數據轉換成商品。在演算法的驅動

下，「你最終會看到（學者們的）表現與出版品，因為它們會（自動）出現

在你眼前」（DE OLIVEIRA, 2018, p.113；括號內字為筆者所加）。 

有別於傳統的商業資料庫公司是以學者提供自己論文內容的方式，來建

構書目索引系統並打造其傳播行構，ResearchGate 這類新興的社交平台是讓

學者提供自己的社會資本（DE OLIVEIRA, 2018），論文內容只是讓學者之間

聯繫彼此、從而建立社會關係的工具。不過，由於這個平台讓使用者有權發

布自己的論文之外，也可以要求他人提供全文，於是這就衝擊到商業資料庫

 
8 參考

https://blogs.plos.org/absolutely-maybe/2018/07/30/europe-expanded-the-no-elsevier-dea

l-zone-this-could-change-every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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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核心利益。2017 年，Elsevier 公司與美國化學學會（ACS）在德國慕

尼黑地區法院對 ResearchGate 提起訴訟，聲稱後者免費提供的論文，實則都

是受著作權法所保障，故而涉嫌侵權。時至今年（2022）三月，慕尼黑地區

法院宣判，ResearchGate 平台上的部分論文侵權，並指出該平台也要為使用

者上傳的內容負責（Kwon, 2022,March 22）。 

不過，並非所有出版商都排斥社交媒體平台。2019 年 3 月，出版商

Springer Nature 與 ResearchGate 展開合作計畫，ResearchGate 的使用者只要

透過該平台認證擁有 Springer Nature 的機構帳號，即可在平台上閱讀和下載

Springer Nature 出版的論文全文。目前 Springer Nature 旗下有 40 本期刊、超

過 5 萬篇論文透過如此方式讓 ResearchGate 的使用者利用。9綜合而言，

Elsevier 與 Springer Nature 對待社交媒體的方式截然不同，這表示資本在建

構傳播形構的過程之中，尤其在考量組建行動者叢時，哪些行動者能被納入

（或排斥），內容的所有權實乃關鍵因素。 

 

伍、代結論：媒介化研究中的政治經濟轉向 

 
本文從學術傳播的媒介化過程中指出，期刊資料庫之所以能介入學術傳

播文化（即媒介化的「化」字能夠成功），關鍵是資本在構造傳播形構時所

展現的權力，而這種政治經濟式的思考，往往也是歷來媒介化研究較少討論

的議題。媒介化理論近年來結合行動者網絡理論（如方念萱，2016；陳品丞，

2020）、物質性（如戴宇晨，2021）等理論，如此的討論似乎有邁向微觀分

析的發展趨勢，然而這是否意味著媒介化理論與政治經濟學全然沒有對話的

基礎？唐士哲指出（2014b, 頁 27-28），其實兩者都關心社會權力的運作： 

   

  媒介化概念與政治經濟學同樣主張傳媒的物質意涵是特定社會權

力關係的來源，然而政治經濟學往往把人為控制的因素，作為探究傳

 
9 參見 ResearchGate 的網站說明，網址：

https://explore.researchgate.net/display/support/ResearchGate+and+Springer+Nature+par

tn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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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特定權力關係的起點…相較而言，媒介化的思維卻是採取一個反向

的推論：即是由社會菁英或權勢階級的個人或組織的日常思維、行止

中，推斷傳媒過程在權力過程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傳媒涉入的符號流

通如何對於社會生活產生整體、累積的效應。換句話說，同樣關切傳

媒作為理解社會權力運作的基本單位，政治經濟學著重鉅觀、結構性

的傳媒經營架構；媒介化傾向由微觀、個體的傳播實踐或溝通行動著

手… 

 

    進一步而言，如果政治經濟學的強項在鉅觀的結構分析，而媒介化理論

則從微觀的傳播實踐出發，那麼這是否意味兩者不能結合？答案也未必如

此。Jensen（2013, p.214）探討媒介化理論時，借助 Giddens 結構化理論的視

角，將媒介視為社會中的結構與行動之外的第三種元素，其功能在於憑藉能

夠「跨越時空的傳播，來中介結構和能動性」（communication mediates structure 

and agency across time and space）。換言之，在構連鉅觀與微觀、結構與能

動之間，媒介已是社會能持續運作所不可或缺的角色。一個從媒介來連結鉅

觀與微觀的嘗試是，van Dijck（2013）在分析社交媒體平台時，將平台的特

性區分為二：技術文化與社會經濟結構，前者重視使用者、技術與內容的分

析，而後者側重在所有權、經濟結構與商業模式的討論，而這種區分的合理

性即是建立在結合微觀的行動者網絡理論與鉅觀的政治經濟學。 

  本文認為，媒介化研究可將政治經濟學取徑納入討論，亦即將媒介化的

過程安置在資本主義社會的運作之中。就此而言，我們試圖從政治經濟學的

視角出發，結合傳播形構的概念，提出以下三項可供未來思考的議題：資本

（家）在建構傳播形構中的作用、傳播形構之間的衝突、以及媒介內容的所

有權議題。作為一篇初探性的研究，本文希冀能對媒介化的政治經濟學取

徑，拋磚引玉，希冀增添知識上的積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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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ialogue Between Theory of Mediatization and Political 

Economy: Taking the Mediatization of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as Research Field 

Zhongbo Liu & Chu Qiao Xian 

 

ABSTRACT 
After the mediation theory was put forward by European scholars, the 

scholars excluded the factors of political economy from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the theory intentionally or unintentionally, thus ignoring the possibl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mediation theory and political economy. This can be seen 

from the recent discussions of concepts of mediatization, whether institutionalist 

or social constructionists, they have failed in explaining the question of “why 

some fields can be mediated and others are not”, and examining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actors behind this problem can fill the gap of theory in this regard. In 

response to the above question, firstly this paper introduces key concepts 

proposed in the mediatization theory community in recent years, and not only 

provides a crit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se concepts, but also illustrates their 

possible connection with political economy. Secondly, focusing on the 

mediatization of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we will take a western journal 

database company as an example to illustrate that the database was originally 

used as a medium for calculating citation rates, but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the communicative figurations, the publishers integrated scholars, libraries, 

Universities and government units into the formation, thereby transforming into 

this medium for certifying knowledge productivity. The consequence is that the 

name of the database and the numerical value of its influence are inscribed in the 

publication records of scholars, and the symbol of technology is also inscribed in 

the copyright page of academic journals, which has become a normal practice of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Through the description of the field of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mediatization research should star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we also try to point out three possible 

future key issues, so as to better expand the research scope of mediatization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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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主任。他以聯合國法治與安全體制專家的身份，領導聯合國情報單位在蘇丹的多國

團隊。他曾經在非洲聯盟工作五年，在北約負責打擊小型武器的擴散。蘇聯解體後，

他參與了歐洲與俄羅斯軍方及情報官員的最高層之討論工作。在北約的工作是，他密

切注意烏克蘭 2014 年危機以後的變化，其後參與協助烏克蘭的工作。他有多本著作，

都與情報、戰爭與恐怖主義有關，特別是 Le Détournement（由 SIGEST 出版）與 

Gouverner par les fake news 與 L'affaire Navalny。 他最近的一本書是 Poutine, maître 

du jeu? 由 Max Milo 出版。這篇文章先以法文在 3 月 14 日發表在 「法國情報研究中

心」（Centre Français de Recherche sur le Renseignement），作者曾更新至 28 日。 

 
**馮建三，政大新聞系教授，e-mail: jsfeng@nccu.edu.tw。中譯說明：謝謝盧倩儀告知

本文，英譯出版於 The Postil (2022 年 4 月 1 日)，5 月與 6 月 1 日，它另刊登包亞克

兩次訪談文章。Postil 雜誌自詡「古典人文主義」（classical humanism），植根在「信

念與理性」的基督世界（https://www.thepostil.com/about/）。凱西（B. D. Cathey）略

編輯 Postil 的譯文並隨文短評，轉載於 The Unz Review （https://www.unz.com/），它

聲稱「蒐集美國主流傳媒大抵排除，但有趣、重要且有爭議的視野」。凱西說本文讓

「真相大白，水落石出」，譯者無力作此宣稱，但該文披露的事情與觀點，與歐美主

流明顯不同，譯者學習杭士基（Noam Chomsky）的就事論事，予以迻譯，或可讓人

在探詢俄國入侵烏克蘭的原因時，能有不同的說法做為參考。杭士基在 2022 年 4 月

27 日表示，他說過美國前總統川普（Donald Trump）很危險，但這與他肯定川普主張

烏克蘭局勢當由外交斡旋早日結束，並不衝突；重點不是川普，是「我們理當老實」，

特別是拜登團隊「似乎無意支持和平談判」（Krishnankutty, 2022 May 12)。杭士基反

對川普的排外、綠能及低社福取向，但他也同時質疑民主黨主流及不批評其主張的傳

媒。 

https://www.thepostil.com/author/jacques-baud/
https://www.un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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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第一步：通往戰爭 

 

許多年來，從馬利（Mali）到阿富汗，我的工作都與和平有關，為求和

平，我的生命有著風險。因此，不是要談戰爭是否能夠正當化這個問題，是

要瞭解，是什麼導致戰爭。 

烏克蘭衝突的根源挺多，我們先得予以檢視。首先，過去八年來不斷有

人說，烏克蘭東部的東巴斯（Donbass）地區出現了「分離主義派」或「獨

立派」。這是名詞誤用。該地區的 盧甘斯克（Lugansk）與 頓內茨克（Donetsk）

是自稱共和政體（republic），是在 2014 年 5 月通過公民投票（referendums）

為之，但他們不是追求「獨立」，雖然是有粗心大意的記者作此聲稱。實際

上，這兩個公投是「自決」或說「自主」的公投。還有，外界用「挺俄羅斯

的」（pro-Russian）這個詞彙，原是要釐清，卻會讓人以為俄羅斯這個國家參

與了這場衝突，惟俄國並沒有參與，該詞若改為「說俄語的人」，會是更誠

實的表述方式。另得注意的是，普亭反對前述兩個地區的人公投，但公投仍

然進行。 

究其實，這兩個共和政體並沒有試圖要從烏克蘭分離出去，她們是要有

自主的地位，確認她們能夠在烏克蘭政府認可俄語也是官方語言之一的情境

下，使用俄語──2014 年 2 月 23 日在美國資助下，（經由民主選出的）總統

亞努科維奇（Victor Yanukovych）遭推翻後，授予俄語也是烏克蘭官方語言

之一、在 2012 年頒行的語言法（the Kivalov-Kolesnichenko Law），就遭廢除。

1 這就有些像是瑞士德語區出現了盲動群體，決定要讓法語及義大利語，再

 
1 譯註：二〇〇一年的人口普查顯示，烏克蘭裔的烏克蘭國籍人約佔 77.8%，俄裔

約 17.3%。支持俄語作為官方語言之一的烏克蘭全國人口比例，在 1995是 52%，顏

色革命後一年（2005）降至 48.7%，2014 廣場事件後再減到 32.2%，2018 是 30.8%。

分區計算，已被俄羅斯併入的克里米亞未調查，其他六個區最低的是西部 2.1%、

中部是 19.6%、基輔仍有 33.1%、東部是 46.6%，而南部是 53.9%，東巴斯是

63.3%。再者，烏克蘭民族的人（原文未指明，但可能是 2016 或 2018 年，）約有

半數在家主要是說烏克蘭語，25%說俄語，25%兩種都用。但俄羅斯裔的烏克蘭人

在 2018 年主要在家主要說俄語已從 2012 的 80%減至 68%，說兩種則是 17%增加至

27%，雖然歷史上俄裔烏克蘭人在家還說烏克蘭語的人不到 5%。母語是烏克蘭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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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是瑞士的官方語言之一。  

這個決定在說俄語的地區，掀起了風暴。接著就是政府開始鎮壓這些說

俄語的地區，如奧德薩（Odessa）、聶伯羅（Dnepropetrovsk）、哈爾科夫

（Kharkov），盧甘斯克與頓涅茨克。這些行動起自 2014 年 2 月 24 日，然後

是軍事對抗，在俄語區出現了駭人聽聞的屠殺，特別是在奧德薩與馬立波

（Mariupol）。 

在這個階段，烏克蘭的一般軍士的手法過度呆滯，完全是教條式操作，

雖然壓制了對手，但並沒有真正佔到上風。（反之，）自主派發動的作戰，

是用輕武器，採取高度機動的操作。這些反叛基輔政府的群體採取了更有彈

性，沒那麼教條的作法，他們利用了烏克蘭軍方的惰性，不斷讓他們「進入

陷阱」。 

我在 2014 年時，仍在北約服役，負責打擊小型武器的擴散，同時也得

試著偵測，俄羅斯人是不是運送武器給反叛群體，藉此確認莫斯科有沒有涉

入這場衝突。我們當時取得的情報，幾乎完全來自波蘭情報單位，這與來自

「歐洲安全與合作機構」（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OSCE）的資訊，並不「吻合」—這些宣稱相當粗糙，但俄羅斯確實沒有運

送武器進入烏克蘭。 

實情是，烏克蘭軍隊說俄語的單位叛變，向追求自治的反叛群體提供武

器。隨著烏克蘭軍方的失利，坦克、大砲與整個防空營隊的裝備，這才在自

主派群體間，四處充斥。在自治區的武器增多之後，烏克蘭政府（有了變化，

於是有後來在 2014 年 9 月的）走向承認明思克協議（Minsk Agreements）2之

簽訂。 

 
的人，60%主要說烏克蘭語，15%說俄語 25%雙語（Veira-Ramos & Liubyva, 2020, 

pp.218-222）。 
2 譯註： Ukraine and Russia 的作者 Antolia Lieven（2021/11/15）說，該協議是讓兩

地取得如同美國聯邦之下「州」的自治地位。政大民族系教授趙竹成（2022/3/1）

也說，明斯克協定是要讓烏東地區內戰熄火，由聯合國安理會在 2015 年確認，有

兩個層次。第一層次是德法俄烏四國總統協商後，進入第二層次，由歐安組織及俄

國代表見證，由基輔與頓內次克及盧甘斯克代表共五人簽字，規定烏東地區選舉

「根據」烏克蘭法律，沒有否認烏克蘭在該地的主權，但至戰爭發生，基輔都未執

行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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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西的評論：以上文字讓人震驚。我們一直認定，烏東地區的自

主派至少得到「一些」來自俄羅斯的武器。畢竟西方傳媒不停報導，

從基輔在東巴斯地區投入「反恐操作」的第一天開始，「俄羅斯人就已

經入侵烏克蘭。」我們的這些媒體不斷表示，假使真正要自由，就要

挺身戰鬥......。 

 

但在簽署「明斯克協議 1」之後不久，烏克蘭總統波洛申科（Petro 

Poroshenko）發動大規反恐行動對付東巴斯。在北約官員的低品質諮詢後，

烏克蘭人在德巴爾切夫（Debaltsevo）大敗，烏克蘭政府只好參與「明斯克 2」

協議。 

這裡，我們理當記得，無論是明斯克 1（2014 年 9 月）或明斯克 2（2015

年 2 月）的協議，都沒有說東區兩共和政權要分離獨立，都只是要在烏克蘭

的架構內，給予自治。已經讀了兩次協議的人（，真正完整讀完的人很少，）

應該就會知道，兩個政權的地位歸向何處，得由基輔與兩個共和政權的代表

在協商後才能決定，這是烏克蘭在內部解決自己事務的方案。 

由於是烏克蘭內部的事情，俄羅斯因此從 2014 年以來，都是很有系統

地要求，理當落實明斯克協議，同時也拒絕參與協商。在另一邊，也就是西

方，則在法國也很有系統地介入下，想要以「諾曼地方案」（Normandy format）

取代明斯克協議，這就使得俄羅斯人與烏克蘭人得面對面（商定）。不過，

這裡我們得記得，在 2022 年 2 月 23 至 24 日之前，從來沒有俄羅斯軍隊在

東巴斯地區出現。再者，OSCE 的各個觀察員在這個日期之前，完全沒有在

東巴斯地區察覺到有任何一丁點的俄羅斯軍事單位的運作。 這裡可以舉《華

盛頓郵報》作為例子，該報在 2021 年 12 月 3 日刊登美國情報地圖，其中沒

有顯示東巴斯地區存在俄羅斯軍隊。 

烏克蘭國安局（the Ukrainian Security Service, SBU）格里察克（Vasyl 

Hrytsak）局長在 2015 年 10 月承認，他們在東巴斯地區察覺僅有 56 位俄羅

斯戰鬥人員。這個數字完全與 1990 年代時，瑞士人進入玻士尼亞，或與法

國人今日進入烏克蘭戰鬥的人數，可以相提並論。 

那個時候的烏克蘭軍隊狀況堪虞。在四年內戰後，烏克蘭軍事檢察長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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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奧斯（Anatoly Matios）在 2018 年表示，烏軍在東巴斯地區喪失 2700 人：

891 人死於疾病、318 人因車禍意外去世、其他意外致死 177 人、175 人中

毒（酗酒與藥物）死亡、172 人操作武器不慎喪命、101 人違反安全規定、

228 人遭謀害，另有 615 人自殺。 

實際狀態是烏克蘭軍隊因幹部腐化而衰敗，不再有烏國人的支持。英國

內政部在 2014 年 3/4 月曾有報告，指軍方召回後備軍力時，百分之七十在第

一季沒有報到，第二季是 80%，第三季是 90%，第四季是 95%。到了 2017

年 10/11 月，稍前發起的「2017 年秋季」回營召集動員，仍有 70%的人沒有

報到。計算這個比例時，還不包括自殺與脫隊的人（通常是加入要求自治的

群體），這些人最多可以佔了（譯按：烏克蘭人稱之為）「反恐區」（Anti-Terrorist 

Operation Zone, ATO）（譯按：也就是東巴斯區）工作人力的三成。烏克蘭年

輕人拒絕前往東巴斯地區作戰，他們寧可移民，這就至少也局部解釋了烏克

蘭的人口赤字現象。 

烏克蘭國防部於是尋求北約協助，想讓軍隊行伍的生活顯得更有「吸引

力」一些。先前，我在聯合國的規範架構內，曾經有在類似項目的工作經驗，

北約因此要我參與，重建烏克蘭軍方的形象。這個過程原本需要很長時間，

但烏克蘭軍方希望要能加快。  

這樣一來，烏克蘭政府為了快速補充欠缺的兵源，就轉向招募「准軍事

民兵」（paramilitary militias）。根據路透社報導，這些民兵在 2020 年佔了烏

克蘭軍力大約四成，總計約 10 萬 2 千人。美國、英國、加拿大與法國提供

武器與資金，武裝了這些來自 19 個國籍的民兵。 

這些得到西方的支持民兵從 2014 年以來，就已存在。即便有人想要論

稱這些人未必是「納粹」，但這些民兵相當暴力、意識形態讓人作嘔，同時

惡毒地反猶太，卻是不爭的事實，組成這些民兵團營隊的人，一個個都是狂

熱殘暴之人。其中，最知名的就是「亞速營」（Azov Regiment），它的徽章讓

人憶起二戰時期納粹德國武裝親衛隊，在烏克蘭，卻有人尊敬這個標誌，指

它在 1943 年從蘇維埃手中解放了哈爾科夫（Kharkov），又在 1944 年執行了

法國奧拉杜爾（Oradour-sur-Glane）的大屠殺！      

有人說烏克蘭民兵是「納粹」或「新納粹」，純屬俄羅斯的宣傳。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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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列時報》（Times of Israel）或「西點軍校反恐中心」（the West Point Academy's 

Center for Counterterrorism）可不這樣看待。《新聞週刊》（Newsweek）在 2014

年的報導則似乎說這些民兵與「伊斯蘭國」（the Islamic State）有更多的關

係。相信哪一種呢？就請自行選擇。 

 

 

這些民兵自從 2014 年以來就對平民犯下無數罪行，姦淫、拷打酷刑與

殺戮…，西方国家给予支持，也不斷提供武器給他們。 

有的人認為，這些民兵整合進入烏克蘭的國民警衛隊之后，已經「去納

粹化」，但根本不是這樣。有許多例證可以說明，就說亞速營的階級徽章，

應該就能讓人恍然大悟： 

在 2022 年，與入侵的俄羅入侵者作戰的烏克蘭軍隊，其組成是： 

（一）國防部直屬的軍隊，有三個軍團（corps），並有能夠參與演習的

軍事裝備如坦克、重火砲與飛彈……等等。 

（二）國民警衛隊（National Guard），由內政部提供給養並分成五個地

方指揮區。 

 

    因此，國民警衛隊是地方自衛隊伍，不是烏克蘭軍隊的一部份。這些國

民警衛隊包括准軍事民兵，名稱是「志願營隊」（volunteer battalions），也有

人以意有所指的「復仇營隊」（reprisal battalions）相稱；同時也有步兵，主

要是訓練來從事都會區戰鬥，目前負責哈爾科夫（Kharkov）、馬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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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upol）、奧德薩（Odessa）與基甫（Kiev）等地的防務。  

 

貳、第二步：戰爭 

 
 

退休前，我是瑞士戰略情報機構分析華沙公約組織軍力的組長，對於我

們提供的服務，不再能夠有助於瞭解烏克蘭的軍事狀態，我有哀傷，但不驚

訝。就在我們家家戶戶的電視銀幕，宣稱自己是「專家」的人鎮日遊走不斷

傳輸，所說無他，就是聲稱俄羅斯人（以及普亭）沒有理性。我們得先跳出

這個圈子說話。 

 

一、戰爭爆發 

 

  美國人從 2021 年 11 月起，持續地對外有威脅之言，指俄羅斯就要入侵

烏克蘭。不過，烏克蘭人起初似乎並不同意這個說法，為什麼不同意？ 

  這得從 2021 年 3 月 24 日說起。當天，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下達命令，要重新取回克里米亞，並開始部署軍力至烏國南部。

就在這個時候，北約也在黑海與波羅的海之間，舉行多次演習，連帶出現的

是，沿著俄羅斯邊界飛行偵測的次數顯著增加。俄羅斯於是執行了數次演

練，測試自己的軍隊是否隨時可以運作，這也是對外展示，俄羅斯在跟進情

勢的變化與發展。3 

  在俄羅斯的 the ZAPAD 21 演習結束後，事態平靜了下來，這時是 10 月、

11 月，只是外界認為這些軍隊的行動，是在強化攻擊烏克蘭的準備。不過，

即便是烏克蘭當局都拒絕作此判斷，並不認為俄羅斯在備戰，烏克蘭國防部

長列茲尼科夫（Oleksiy Reznikov）都有聲明，指烏國邊境從春天以來，就沒

有什麼變化。 

 
3 譯按：外界似乎僅說俄羅斯軍演，沒有提及本文所說的北約軍演。因此，歷來反對

美國軍事帝國的人與網刊，就只是這樣陳述：普亭在 2021 年 4 月「增加兵力 12 萬

人，部署在烏克蘭邊境，發動軍事演習。當時，華府甚至已經說這是『戰爭威脅』」。

（McCoy,2022, April 19） 

https://www.president.gov.ua/documents/1172021-37533
https://www.president.gov.ua/news/prezident-zatverdiv-strategiyu-deokupaciyi-ta-reintegraciyi-67321
https://www.janes.com/defence-news/news-detail/us-uk-surge-surveillance-flights-over-ukraine-and-black-sea
https://kyivindependent.com/hot-topic/defense-minister-downplays-russias-threat-says-its-similar-to-that-of-spring-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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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違反明斯克協議，在東巴斯區以無人機操控多回空中行動，包括

至少有一次攻擊加油站，時間是 2021 年 10 月。美國傳媒報導了這則新聞，

但歐洲人沒有報導；歐美都沒有譴責這些違規行動。 

  事情在 2022 年 2 月來到了危機關頭。法國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在 2 月 7 日訪問莫斯科，再次承諾普亭，表示會履行明斯克協議，

次日，他與澤倫斯基會面時，也重複這個承諾。但是，「諾曼地方案」的多

位政治顧問 2 月 11 日在柏林會談九小時以後，並無具體結果：烏克蘭人仍

然拒絕履行明斯克協議，很顯然是有來自美國的壓力。普亭則心理有數，馬

克宏開了空台支票，西方國家無意落實協議，八年以來，對於這個協議，西

方都是維持這個立場，無意執行。 

烏克蘭在接壤區的準備持續進行。俄羅斯國會有了警覺；接著是 2 月 15

日，杜馬國會就要普亭承認兩個共和國的獨立地位，而早先他是拒絕這個作

法。 

「拜登總統在 2 月 17 日宣布，俄羅斯即將攻擊烏克蘭」。他怎麼知道？

這是個謎。不過，16 日起，轟炸東巴斯區的砲彈急速增加，OSCE 的每日報

告都有記載。可想而知的是，西方的傳媒、歐盟或北約，以及任何西方政府，

都沒有反應也沒有介入，其後西方只是說，這個消息只是俄羅斯的不實資

訊。然而，真實的情況似乎是歐盟與一些國家刻意對此保持沉默，不提屠殺

東巴斯人群這回事，知道這將挑起俄羅斯的介入。 

  這個時候，東巴斯地區出現破壞行動的報告，已經多回。東巴斯區的戰

鬥人員攔截到破壞隊伍，這些人說波蘭語，配有西方裝備，打算在哥羅夫卡

（Gorlivka）製造化武事件。這些人可能會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傭兵，由美

國人及烏克蘭人或歐洲戰鬥人員在內的人領導或提供「諮詢」，目標就是在

東巴斯兩個共和政權執行破壞行動。 

  拜登其實早在 2 月 16 日就知道，烏克蘭政府已經開始對東巴斯區的平

民區狂炸猛轟，這是要為難普亭，使他進入難以抉擇的困境：協助東巴斯的

軍隊同時也就必然弄出國際問題，或者袖手旁觀眼睜睜看著東巴斯說俄語的

人被弄得粉碎。如果他決定介入，普亭便可引用「保護責任」的國際義務。

但是，他知道介入的性質或規模大小，都同樣會引發制裁風暴。因此，究竟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ukraine%E2%80%99s-recent-drone-strike-reignites-tensions-donbass-195709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HDAYz7g4u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nrDN7jYVOs
https://www.aa.com.tr/en/europe/normandy-format-talks-in-berlin-end-without-tangible-results/2499568
https://www.aa.com.tr/en/europe/normandy-format-talks-in-berlin-end-without-tangible-results/2499568
https://sprotyv.info/news/okkupanty-minirujut-mesta-hraneniya-ammiaka-na-zavode-stirol-dannye-gruppy-is
https://news.yahoo.com/cia-trained-ukrainian-paramilitaries-may-take-central-role-if-russia-invades-1852580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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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是要將介入限定在東巴斯地區，或對西方施加壓力就烏克蘭地位有個

決斷，俄羅斯需要支付的代價，將是相同。這就是他在 2 月 21 日講演所做

的解釋。在同一天，他同意杜馬國會的要求，承認兩個東巴斯共和國的獨立，

與此同時，他也與兩國簽署了友誼及協助協議（譯按：這就在程序上，符合

由獨立的國家請求俄羅斯進入的國際法要求）。 

烏克蘭持續轟炸東巴斯平民區，然後，兩個共和國在 2 月 23 日要求俄

羅斯給予軍事協助。俄羅斯在 2 月 24 日就引用聯合國憲章第 51 條，亦即在

防衛聯盟的架構下可以互相提供軍事協助。 

  為了要讓公眾以為俄羅斯介入，似乎完全非法，西方這些強權刻意隱匿

實情，不讓戰爭早在 2 月 16 日就已經發生的真相，為外界所知。烏克蘭軍

隊想要攻擊東巴斯地區，早在 2021 年就已經有所準備，對此，有些俄羅斯

與歐洲的情報服務也是一清二楚。 

  普亭在 2 月 24 日的演講陳述這次行動的兩大目標：烏克蘭的「去軍事

化」與「去納粹化」因此，並沒有什麼接管烏克蘭，也沒有甚至有人假想中

地那般，要佔據烏克蘭；當然更不是要摧毀烏克蘭。 

  當日至今，我們對俄羅斯的操作所知，就相當有限：俄羅斯人的軍事操

作有絕佳的安全部署（OPSEC），他們的計畫詳情外界無從得知。但整個操

作的路徑算是相當快就已經顯露，我們因此可以瞭解俄羅斯的戰略目標，轉

化為操作層次的面貌。 

 

去軍事化： 

 摧毀烏克蘭航空地面設施、防空系統與偵察設備； 

 指揮與情報結構（C31）及深入該領土的主要後勤路線維持中立； 

 包圍集結在東南區的大部分烏克蘭軍隊。 

 

去納粹化： 

 摧毀哈爾科夫、馬立波、奧德薩等城市的「志願營隊」，或使其中立，

以及摧毀這些地方的軍事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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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去軍事化 

 

  俄羅斯的進攻，以非常「古典的」方式推動。起初－如同 1967 年以色

列的前例－就是在最初幾小時內，摧毀烏國停留在地面的空軍。接著，根據

「水流」原則，俄軍沿著多個軸線同時推進：那個地方抵抗弱就先進抵，放

著城市（若要用部隊拿下，那可是高難度）稍候再說。在北方，車諾保

（Chernobyl）電廠很快就落入俄軍手中，這是為了防止破壞。烏克蘭與俄

羅斯軍士攜手一起保護電廠的畫面，當然不會出現。  

  俄羅斯想要接管首都基輔、想要消滅澤倫斯基，典型是來自西方的說

法。但是，普亭從來沒有想要射殺或推翻澤倫斯基。俄羅斯反而是希望他繼

續掌權，以包圍基輔作為手段，將他推向談判桌。俄羅斯要的是烏克蘭中立

化。 

  西方有很多評論家倍感驚訝，俄羅斯人不捨協商解決之途，卻又同時推

進軍事運作。答案就在俄羅斯的戰略容貌，從蘇聯時代就是這樣。若在西方，

政治手段結束才是戰爭的開始。然而，俄羅斯的路線來自克勞塞維茲的

（Clausewitzian）啟發：戰爭是政治手段的延續，從此端到彼端，自然可以

順暢流動，即便仍然在交戰中。這可以讓我方施加壓力於敵方，將渠推向協

商。 

  從實際的運作層面看，俄羅斯的進攻是示範，展現了事前的行動與計

畫：在六天內，俄羅斯拿下了面積與英國等大的領域，推進的速度比納粹軍

隊在 1940 年達到的水平，來得要快。4 

 
4 譯註：作者此處指俄羅斯的軍事思維與西方不同，能速戰則速戰，不能則緩慢推進。

英語及台灣出版品則絕大多數指陳俄羅斯挫敗。與本文看法相同者，譯者僅看到兩

篇，一是台灣戰略研究學會理事長李黎明（2022 年 5 月 3），二是新加坡智庫人員指

越南軍事戰略專家亦持該看法（Ha & Luong, 2022, May 13）。支持聯合國 2022 年 3

月 2 日譴責俄羅斯要求撤兵有 141 國、35 國棄權，僅 5 國反對。但支持美歐制裁俄

羅斯的國家少了很多，北美歐洲紐澳之外，亞洲僅有台日韓新等國，中印巴西印尼

等等非洲中南美洲與亞洲百餘國，並沒有響應，原因可能是戰略與經濟考量、殖民

歷史記憶，以及認定俄羅斯入侵當譴責，但北約而特別是美國不是沒有責任...等等。

在這些地方，是否存在與本文作者相同的見解，另得探詢。不過，在西方主流新聞

指俄羅斯損失慘重而烏克蘭勝利的報導聲中，最慢從 5月 19日起，似乎出現新的形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arl_von_Clausewi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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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克蘭大量軍隊部署在國境之南，準備要在東巴斯區遭遇俄軍。出於這

個原因，俄羅斯軍隊從三月一開始，就能圈住「斧頭狀」（cauldron）這塊區

域，亦即斯拉夫揚斯克（Slavyansk）、克拉馬托爾斯克（Kramatorsk）以及北

頓涅斯克（Severodonetsk）之間的地帶，在東邊，俄軍通過哈爾科夫，在南

邊則從克里米亞推進。同時，來自盧甘斯克與頓內茨克這兩個共和國的軍

力，是對俄羅斯的補充，這是來自東邊的另一股推進力量。  

  到了這個階段，俄羅斯軍力放慢了腳步，開始緊縮袋口，但已經沒有任

何時間壓力或進度時程。他們的去軍事化目標差不多都已經完成，僅存的烏

克蘭軍隊再也沒有操作與戰略的指揮結構。 

  那些在媒體現身的「專家」則認為，俄軍「慢了下來」是因為後勤作業

不良，但這其實是俄人已經達成其目標的結果。俄軍無意佔領整個烏克蘭領

土。就實情論斷，俄羅斯人似乎是要試著限縮，只是前進至該國的語言區邊

境。 

  在我們這邊的媒體，說的是俄軍轟炸平民區，不分青紅皂白，特別是在

哈爾科夫，看了就讓人驚恐的照片影像大肆傳送。然而，有位拉丁美洲特派

員力拉（Gonzalo Lira）住在那裡，他提供的描述是在 3 月 10 日與 11 日，城

市是平靜的。5在這個大城市，我們所見不是所有的現場，這是真的── 

 
態，當天《紐約時報》社論罕見地質疑美國的烏克蘭戰略，〈烏克蘭戰爭日見複雜，

美國尚未完成準備〉，三日後紐時再使刊登於紙版（Editorial Board, 2022, May 19）。

一週後，《華盛頓郵報》指〈烏克蘭志願軍在東部有被遺棄的感覺〉，因為僅能日食

馬鈴薯，躲在壕溝只有輕武器，外頭是俄羅斯砲火猛烈（Raghavan, 2022, May 26）。

紐時外稿專欄的評論員在 31日更說〈烏克蘭戰爭發展至此，美國難辭其咎〉（Caldwell, 

2022, May 31）。《經濟學人》至 6 月上旬都未曾出現類似質疑，反而說烏克蘭「被

低估了」；「烏克蘭的士氣還是樂觀」，若讓步而俄羅斯取勝，「遲早就會誘惑（俄羅

斯）對烏克蘭再咬第三次，或咬其他地方如喬治亞，摩爾多瓦，或甚至波羅的海的

一個國家」；若烏克蘭割地求和，未來發生核武戰爭的機會就增加（Economist 2022, 

May 21, 28; June 4）。以輸贏說戰爭，未能投入更多努力兼顧和平與正義，不智且殘

忍。李特（Ritter, 2022, June 25）則考察雙方軍火數量與戰術的數字與分析多方說法，

指俄羅斯贏定了，認為醜陋的和平仍是減少傷亡的出路。 
5 譯註：力拉是智利裔美國人，4 月 15 日被烏克蘭 SBU 押走，失蹤七日後再次出現

（新聞也傳到了玻利維亞中西部、第三大城市哥查班巴（Cochabamba）由工會擁有

及經營的收音機電台 Radio Kawsachun Coca。該台在 2007 年創辦，2019 年 5 月再

創 Kawsachun News 英語新聞網，它在 2022 年 4 月 21 日發佈新聞，並引述智利 CN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ecv6AX8P3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ecv6AX8P3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8RNhQjjn-4&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8RNhQjjn-4&feature=youtu.b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Radio_Kawsachun_Co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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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力拉在當地的現身說法，似乎顯示我們不斷從電視螢幕得到的總體戰爭印

象，並不準確。至於東巴斯兩個共和國的人，他們已經「解放了」他們自己

的領土，已經在馬力波進行城市作戰。 

 

三、去納粹化 

 

  在哈爾科夫、馬立波與奧德薩這些城市，烏克蘭的防務是由准軍事民兵

負責，他們知道「去納粹化」主要就是針對他們。對於攻擊這些都會地區的

軍隊來說，平民會是問題。俄羅斯人尋求建立人道走廊，要讓這些城市的平

民離開，僅讓民兵在內，與他們交戰就容易得多。 

  反之，這些烏克蘭民兵則試著要讓平民留在市區，不是要讓他們撤退，

目的是勸阻俄羅斯軍隊不要在這裡開戰。這就是他們不願意執行人道走廊協

議的原因，他們盡其所能，就是要確保俄羅斯人的這些努力無法成功──他

們使用大量市民當作「人肉盾牌」。很多影像顯示平民想要離開馬立波，卻

遭亞速營的戰鬥人員毆打，當然，西方媒體老早就仔細地把這些影像檢查過

了。6 

  臉書原本將亞速營與伊斯蘭國（ISIS）列入相同的一類，都要接受該平

台「對危險的個人與組織之政策」限制。因此，這類來源假使「上傳」美化

其活動的內容，會遭系統性作法予以拒斥。但是，臉書在 2 月 24 日改變這

個政策，容許上傳有利於亞速營民兵的內容。與此作法相同，到了三月，臉

 
報導，指智利外交部聯絡了烏克蘭相關單位。該則新聞並發佈力拉在 3 月 26 日以手

機發佈在推特的圖文，上面寫著「你想知道澤倫斯基政權治下的烏克蘭嗎？用谷歌

搜索下列名字。」然後列出當時已經失蹤多日的八位記者名字，該圖文最後說：「假

使你在 12 小時或更長時間沒有看到我的推文，請將我的名字放入前面這個名單。 

GL」（Kawsachun News 2022, April 20, 22） 
6 譯註：《華盛頓郵報》批評俄羅斯殺害平民，不過，該報也刊登一篇烏克蘭在平民

區部署防務的新聞（Raghavan, 2022, March 28）。兩日後，洪毅（2022 年 3 月 31 日）

的編譯納入這則報導，指〈美媒批烏克蘭於居民區布防〉，致使「俄軍轟炸砲擊烏克

蘭城市，讓俄國面臨蓄意攻擊平民、違反戰爭罪等指控。美媒批烏克蘭於居民區布

防俄軍轟炸砲擊烏克蘭城市，讓俄國面臨蓄意攻擊平民、違反戰爭罪等指控。」 

https://theintercept.com/2022/02/24/ukraine-facebook-azov-battalion-rus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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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授權前東歐國家若有人上傳內容，要人謀殺俄羅斯軍人與其領導人，是可

以的。7激勵、鼓舞我們的價值，原來就只是這樣。  

我們的媒體廣傳一種浪漫的形象，顯示烏克蘭人民大力抵抗。這個形象

導引歐盟提供金援買武器送入烏克蘭群眾。我曾經擔任聯合國維和隊伍的指

揮，負責保護平民。我們的理解是，平民遭到暴力對待，只在非常特殊的情

境下，才會出現。特別是武器充斥，卻沒有指揮系統（譯按：予以分配及管

理）。 

  這些指揮系統才能確保軍火的本質：他們的功能是將軍火引導至特定的

目標。若以隨機方式武裝民眾（這是目前的狀態），歐盟是把民眾變成戰鬥

員，這就造成重大效應，會使民眾變成潛在的遭攻擊目標。還有，沒有指揮

系統、欠缺操作目標，軍火的分配無可避免地，有人會拿來算舊帳，也會流

落至幫派盜匪手中，這些會是更致命的事情。戰爭變成是多種情緒的宣洩。

武力變成暴力。在利比亞的塔瓦加（Tawarga），從 2011 年 8 月 11 至 13 日，

有三萬非洲黑人被屠殺，武器就是從法國（非法）空投過來的。8還有，（譯

按：在戰爭爆發前一個月，）英國皇家戰略研究所（the British Roy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RUSI）的研究已經指出，送武器進入烏克蘭並不會增加

任何價值。 

  再者，運送武器至交戰國，會遭另一方認定是好戰份子，也就讓自己陷

入危險。俄羅斯在警告運送武器將被視為敵意目標後，2022 年 3 月 13 日就

對尼古拉耶夫（Mykolayev）的空軍基地展開空襲。 

 
7譯按：臉書這個雙重標準，引發批評（如 Biddle 2022, April 14）。 
8譯按：戰爭武器下落不明、無法掌握的新聞，時有報導，如《紐約時報》長篇文章

追蹤，指美國入侵阿富汗（2001）、伊拉克（2003）以來，十多年累計發出 145 萬件

軍火（槍枝與機關槍…等等），但僅 75 萬件可以核實，消失者「數以十萬計」（Chivers 

2016, August 24）。在烏克蘭戰事，張佑生（2022 年 4 月 21 日）的編譯指出，〈缺乏

核實 美軍援去向不明(美在烏缺乏部隊 軍援下落難追蹤 對烏要求只能照單全

收)〉，「美國提供的軍備主要經由波蘭運入烏克蘭，至於如何使用和在何處使用，都

由烏克蘭自己決定。」在美國參眾兩院以絕對多數，於 2022 年 5 月 10 日通過 400

億美元軍援烏克蘭之後，反對該案的共和黨眾議員二十多位發表公開信，要求總統

拜登注意武器流向，因 2017 年的調查顯示，2013 至 2015 年間，美國送達的 30 萬

小型軍火在烏克蘭消失，僅找回 13%，烏克蘭情治單位在 2019 年發現軍人販售手

榴彈…等等軍火（Greenwald, 2022, May 23）。 

https://rusi.org/explore-our-research/publications/commentary/what-do-uk-weapons-deliveries-add-ukraines-armed-forces
https://rusi.org/explore-our-research/publications/commentary/what-do-uk-weapons-deliveries-add-ukraines-armed-forces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2/3/12/russia-says-it-could-target-western-arms-supplies-to-ukra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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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納粹德國在柏林戰役的最後時刻，歷經災難，歐盟正在重複這個經驗。

戰爭必須讓軍人肩負，一旦戰敗，就得承認。假使還要抵抗，必須要有領導

也要納入結構。但是，我們現在的作為剛好正相反──我們正把平民推在前

面並戰鬥，與此同時，臉書授權讓人在其平台呼籲謀害俄羅斯軍人與領導

人。激勵、鼓舞我們的價值，原來就只是這樣。 

  在有些情報人員眼中，這個不負責任的決定，是用烏克蘭人當作砲灰與

普亭的俄羅斯作戰。比較好的方法是進入協商，因此也就確保平民百姓的安

全，不是火上加油。用別人的血作戰，歷來容易。 

 

四、馬立波的婦產科醫院  

 

  在說明之前，重要的提醒是，防衛馬立波的行伍，並非烏克蘭正規軍隊，

是亞速營民兵，其中並有外籍傭兵。 

  紐約的「俄羅斯聯合國領事館」在 2022 年 3 月 7 日總結情勢，這樣陳

述：「住宅區報告指烏克蘭軍方驅逐馬立波市立嬰兒第一醫院，然後在醫院

內部設置戰鬥點。」3 月 8 日俄羅斯的獨立媒體 Lenta.ru 刊登了馬立波民眾

的證詞，表示亞速營民兵團已經接管這家婦幼醫院，他們以其武器威脅市

民，驅離這些原先在醫院的民眾。這些陳述證實了俄羅斯大使幾小時前的陳

述。9 

  這家馬立波醫院佔有一個優勢，亦即在此裝置反坦克武器並觀察動靜，

再好不過。俄羅斯軍隊在 3 月 9 日摧毀醫院。根據 CNN 報導，有 17 人受傷，

但影像沒有顯示建築物內有人受到傷害，也並沒有證據指認受害者與這次攻

擊有關。新聞是說到了兒童，但事實上，什麼都沒有。雖然有這些事實，但

 
9 譯按：根據維基百顆的資料，本文作者說的 Lenta.ru，可能沒有那麼獨立。該網媒

在俄羅斯很受歡迎，但 2014 年解雇 30 多位記者後被指為親官方，2020 年則由俄羅

斯 聯 邦 儲 蓄 銀 行 （ Sberbank ） 蒐 購 ， 2022 年 4 月 21 日 查 閱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enta.ru 。不過，也有人提醒，在地緣政治事件，維基

的記錄與解釋常有爭議，甚至已達「我們來告訴你怎麼思考」的地步」（Cole, 2021）。

Lenta.ru 的前述性質，使作者的引述可信度，可能會打折扣，但美國調查記者

Blumenthal（2022, March 18）引述更多的消息來源，倒是同樣證實本文的說法。 

https://russiaun.ru/en/news/070322n
https://lenta.ru/articles/2022/03/08/mariupol/
https://edition.cnn.com/2022/03/09/europe/russia-invasion-ukraine-evacuations-03-09-intl/index.html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enta.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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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阻卻歐盟領導人將這件事，說成是「戰爭罪」。這也讓澤倫斯基有了底

氣，呼籲要在烏克蘭上空設置禁航區。 

  真確地說，我們並不知道究竟發生什麼事。但若將事件連串排列，可以

發現比較可能的進展，是俄羅斯軍隊攻擊了亞速營的所在，並且，婦幼醫院

當時沒有平民。 

  問題在於，馬立波等城市的守軍，也就是准軍事民兵得到國際社區的鼓

勵，也就不遵守戰爭的規則。似乎，烏克蘭人已經再次演出 1990 年科威特

婦幼醫院的場景。當時，偉達公關顧問公司（Hill & Knowlton，譯按：1927

年在美國俄亥俄州創辦）承包了（譯按：科威特政府的）1070 萬美元的項目，

策劃了整個事件，10目的也是要讓聯合國安理會相信，然後通過決議，於是

有了「沙漠之盾行動」（Operation Desert Shield/Storm）介入伊拉克。11      

  烏克蘭東巴斯地區的平民遭受攻擊八年，西方政治人物沒有採取任何行

動，沒有制裁烏克蘭政府。我們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進入一種動態關係，

西方政治圈在這個變化中，犧牲了國際法，就只為了達成他們弱化俄羅斯的

目標。 

 

參、第三步：結論 

 

我是退休的情報專業人員，震驚的第一件事，在於西方情報服務完全缺

席，沒有正確呈現過去一年的情勢。真相似乎是整個西方世界的情報服務，

無不臣服於政治人。問題在於，那捏政策的人是政治人──舉世最優秀的情

報服務也會無用武之處，假使決策者無意傾聽。在這場危機，應運而生的場

 
10 這起醜聞的較記載與剖析，參見 Stauber & Rampton（2002, pp.167-175），該段文字

亦可在下列網址讀到 https://www.prwatch.org/books/tsigfy10.html。該書有白舜羽、劉

粹倫（2011）中譯本。另可參見 Fingrut（1993），以及 https://en.wikipedia.org/wiki/

－Citizens_for_a_Free_Kuwait。該事件是科威特人的造假，但美國政府造假求戰，

例子同樣不少，最大宗有二，一是 1964 年 8 月 4 日宣稱北越非法在公海攻擊美國艦

艇，這就為次年美國升高越戰製造了藉口（Herman & Chomsky, 1988／沈聿德譯，

2021，頁 268-272）；二是 2003 年謊稱伊拉克擁有大量毀滅武器而入侵（見譯註 11）。 
11 該次戰爭的局部紀錄，參見成令方編（1991）。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eu-condemns-russian-bombing-of-mariupol-maternity-hospital-as-a-war-crime/
https://www.rand.org/content/dam/rand/pubs/research_reports/RR3000/RR3063/RAND_RR3063.pdf
https://www.prwatch.org/books/tsigfy10.html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itizens_for_a_Free_Kuwai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itizens_for_a_Free_Kuwai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itizens_for_a_Free_Kuw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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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就是這樣。 

  是這樣的局面，很多情報服務是有非常準確與理性的局勢分析，另有一

些情報服務提供的圖像，則與我們的傳媒所做的宣傳，一模一樣。問題在這

裡出現，依據經驗，我發現後面這類情報的分析水平，相當低劣— 他們黏

住了教條，欠缺知識份子與政治的獨立執守，也就無從提出具有軍事「品質」

的評估。12 

  第二，有些歐洲國家的政治人在回應局勢時，似乎刻意擁抱意識形態。

這次危機從一開始就很不理性，原因在此。我們應該意識到，在這場危機，

所有呈現在公眾面前的文件，來自商業來源而由政治人提出。 

  凱西的評論：情報服務業已受制於「負面篩選」的過程，意識形態在此

比客觀原則更受採用，隨之就出現病態現象，一旦這些現象積累到了一個門

檻，各個國家機關之內就進入人以群分的邏輯，同類人可能就會逐漸佈滿於

整個政體。至此，民主就病態橫生，開始自我毀滅。 

  有些西方政治人顯然想要看到衝突的出現。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hony 

Blinken）向聯合國安理會提出的攻擊劇碼，是專為他工作的「老虎團隊」想

像出來的產物— 他的作法與（前國防部長）倫斯斐（ Donald Rumsfeld）如

出一轍，他在 2002 年也「繞開」CIA 及其他情報服務機構，情治人員對伊

拉克是不是有大量化學武器，並沒有那麼肯定。13 

  今日我們還在目睹的戲劇化發展，是有原因的，我們知道，但拒絕去看： 

 
12政治考量凌駕外交專業與情報分析在美國的情況是， 2008 至 2016 年核心外交經費

減少近四分之一，外交任命的專業減弱，以捐款等考量任命駐外大使，比例至川普

年代增加至 43%。職業外交官晉升助理部長以上的比例，從 1975 年的 60%減少至

30%（Economist, 2020, August 15）。美國聯邦層級的多種情報工作，年薪少於民間

2-5 萬美元或更多，批川普的人指他任總統四年，重創美國情報單位的「名聲」，（ 

 Economist, 2018, March 3; 2020, December 5）但將問題都導向川普，顯非全豹。 
13 2003 年 3 月 19 日，美國以伊拉克有「大量毀滅武器」為由，在沒有聯合國授權但

英國支持下，出兵入侵伊拉克。事後證實沒有這些武器，次年，《紐約時報》在十版

（The Editor, 2004）、《華盛頓郵報》（Kurtz, 2004）在頭版先後撰文，正式為自己沒

有查證而接受政府說法並助長戰爭道歉。布朗大學的「戰爭的成本」研究項目說，「無

人能夠確認多少人在美軍入侵後，多少人死亡。不過，我們知道直接死於戰爭暴力

有關的平民人數…至 2019 年 10 月是 18.4382 至 20.7156 萬人」，不含美軍或伊拉克

軍警及記者、NGO……等等人數（Brown University, 2021）。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ational-security/2022/02/14/white-house-prepares-russian-inva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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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略層次：北約的擴張； 

● 政治層次：西方拒絕執行明斯克協議 ； 

● 運作層次：過去幾年來，東巴斯地區的民眾持續遭受反覆攻擊，且在 2022 年 2

月下旬急遽增加。 

 

換句話說，我們扼腕並且譴責俄羅斯的攻擊，這自然是會的。但是，我

們（那就是指美國、法國與歐盟）卻創造了導致衝突爆發的多種情境。我們

對烏克蘭人民及逃離的兩百萬難民（譯按：至 3 月），感同身受。這些都很

對。但是，八年來，因為他們自己的政府之屠殺而逃離東巴斯地區的相同人

數之烏克蘭人民，假使我們能夠也有一點同理心，現在的這些災難的任何一

樣很可能就不會發生。 

  東巴斯地區的人遭受的苦難是不是可以用「種族滅絕」（genocide），可

以任人討論。這個詞通常是用來指涉更大規模的案例（比如納粹對猶太人的

大屠殺 Holocaust 等等）。但是，假使援用這個詞在《種族滅絕公約》

（the Genocide Convention）的定義，以其寬鬆的界說， 可能就算是了。 

這場衝突很顯然讓我們歇斯底里。多式多種的制裁似乎已經成為我們外

交政策的偏好工具。假使我們早已堅持烏克蘭遵守明斯克協議，這個衝突就

無從發生，這個協議可正是我們（譯按：歐洲人）參與協議並且背書。對普

亭的譴責也是對我們的譴責。事後的抱怨於事無補──我們早就應該採取行

動。然而，馬克宏（法國總統，同時也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德國

總理蘇茲（Olaf Scholz）或者澤倫斯基，沒有一人尊重並信守他們的承諾。 

這就造成一種結果，真正的輸家，是沒有聲音的人。 

  歐盟過去沒有能夠提振明斯克協議的執行— 剛好相反，烏克蘭東巴斯

地區的平民遭到自己的政府轟炸時，歐盟並沒有反應。 假使歐盟對此已有反

應，普亭就沒有必要反應。沒有在外交層面現身，歐盟凸顯自己身份的方式，

反而是火上加油。烏克蘭政府在 2 月 27 日已經同意與俄羅斯協商。 但幾個

小時後，歐盟投票同意以 4.5 億歐元的預算，購買軍火送達烏克蘭，這就是

火上加油了。這個時刻開始，烏克蘭人覺得他們沒有必要與俄羅斯達成協

https://data2.unhcr.org/en/situations/ukraine
https://www.ohchr.org/fr/instruments-mechanisms/instruments/convention-prevention-and-punishment-crime-genocide
https://www.ohchr.org/fr/instruments-mechanisms/instruments/convention-prevention-and-punishment-crime-genocide
https://www.ohchr.org/fr/instruments-mechanisms/instruments/convention-prevention-and-punishment-crime-genocide
https://www.nbcnews.com/news/world/ukraine-president-kyiv-kharkiv-foreign-fighters-join-russia-putin-rcna17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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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亞速營民兵在馬立波的存在，甚至還讓歐盟加碼，增加 5 億歐元的武器

支援。 

  在西方政府的祝福下，烏克蘭人內部贊成協商的人已經被拔除得一乾二

淨。這就是發生在基里耶夫（Denis Kireyev）身上的事，這位烏克蘭談判代

表之一在 3 月 5 日被烏克蘭 SBU 暗殺，因為他對俄羅斯太友善，被認定是

叛徒。同樣的命運也降臨在德米延克（Dmitry Demyanenko）身上，他是 SBU

基輔市及其地區主要區域的副首長，也因為太過贊成與俄羅斯協定，在 3 月

10 日也遭暗殺──動手的人，來自號稱「和平使者」（Mirotvorets）的民兵

集團。與「和平使者」有關的民兵，其網站列舉了「烏克蘭之敵」，張貼了

他們個人資料、住址與電話號碼，要讓任何人可以騷擾或甚至消滅他們，這

個作為在很多國家都構成犯罪，會遭處罰，但在烏克蘭，政府並不追究。聯

合國與有些歐洲國家是提出關閉這個網站的要求— 但是烏克蘭的「拉達」

（the Rada），也就是國會，予以拒絕。 

  結局會是代價很高，但普亭可能會達成他所設定的目標。我們已經將普

亭推向中國，他與北京的連結會強化。中國正在以這場衝突的中介者身份出

現。美國人開始接觸委內瑞拉與伊朗人，想要走出他們自己弄出來的能源僵

局— 美國必須低聲下氣地撤回對其敵人的制裁。 

  有些西方政府的部會首長想要讓俄羅斯經濟崩盤，要讓俄羅斯人受苦，

或甚至呼籲要暗殺普亭，這就顯示（即便他們已經局部翻轉了他們言詞的形

式，但實質意思沒有改變！）我們的領導階層，比起我們所憎恨的人，沒有

來得更高明— 制裁殘障奧運會的俄羅斯選手或者俄羅斯藝文人員，這與對普

亭的戰鬥，一點關係也沒有無。 

相較於我們在伊拉克、阿富汗或利比亞的作為，烏克蘭衝突在哪些地方

需要讓人更給予譴責？對於那些對國際社區刻意說謊，就只為了要發動不正

義的、沒有正當性的，也殘殺人們的戰爭，我們採取了哪些制裁手段？對於

那些供應武器給葉門衝突的企業、政治人或國家，我們可曾採取任何一種制

裁？世有公論，以葉門戰爭為「最糟糕的人道災難」。 

 

 

https://www.rferl.org/a/european-union-sanctions-russia-ukraine-borrell/31748462.html
https://www.rferl.org/a/european-union-sanctions-russia-ukraine-borrell/31748462.html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ukraine-reports-claim-negotiator-shot-for-treason-officials-say-he-died-in-intel-op/
https://www.mirror.co.uk/news/world-news/dark-website-lists-russian-spies-2605189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tzacqlm-A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9BGOE_eVQc
https://lequotidien.lu/politique-societe/jean-asselborn-eliminer-physiquement-vladimir-poutine/
https://www.un.org/press/fr/2018/cs13586.doc.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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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西方國家與俄羅斯相互指控，宣稱對方

的新聞傳播不實。通過「布查鎮」屠殺疑雲，本文具體呈現雙方提出

的「事實」或質疑之後，進入「廣場事件」真相的探討。烏克蘭首都

基輔在 2013 年底爆發示威抗議，原本和平，2014 年初轉暴力，近百

人遇害後，政府垮台，爆發內戰，八年後有今日戰爭。本文評估美國、

烏克蘭極右派在俄入侵過程的可能角色。根據這些文獻探勘，作者同

意烏裔加拿大學者的「廣場」分析，是有特定力量刻意轉和平示威為

血腥事件，這是俄烏爆發戰爭的重要遠因之一。有了這些理解作為基

礎，佐以其他事實與研判，作者最後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責任歸

屬，提出看法。 

 

 

 

 

 

 

 

關鍵詞：不實資訊、俄烏戰爭、烏克蘭極右派、廣場事件、戰爭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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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入侵烏克蘭以來，俄羅斯強化對其海內外新聞的管制；同時，谷歌與臉

書也將俄羅斯傳媒的各種內容下架，歐盟稍晚發佈禁令之後，推特跟進。接

著，西方不滿對岸平台（比如，抖音），成為「普亭戰爭的宣傳工具」（White, 

2022, March 11），同時，「中媒買臉書廣告 幫俄洗白」（張沛元編譯，2022

年 3 月 11 日）等新聞，也陸續傳出，然後是「大翻譯運動」是反映或抹黑

中國大陸的爭論登場。（陳君碩 2022 年 3 月 14 日；陳成良編譯，2022 年 3

月 14 日）《經濟學人》另有報導，指俄羅斯蒐集挺西方、反戰的藝文人員、

記者與演員作家等等，說他們是叛徒並且將其名單上網公告（Economist, 2022, 

March 19）。獨立記者則報導烏克蘭在開戰前七、八年，已在查禁政黨、蒐集

「不夠愛國」份子的名單，同樣也是上網，差別是，已有人遇害（Blumental 

and Krishnaswamy, 2022, April 17）。 

   再看俄羅斯國營電視台第一頻道女編輯奧斯雅尼可娃（ Marina 

Ovsyannikova）在晚間新聞播報時，突然現身主播後面高舉反戰標語，畫面

傳遍全球。不過，在受罰約合台幣八千元後，她已獲釋、多次受訪，並拒絕

出國，僅在過了兩週，傳出她已接受德國斯普林格傳媒集團（Axel Springer）

邀請，成為自由撰稿人。（莊蕙嘉編譯 2022 年 3 月 27 日；經濟日報，2022

年 4 月 13 日）這位女編輯的故事似又顯示，俄羅斯戰爭期間的言論與新聞

管制，尚存迂迴空間。戰前，則有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莫斯科特派員魏爾強調，「儘管西方有預存立場，老是指俄羅斯媒

體如同往日的蘇維埃傀儡，但實際上俄羅斯的新聞圖像相當多樣。」當俄羅

斯以管制假新聞為由，頒行系列新法時，莫斯科傳媒的反應是群起抨擊政府

（Weir, 2018, February 6; 2019, March 20）。這個評價得到《經濟學人》的反

向證實，開戰後，該刊先前的俄羅斯是「相對開放的威權」（Economist, 2022, 

May 21b）。 

   回到西方對俄羅斯不實資訊的管制。美國國務院在 2022 年 4 月成立「不

實資訊治理局」（Disinformation Governance Board），使得建制刊物很快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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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慮，擔心行政權力成為黑手，箝制表意空間（Saul, 2022, May 5; Golinkin, 

2022, May 12; Allsop, 2022, May 20）。另類媒體則已經有了實質的困擾或傷

害，比如，無法收到捐款、遭人抹黑、被演算法過濾與刪除特定內容…等等

（Laurin, 2022, June 9）。此外，十餘位國防與情治機構離退人員聯名稱讚臉

書、谷歌、推特，指它們具有強大中央化資訊流通的檢查能力，對美國國家

安全至關重要（Greenwald, 2022, April 21）。在英國，竟有醜聞爆出，知名記

者馬森（Paul Mason）與外交部聯手對付他們認定的不實資訊，手法包括評

估可否繞過英國誹謗法，有效抹黑特定對象，如「解密英國」（Declassified UK）

網站（Klarenberg, 2022, June 13）。 

貳、不實資訊：布查鎮民遇害事件的爭論 

 
在這些真實與虛假資訊與新聞的爭論中，引發更大爭論的第一起事件，

是布查（Bucha）鎮民遇害及其消息的真偽虛實。 

烏克蘭與俄羅斯在土耳其和平協商後的第二天，也就是烏克蘭當地時間

2002 年 3 月 30 日，俄軍撤離基輔北方數十公里，人口 3 萬餘的布查鎮。五

天後台灣外電開始報導，指該鎮「屍體橫陳，二百八十名…烏克蘭國防部…

表示俄軍在當地處決平民…俄國國防部則稱這是假訊息…」（陳韻涵、李京

倫，2022年4月4日）次日死亡數字增加至四百以上，過了40多天，BBC （2022, 

May 16）的報導以說遇害者達一千人。 

烏克蘭控訴這是「種族滅絕」，俄羅斯則「反咬抹黑 要求聯合國安理會

討論」（潘勛、李京倫，2022 年 4 月 5 日）。六日外電報導則稱〈俄稱屠殺造

假 美媒衛星圖作證〉，指「紐約時報檢視衛星空照圖，發現 3 月上旬俄軍占

領期間布查街頭就已出現這些平民遺體，推翻俄國的造假說法。」同日，另

一家報紙以更顯著的圖文指「布查街頭屍橫遍野」、「…美國馬薩爾科技公司

3 月 19 日和 21 日布查空拍照片清楚顯示顯示…已有多具屍體…紐約時報…3

月 9 日至 11 日的衛星照片…已出現與人類屍體類的..的黑色物體，戳破俄…

反控烏方『假造』…的說詞。」（自由時報，2022 年 4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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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愛爾蘭都白林大學衝突研究的副博士、比利時 HOWEST 大學研

究員麥坎（McCann, 2022, April 4）發現，4 月 2 日《紐約時報》已從布查鎮

發佈長篇新聞，僅說首批進入的烏克蘭兵士是亞速營的人，是看到了死屍，

但未提大屠殺。但就在「烏克蘭全國及國際傳媒注意到有大屠殺消息的前幾

小時」，美國與歐盟贊助的研究單位網站宣布，「特種兵已經開始在布查鎮展

開清除行動」，然後，頃刻間屠殺的圖片開始傳遍全球；並且，維基百科的

「布查鎮屠殺」（Bucha Massacre）條目在一天內就完成撰寫！前《華爾街日

報》與《波士頓環球報》及《週日泰晤士報》調查記者，也曾經擔任《紐約

時報》特約撰述 19 年的勞力亞（Lauria, 2022, April 4），在他主編的《聯盟

新聞》（創辦於 1995 年）提出另一種疑問，表示紐時所報導的衛星照片得通

過「無偏私的調查，才能確認可否作為證據」。 

德國之音指「對假新聞作戰」（War On Fakes）是俄羅斯散播不實資訊的

網站，（DW, n.d.）但該網站逐日從 3 月 30 日起記載布查鎮的大事，符合麥

坎的發現：（一）鎮長 31 日講話時還很快樂，若有慘事，應該不會有此反應。 

首批進入布查鎮的烏克蘭國民兵播放戰鬥人員拍攝的影片，顯示軍隊平靜穿

過大街小巷，沒有「堆積如山的屍體」。烏克蘭警方在 4 月 2 日發佈布查鎮

報告，沒有隔日開始出現的屍體之消息與照片。《紐約時報》指極右派亞速

營民兵在 4 月 1 日與 2 日已經進入布查鎮，而西方傳媒開始大肆報導慘殺事

情起於 4 月 3 日；在此之前，任何類似的指控，並不存在。（二）在俄羅斯

異端創辦、保密優於臉書與推特等平台的「電報頻道」（The Telegram 

Channel），俄羅斯專門聚合全球地緣政治衝突新聞的 Intel Slava Z 從俄軍入侵開

始，就詳細跟隨俄軍記錄，顯示俄羅斯到的城市，很多居民都帶著白繃帶以

示沒有參與戰鬥，而烏克蘭公布的屍首大多都帶著這些白色繃帶（Orinoco 

Tribune, 2022, April 5）。 

對於很多死者手臂有白繃帶一事，李特（Scott Ritter）這位前美國海軍

陸戰隊情報官員、曾在聯合國負責執行軍備控制任務及武器檢查，並以美國

入侵前就再三告誡伊拉克並無大量毀滅武器而有名聲的人，另有補充

（Flowers & Lombardo, 2022, April 8）。他指出，在作戰時，平民與戰鬥員死

傷經常是 1：1，但在烏克蘭是 1：7，平民遇害比較少。原因是俄羅斯人進

https://t.me/s/intelslava?before=30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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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市區後，與平民維持物資交換關係，並無或少有敵對。俄軍離開後，反而

慘事發生。這是因為，烏克蘭政府先前有令，與敵人合作就得處罰。是有影

片反覆播放，顯示烏克蘭警方說，4 月 1 日將有「清除行動，消滅合作者」，

並且有資深政治人物在社交媒體發佈影片，警示居民不要外出，因清除工作

即將執行。更可議的是，執行殺害合作者的亞速營，為此還取了個名字「狩

獵單位」（Safari unit）！衛星照片說 3 月 19 日就有屍體橫陳，但李特提醒，

在華氏 50-60 度（按：約攝氏 10-20 度 C）十多天，屍首會是腐敗血腫的可

怕模樣；不過，墨西哥記者在 4 月 2 日獲准入內，他拍攝的影像，屍身顯得

遇害未久（fresh）。李特認為，遇害者是在 4 月 1 日（含）以後被殺的。美

國共和黨籍參軍 31 年的上校、後出任參議員的布雷克（Black, 2022, April 27）

也以豐富的軍旅及戰場經驗提出質疑，認為俄軍未曾猛烈攻擊，是要爭取民

心，並沒有動機作此犯行。 

李特提出前述分析之後，他的 4 千推特跟戶很快增加到 1.4 萬。推特將

他停權兩次。第一次停權時，跟戶已有 6 萬，第二次被停權之前，將近 10

萬。他認為這是演算法偵測其言詞，自動予以停權。他說，對於烏克蘭，他

的熟悉程度不如他對伊拉克的瞭解，但基於多年的訓練及資料研判，他仍自

信這些研判更接近真實。 

BBC 收音機第四頻道（Radio 4）在 5 月 31 日製播 36 分鐘的〈烏克蘭：

不實資訊的戰爭〉，兩日後上網供下載（BBC, 2022, June 2）。這個節目的前

十餘分鐘以布查鎮殺戮作為例子，批評史羅斯伯格博士，認為「有些學者、

記者與名人...質疑西方政府對戰爭的敘述，卻助長了俄羅斯的不實宣傳。」

BBC 沒有在節目中討論李特等人提出的質疑。史羅斯伯格是英國「傳媒改革

聯盟」（Media Reform Coalition）前任理事長，同時是倫敦大學伯貝克學院

（Birbeck College）新聞傳播副教授，主持「捍衛真相研究室」（Truth 

Defence），他次日隨即推文批評 BBC 抹黑（Schlosberg, 2022, June 1）。美國

政論雜誌旗艦《國家》（the Nation）的發行人霍伊費爾（Heuvel, 2022, May 24）

在華郵撰文，呼籲「不要抹黑…要就烏克蘭戰爭，來一場辯論。」她引述主

流媒體尊崇的李普曼（W. Lippmann）之警語：「思考若相同，就是沒人要思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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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民主社會主義組織的成員，也是政治及史學家、反對北約東擴的

皮拉什（Denis Pilash）受訪時，表示北約僅是俄羅斯入侵的藉口，布查鎮…

等地的殘殺平民，顯示這是〈帝國主義的戰爭，如同美國入侵伊拉克〉

（Goodman & Nermeen, 2022, April 21）。聯合國秘書長與印度先後呼籲聯合

國組織團隊入內調查，但安理會迄未決議。紐約的「人權觀察團體」（Human 

Rights Watch）4 月 4 日派員前往布查鎮從 5 至 10 日訪談 35 位居民，21 日發

佈新聞，指「發現大量證據」，顯示 3 月 4 日至 31 日佔領該鎮的俄軍「犯下

明顯的戰爭罪行」（HRW, 2022, April 21）。HRW 在中東與拉美的調查數度引

來偏頗的批評，但 HRW 在本案是否不公，無法確認，唯該報告，以及至 2022

年 6 月 7 日的維基百科條目「布查鎮屠殺」，也都沒有徵引、討論或否定前

述質疑。 

真相仍然不明，惟很重要的是，即便未來的調查證實俄羅斯軍隊沒有在

布查鎮殺戮，是另有兇手，但俄羅斯入侵在先，才有後來的布查鎮民在內的

許多人喪生，是不爭的事實。動手殺人是兇手，造成有人動手殺人也是犯罪；

以北約東擴造成生存威脅而入侵是罪行，但長年以來，假使有人、有政府、

有跨國組織讓烏克蘭誤認，或者自行挑釁乃至設圈套讓俄羅斯入侵，就不是

犯罪嗎？ 

 

參、極右派在烏克蘭 

 

愛國人士、民族主義者可以有兩種內涵。一種內縮排外，強調血液、民

族（nation）、文化的純粹乃至優越與經濟利益的優先，於是「非我族類，其

心必異」。一種外張廣納，因為愛己所以及人，希望達到愛人者人恆愛之的

境界，發展為博愛之心與休戚與共的能力。 

世人僅有一種內涵者，應該很少，多數兼具二者，只是比例不一。前者

若過度張揚，今人往往稱之為極右派，成分若再更多一些，就向納粹或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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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靠攏，於是在西方產生「白人優越與至上論」的現象，這個質素加上其他

原因，近年來數度衍生殺害有色人種乃至同樣是白人的災難1，識者憂心。 

在烏克蘭，今日的極右派可以從 1941 年說起。當時，納粹德國入侵蘇

聯，1929 年成立的「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Organization of Ukrainian 

Nationalists, OUN）大約有八萬人（來自西部為主）與納粹合作，殺害 15 至

20 萬住在烏克蘭的猶太人。當時 OUN 最常呼喊的口號，包括「希特勒萬歲...

殺死猶太人與共產黨人！」（Simpson, 1988, p.164） 

但二戰之後，他們未受審判，因為得到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的庇護。

本世紀初陸續解密的文件顯示，CIA 的前身最慢從 1946 年起就聯繫 OUN，

1948 年有文件記載班傑拉（Stefan Bandera），1949 年底，CIA 多次派機低空

飛抵中亞與烏克蘭，會合 OUN 遊擊隊，持續與蘇聯戰鬥至 1950 年代初。

OUN 的若干要員在 CIA 協助下，安抵美國無恙度過一生（Michel, 2022, May 

11）。CIA 也另設文職機構，提供大量出版與財務資源，支持民族主義派與

反政府者從內對付烏克蘭共產黨，直至蘇聯解體前夕（Kuzio, 2012）。蘇聯

總書記赫魯雪夫（Nikiita Khrushchev）1954 年在沒有立法情況下，以總統令

將幾百年來都是俄羅斯共和國的克里米亞（Crimea）省，送交烏克蘭共和國，

《真理報》僅以 81 個英文字報導。有人說，這是「禮物」，紀念烏克蘭與俄

羅斯合併三百年；並且，大飢荒（1931-34）年代蘇聯的各個加盟共和國，合

計致死 500 多萬人，其中 390 萬是烏克蘭人。克里米亞歸屬的重新釐定，是

出於這些歷史考慮，或者僅只是新政權通過領土重劃，宣告蘇聯要分權而減

少中央集權，同時標誌對史達林的修正？無法確認（Calamur, 2014, February 

27; Applebaum, 2022, May 8）。 

在 OUN 各派別中，班傑拉不是最知名、影響力也並非最強大，但在 1959

年遭蘇聯派人暗殺於德國後，他成為烏克蘭納粹的象徵。尤先科（Viktor 

 
1 根據 Maryland 大學的 Global Terrorism Database 之統計，在美國，恐怖攻擊在 2000

年約 40 餘次，原因起於白人至上論的比例是 14%，該百分比至 2019 年（70 餘次恐

攻），已經上升至 50%。美國之外，白人至上論或極端右翼民族主義殺人的最大事

件，是 2011 年 Anders Behring Breivik 在挪威殺 77 人，遇害者多是挪威工黨夏季青

年營人員，2019 年 Brenton Tarrant 在紐西蘭基督城清真寺射殺 51 位穆斯林

（Economist, 2022, May 21a; AP, 2021, July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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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shchenko）總統的妻子是白宮前官員，2010 年元月，他即將卸任，卻迅速

以總統令，授予班傑拉國家英雄的尊稱。此舉在國內引發爭議，海外也有歐

洲議會、多個俄羅斯及波蘭與猶太政治人與組織，群起譴責；同年四月，尤

先科卸任後兩個月，法院取消該頭銜，次年正式吊銷。烏克蘭國會在 2019

年 8 月仍然否決給予班傑拉這個頭銜的提案（Wikipedia n.d.1）。至今，有人

說班傑拉是解放者，貢獻烏克蘭的獨立建國；另有烏克蘭人譴責他是法西斯

份子戰犯，要為屠殺波蘭平民而特別是烏克蘭的猶太人屠殺負責。 

蘇聯在 1980 年代末倡導「改革與開放」，烏克蘭在 1991 年底獨立，極

右派人群同樣集結，成立多個政黨。至今，僅有獨立前幾個月創辦並在 1995

年改名「自由黨」（Svoboda），在 2004 年起由醫生加尼伯克（Oleh Tiahnybok）

擔任黨魁以後，才在 2009 年於西部人口 20 餘萬的捷爾諾波爾（Ternopil）市

贏得 120 民代席次的 50 席（Shekhovstsov, 2011）。自由黨在 2010 年成為「加

利西亞」（Galicia）區域的主要政黨，（Katchanovski et.al., 2013, p.189）。2012

年取得一席國會議員席次（Stern, 2012, December 26），其後已無斬獲。所有

新法西斯政黨的全國選票加總，從未超過 5%，有些人因此以為極右群體的

作用不大，但廣場事件爆發，可能因為這群人的作用，烏克蘭出現了獨立之

後，最大的政局變化。 

 

肆、是廣場革命，還是政變？ 

 

這是指 2013 年 11 月的和平抗議活動，後來出現暴力並有槍手狙擊，造

成百人遇害、總統下台，克里米亞公投獨立並加入、形同是遭俄羅斯合併的

事件。當時，對於這次事件的稱呼已經不同，大英百科全書的條目使用中性

的詞句「廣場抗議運動」（Editors of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n.d.）；稱之為

廣場（Maidan）或「尊嚴」（Wikipedia, n.d.2）「革命」的人，凸顯出發點是

正當的抗議的同時，淡化或無意探討，抗議後期是否可能已經是美國所支持

的「政變」（Mearsheimer, 2014）；以政變相稱的人著眼於後期及結果，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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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的自發性質，致使與暴力無關的大多數抗議者，可能為此而難以接受變

政的論述。 

不同的用詞，可能也標誌了兩類人群的文化與階級差異。著有《烏克蘭

的民主、民粹與新自由主義》的貝沙（Baysha, 2022）教授出身烏克蘭，1990

年代初任烏東電視台記者，她與朋友都是西化派、以文明代理人自居，勞工

階級反對他們贊成的改革，他們無感與瞧不起，兼而有之。多年以後，貝沙

已至基輔電視台負責歷史記錄片監制，思維開始變化，本世紀初她前往美國

攻讀碩、博士學位，後以媒體批判的視野，回顧祖國獨立後的歷史。似乎，

親西方但同時要與俄羅斯切割的一邊，會有較高比例使用「革命」；反之，

其對立面未必就是勞工階級，但顯然很高比例會用「政變」。 

事件起源於 2013 年 11 月 21 日，有一記者在臉書發文，指總統亞努科

維奇（V. Yanukovych）拒絕與歐盟簽約，不讓烏克蘭與歐盟創制自由經濟貿

易區。當日午夜，「超過一千位有高教背景的都會青年來到廣場」抗議，他

們認定加入歐盟是烏克蘭脫離腐敗、走向經濟現代化，改善生活水平的必經

道路。這是如同節慶一般的歡樂集結，11 月 30 日，政府以耶誕節將到，要

在廣場布置大型聖誕樹為由，下令警察清場。這個決定與行動，激起更多人

前來聲援，達到 35 萬！歐美於是施壓基輔政府，總統轉向，從俄羅斯取得

150 億美元貸款。到了次（2014）年元月底衝突升高，2 月 18 日是第一個高

峰，12 位抗議者與警察遭槍枝射殺，到了 20 日，「政府下令狙擊手射殺抗議

人群，致死人數很快就超過一百人。」歐盟見狀制裁，凍結中央政府有關官

員的資產與旅行簽證，各地寡頭企業眼見放在西方銀行的資金無法動用，也

就讓受其支配的國通過決議對抗行政權，這是政權垮台的開始。2 月 21 日歐

盟代表由波蘭外交部長領軍，與朝野協商，條件之一是總統大選提前在年底

舉行，亞努科維奇知道大選必輸，當晚連夜逃離基輔，據說捲款幾百萬美元；

次（22）日國會投票予以罷免，俄羅斯讓他入境。這是當時新聞界的主要報

導內涵，（Boyd-Barrett, 2016; Liu, 2019）也是維基條目的敘述（Wikipedia, 

n.d.2）。 

這些敘述得到很多專家的背書或轉述。比如，哈佛大學史學家、烏克蘭

研究所所長浦洛基（Plokhy, 2021, p.191-3），以及在學術界有一定聲望的牛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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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出版社之系列「人人都應知道」當中，有關烏克蘭一書的說法（Êkelʹčik 

2020, p.119-20）。另外，2015 年完成，並由「網飛」購入放映的紀錄片【凜

冬烈火：烏克蘭為自由而戰】，其維基百科的條目顯示，眾多專業評論及業

餘反應是佳評如潮；在 2017 年委內瑞拉反政府的行動，以及 2019 年香港反

送中集會，該片得到多次播映機會（Wikipedia, n.d.3）。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

網飛無償釋出在 YouTube 播出（Netflix, 2022, March 5），「一天點閱率近 20

萬」（TVBS, 2022, March 6）。該片結構單純、容易看容易懂，提供的資訊、

知識或觀點不多，最鮮明的印象可能是影片開始與結束，陽光年輕男性無畏

衝突與殺戮，表示會持續抗爭，傳達政府殘暴不仁，而示威群眾信念不動如

山：「我們不入歐就不自由，我們是歐洲國家」。 

對照之下，次年由史東（Stone, 2016）製播的【戰火中的烏克蘭】比較

複雜。該片交代近千年而特別是二戰前後的烏克蘭歷史，它也鋪陳與討論重

要議題，如烏克蘭 2004 年的總統大選爭論、誰擁有烏克蘭電視新聞頻道、

亞努科維奇最後沒有與歐盟簽約是否因為俄羅斯干預、和平示威轉為百人遇

害的兇手是誰、2015 年奧德薩工會大樓（見後文）事件是否預謀、喬治亞前

總統何以出任奧德薩州長，以及誰擊落大馬客機…等等。另外，該片應該是

刻意要批評主流敘述，因此該片最後以字幕強調，「知識是力量。有能力能

夠適時識別（警訊），可能可以救別的國家或你自己…因為今日的戰爭不僅

是有坦克和炸彈，還伴隨...媒體…。」2 【戰】片在 2021 年 8 月放入 YouTube，

(Stone, 2021, August 20)，2022 年 3 月遭下線十天後放回，至 2022 年 6 月 4

日累計 87.3231 萬次點擊、3 萬以上按讚與 7643 則留言。至相同一日，放入

YouTube 僅三個月的【凜】片有 101.6655 萬次點擊、3.1 萬以上按讚與 5180

則留言（Netflix, 2022, March 5）。 

【戰】片提出，【凜】片等等主流敘述不追蹤的重要問題是：亞努科維

奇真是因為俄羅斯介入而轉向嗎？歐盟的自由貿易條款真對烏克蘭有利

嗎？亞努科維奇即便知道 2015 年底大選必敗，有什麼理由必須倉皇落跑，

是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外逃才能捲款嗎？      

 
2 影片的 92 分 45 秒至 93 分 03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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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片的調查與訪察所提出的答案，同樣得到眾多專家支持。比如，

普林斯頓政治學教授、專治俄羅斯柯亨（Cohen, 2019 part I）指出，歐盟的

方案在經濟上根本不可行。一是提供的財政協助太少；二是要求烏克蘭政府

採行苛刻的財政緊縮措施，包括出售國有資產；三則這些作法必然大舉削弱

烏克蘭與俄羅斯的長期且重要的經濟關係。經濟之外，歐盟方案另有政軍盤

算，要求烏克蘭遵守歐洲的「軍事及安全」政策，這是不提北約，但其實是

鋪路，要讓北約軍武進入烏克蘭。這些條款迫使已有深刻分裂的烏克蘭，只

能二選一，有俄羅斯，無西方，反之亦然。與此同時，俄羅斯另提對案，建

議俄羅斯、歐盟及美國合作協助烏克蘭，不使其財政崩潰，這是加法，不是

減法，歐美卻又拒絕。至于總統棄國，有無捲款無法得知，但若捲款，連夜

逃離並不合常理。一是沒有類似 2021 年阿富汗總統專機載送鉅款逃離的可

信報導（羅方妤編譯，2021 年 8 月 19 日）。二是在史東紀錄片的訪問中，亞

努科維奇聲稱他有人身安全的威脅，不火速離境則命危；這個說法是否可信

是可質疑，但主流敘述不予討論，無助澄清真相。三則類似事件在所多有，

最近的例子是 2019 年，玻利維亞總統莫拉雷士（Evo Morales）被錯誤指控

選舉舞弊，遭到威脅的同一天已經搭機飛抵墨西哥得到庇護（Farthing & 

Becker, 2021, p.48-9）。 

更重要的關鍵，和平示威在 11 月 30 日出現大規模鎮壓後，是不是給予

有心人有機可乘？致使有後來的重大流血案件發生，特別是 2 月 20 日的致

死人數更多，累計上升至百人。誰是狙擊手？ 

相當重要的一則新聞與一篇學術調查，早就可能已經提供了解答，或

者，至少是通向答案的線索。 

先說一則新聞。 

美國的烏克蘭大使皮亞特（Geoffrey Pyatt）與美國歐盟助理國務卿盧嵐

（Victoria Nuland）的四分多鐘談話，顯示兩人形同是在安排廣場事件之後，

烏克蘭的內閣組成、權力的部署。這段錄音配上圖片，在 2014 年 2 月 4 日

出現於 YouTube，三天後，BBC 記者馬庫斯（Marcus, 2014, February 7）將

其轉為文字加上自己的評論，以獨家新聞的方式，全文在 BBC 網站刊登兩

人的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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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從未否認外洩影音的真實性，甚至還因為盧嵐講出了 “Fuck the 

E.U.”這樣的粗話，使得國務院發表聲明向歐盟致歉。當時的主流媒體幾乎完

全在報導諸如此類的下流話語，卻對談話所透露，美國已在干預或想要安排

烏克蘭總統以外的內閣之人事，略而不談或少談。除了確認副總統拜登會在

適當時刻現身，鼓舞廣場派，兩人提及的三位烏克蘭重要政治人物，後來完

全如同對話指出的方向，「各就其位」：亞采紐克（A. P. Yatsenyuk）擔任總理

（兩年多），盧嵐指不適合選總統的前世界重量級拳王克里契科（W. 

Klitschko）棄選總統、轉選基輔市長並當選，兩人表示不適合入閣的自由黨

黨魁加尼伯克，確實是沒有官位。但是，美國《外交政策》在 3 月 18 日發

布以色列人的分析，指出美國重量級參議員麥肯（John McCain）於四個月前

至廣場對抗議人群講演，高呼「自由世界與你們同在，美國與你們同在」時，

站在他身旁的就是加尼伯克；並且，新政府有四分之一閣員（包括國防部長、

副首相、檢察總長與國會副議長）來自「自由黨」，而加尼伯克是其黨魁。

這是新的情勢，美國國務院卻避重就輕，表示極右派在烏克蘭國會沒有代

表；俄羅斯電視頻道（RT）指烏克蘭有新納粹成分，該台主播華爾（Liz Wahl）

覺得噁心而當眾辭職，西方媒體不是說 RT 所言屬實，是表揚華爾很勇敢。

（Foxall and Kessler 2014/3/18) 廣場事件後的新內閣，也是烏克蘭首次有外

國（美國）公民亞列西科（N. Jaresko）出任閣員（財政部長）、立陶宛人阿

布羅馬維丘斯（A. Abromavičius）執掌經貿部長，喬治亞人科維塔什維利（A. 

Kvitashvili）擔任健保部長。這些外國人出掌本國政務，並非來自烏克蘭的

邀請，是「國際貨幣基金會」與「世界銀行」等組織的「推薦」（Baldwin, 2022, 

April 28）。北約秘書長托騰伯格開戰後三個月在「世界經濟論壇」演講，頗

見得色，他說：「2014 以來，北約...特別是美國加拿大與英國...一直都在提供

裝備並訓練烏克蘭軍隊，人數以萬計...」（Stoltenberg, 2022, May 24）歐美傳

媒「驚訝」俄羅斯軍力不如預期強大，其實《華爾街日報》提供了答案：〈烏

克蘭軍事成功的秘密：北約多年的訓練〉，各種軍事教程與科目已經讓數以

萬計的士兵，加上軍事將領與國會監督軍力的隊伍脫胎換骨，從蘇聯時期的

呆板風格，搖身成為現代化的靈活軍隊（Michaels, 2022, April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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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揭露的錄音顯示，在 2 月 18 日抗議者與警察共 12 人遇害的前兩週，

或甚至更早之前（因皮亞特與盧嵐兩人的談話時間，無法確認，但必然早於

2 月 4 日），美國高官已經開始討論變天後的烏克蘭政局。外界無從知道的是，

美國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積極介入，是起於 11 月 30 日警方清場引起民眾強大

反彈，或是更早？或者，更晚一些，在 2014 年 1 月 19 日大量街頭暴力在基

輔市中心出現以後？無論早晚，兩位高階外交官的談話足以證明美國介入烏

克蘭政局，惟這是在推動政變嗎？是或不是，要看怎麼界定政變。但很清楚

的是，假使不是主動，美國至少是趁虛而入且見獵心喜，積極要讓自己屬意

的人選掌控新的政權。BBC 記者馬庫斯評論兩人的談話，這樣說：「美國各

層官員都在企圖召集與組織烏克蘭反對派…副總統拜登顯然已經摩拳擦

掌，即將上場，在合適時候給予…鼓勵。」（Marcus 2014, February 7）新聞

界因為工作常規（或說陋習）以及其他原因，不肯或無法追蹤事件的新事證，

致使是否政變沒有成為追蹤報導與討論的題材，民眾也就形同遭致蒙蔽；美

國政府不尊重他國，並且可能參與或主導政變，卻已搖身變成見義勇為、伸

張民主之人。黑白在此顛倒。 

再看兩篇學術調查與報告，焦點分別是「廣場事件的槍殺」，以及「2015

至 2016 年的調查與審判」。 

廣場事件後，不但大多數新聞，大多數學術著作也集中抨擊政府的暴力

行動。雖說也有多數人表示抗議者也有暴力，但規模很小，最重要的是，執

政團隊下台，來自非暴力示威所賜。 

學術論文指政府倒台，也有可能出自極右派的暴力行動的第一篇，是分

析這個可能性，不是堅定提出這個觀點（Popova, 2014, p.69）。作者說，烏克

蘭司法受制或聽命於行政權的問題由來已久，廣場事件前三年多，更加嚴

重，這就使得抗議人群失去最後一個制度管道推進訴求，極右派暴力行動者

因此有機可乘。同時，該文認為極右派「也許不是暴力升高的引動者

（trigger），他們可能也是因為警方...的慘忍、法外手段的殺人與綁架與毆

打，以及 1 月 16 日國會通過鎮壓性質更濃的法律，於是挺身而起。」 

真正確認極右派是兇嫌的首論文，出自烏克蘭移民、在美國取得博士學

位，後於加拿大渥太華大學政治與傳播系任教的察諾維斯基教授在次（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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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 月完成，且隨即上傳學術網站的〈狙擊手在烏克蘭廣場的屠殺〉

（Katchanovski, 2015）。 

這是迄今最詳盡的舉證與論述，該文第一版發表後，亞速營戰士前往其

烏克蘭住家搜索與威脅，後來「有很多組織的獨立調查及眾多影音證據都支

持察諾維斯基的發現，包括德國《法蘭克福匯報》、英國 BBC....等等（Hahn, 

2008, p.198）。此外，另有學者不只是引述，而是自行進行經驗研究，運用不

同的資料庫與方法（如 Ishchenko, 2016, p.4），或者運用部分相同部分不同的

素材，並採取「質化分析以求追蹤行動者決策的相互因果關係」（如 Kudelia, 

2018, p.502），他們也都得到與察諾維斯基相同的結論。 

烏克蘭的新政權遲至 2015 年元月，這才啟動對涉案人員的調查與起訴

工作，檢察總署在 2019 年將各種資料移轉調查局，由後者執行後續工作。

到了 2021 年 11 月，完成所有調查與審判。 

針對廣場殺戮及其後續審調，察諾維斯基總計發表論文 6 次，並隨進展

而有材料擴充與論文更新，包括紙版形式 2 次而篇幅較短（Katchanovski, 2016, 

2020a），紙版發表的篇幅，可能不及 4 次電子版合計篇幅的六分之一

（Katchanovski, 2015, 2017, 2020b, 2021）。若是計算「社會科學研究網」

（SSRN）4 篇電子版（實則是兩篇，另兩篇的主題與論點是隨時間而有材料

增加後，前兩篇論文的新版本），至 2022 年 6 月 11 日它們的合計下載數是

6956 次；最晚完成的論文是 2021 年底，上傳是 2022 年 3 月。2021 年 8 月 8

日，作者上傳的前述論文，另有兩個影音附錄。A 是「狙擊手在烏克蘭廣場

的屠殺」，約 80 分鐘；B 是「百名證人有關烏克蘭廣場狙擊手的現身說法」，

約 57 分鐘。兩部附錄影音至 2022 年 6 月 2 日，分別有 1540 與 1362 人次點

擊。通過影像，文字描述的不具體，得到補足，現場的真實狀態配合旁白與

字幕，清晰讓人看到廣場示威群眾控制的 20 餘個空間，正是 2 月 20 日 49

位抗議者與警察遇害之所（ibid.）。 

兩次主題運用的資料，數量相當龐大，都是從已經公開的資料來源蒐集

與整理。兩個主題各有前後的兩個版本，它們的資料來源及結論，先後編譯

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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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主題是「廣場狙擊」的質化分析，取材包括 150G 的眾多影音實

況錄影，來自事發期間不同國家約一百多位新聞人員，以及更多社交媒體用

戶上傳的現場影音圖文，包括 5000 張照片，以及，攔截各個狙擊手、軍警

維安情治人員的無線通話錄音將近 30G。再者，作者親往殺戮現場實際蒐集，

取得了抗議群眾與政府人員的雙方說法，加上兩造證人與目擊者提交的報

告。對於當時及後續政府官員的多種說法，另以時序定位與剖析，得知不同

殺戮事件與雙方狙擊手的藏身地點，至少有 20 餘處，槍擊時刻則有多個。

通過這些程序，作者確認了將近 50 位遇害者的中槍時刻。最後，察諾維斯

基援用「理性選擇論」及韋伯的「工具理性」概念，檢視被推翻之政府（亞

努科維奇總統）及其高階官員、警察與維安情治人員，以及廣場抗議群眾（特

別是 2013 年 11 月成立的「右區」（Right Sector）、成立較早的「自由黨」

（ Svoboda ），加上寡頭支持的政黨如「祖國」（ All-Ukrainian Union 

Fatherland），何者更可能及實際上執行「這個嫁禍事件」（a false flag 

operation）。作者回顧美國、蘇聯與俄羅斯在多種地緣政治衝突事件中（包括

2013 年敘利亞動用化武疑雲，以及 2014 年大馬民航機遭擊落...等等），以及

廣場事件的百位西方記者之報導以後，信心十足，認定是廣場的暴力極右派

之理性計畫下，槍殺自己的群眾以嫁禍，達成推翻政府並奪取政權的目標。

（Katchanovski, 2015, 2018） 

第二個主題是針對罪刑「調查與審判」的分析，材料有三個來源：（一）

烏克蘭法庭裁定資料庫的 2500 多次記錄，共有幾百小時的影音；（二）檢視

抗議受傷者與遇害者的親友、檢察官與被告證人，還有前政府高階官員的證

詞；（三）法醫的槍傷及醫學檢察及實驗的分析結果，包括審判期間對外公

開的廣場屠殺照片與影音。這六年來的材料表明，2014 年 2 月 20 日的 4 位

遇害及數十位受傷員警，以及至少 49 位遇害及 157 位受傷的抗議者，全部

發生在廣場群眾控制的各大建築與地區。這些證據來自受傷抗議者、數十位

控方證人，並有廣場派狙擊手當中 14 位出面坦承。審判期間提出的影音顯

示，絕大多數抗議者遭射擊的時間，與金雕員警的射擊時間並不相同，法醫

的醫學檢視也確認絕大多數抗議者被擊中的部位，來自其後方或其兩側。檢

視遇害或受傷抗議者的彈道，發現它們與金雕員警擊發所傷害或殺害的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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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彈道，並不相同。法醫檢視又發現，金雕員警是在「烏克蘭飯店」（Hotel 

Ukraine）內部向廣場抗議人群上方或（躲在其附近的）樹木與柱子的狙擊手

射擊。然而，這場審判有歷史上最多影音圖文紀錄、眾多抗議者與警員隕命，

但七年多結案時，沒有任何被告被逮捕或定罪。作者的結論是，檢方拒絕承

認有任何狙擊手藏匿在廣場派控制的大樓內部，因此，這些調查與審判，目

地僅是掩飾，未能揭露極右派群體預謀殺人的責任，新政府想方設法，就是

要讓對自己不利、要將使自己難堪的消息與真相，不為外界知悉。西方政府

與民間組織對廣場事件的調查與審判興趣不大，僅有歐洲協會（Council of 

Europe）在 2015 年發表報告，指基輔政府調查結果與官方公開聲明存在矛

盾，以及聯合國在 2019 年表示，基輔尚未制裁任何犯下殺人與暴力致死的

人（Katchanovski, 2021）。 

廣場事件發生的當下，如果事未易察，則事後真相已經大白，但事發期

間主流傳媒的報導與評論的效果持續存在，仍然以其設定的框架及意識領

導，阻止真相外傳。 

諷刺或說值得肯定的是，已有博士論文發現，俄羅斯傳媒在廣場事件發

生時，報導相對開放，西方新聞反而封閉。劉自修博士（Liu, 2019, p.xii, 124, 

136-7, 146-7, 165）的研究顯示，作為俄羅斯主要英文日報的《莫斯科時報》

（Moscow Times），確實同時受制於國家與商業壓力，但「從車臣戰爭至傳

媒檢察，都對政府立場採取批判視野」。就廣場事件來說，該報說政府鎮壓

是烏克蘭危機升高的主要原因；該報有 21%內容指政府不與歐洲簽約引爆了

抗議；該報也說烏克蘭持續混亂，是烏東說俄語的人口反對廣場示威並要分

離獨立所造成。這些內容與西方傳媒並無不同。但英國傳媒如《泰晤士報》

與《衛報》…等等更為一面倒，沒有出現常見於俄羅斯的反廣場派之觀點，

並且，它們傳達反俄羅斯的意向，已至誇張的水平。劉自修認為，對比英俄

傳媒對廣場事件的報導與評論，再次證實赫曼與杭士基知名的「宣傳模式」，

仍然適用（Herman & Chomsky, 1988／沈聿德譯，2021）。 

自由體制的新聞媒體以專業看門口自詡，監督權勢的運作，可褒可扁，

只要屬實。但在廣場事件時，這些媒體並無監督職能，其報導視野與評論觀

點，口徑吻合西方政經與傳媒菁英的說法，既然如此，想要在副總統拜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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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den, 2017）的回憶論，或者美國烏克蘭大使館當時高階官員對事件的建

構（Smith, 2022），坦承白宮的角色，也就無異緣木求魚，兩本書當然也就

完全不提 BBC 的獨家揭露，更不可能意識到察諾維斯基論文的存在。至於

「維基解密」的狙擊手條目，絕口不提察諾維斯基的研究（Wikipedia n.d.2），

也許反映了真相外傳的規模仍然還沒有大到足以反映在維基百科；或者，如

同柯爾斯（Coles, 2021, p.35）所說，「維基並不開放，群眾智慧無法予以平

衡。維基是美國國家-軍事-財團的宣傳工具」？ 

 

伍、奧德薩慘案：平衡報導，但受害者似乎承受較多譴責 

 
歐美主要傳媒對廣場事件的呈現，以反俄為主軸、也就明顯偏頗。數個

月之後，2014 年 5 月 2 日發生在「黑海明珠」奧德薩（Odessa）的另一慘案， 

雖有平衡，但受害者似乎仍遭譴責（blame the victim）。奧德薩是百萬人口的

美麗港都，也是烏克蘭第三大城市，法國導演高達（Jean-Luc Godard）的《電

影社會主義》（Film socialisme），有豪華郵輪航行地中海，月也來到奧德薩。 

慘案發生一個多月之後，「聯合國人權高級專員辦事處」發布調查報告，

顯示事件的大致過程如後。（OHCHR, 2014, p.9-10） 

事發當天下午兩點，約有 300 位「反廣場派」3的人集結，走向 450 公尺

外、有 2000 人的「挺廣場派」集結之主教座堂廣場（Sobornaya square），包

 
3 依據維基百科的烏克蘭條目（https://en.wikipedia.org/wiki/Ukraine），烏克蘭這個「國

家」（country, state）在 2001 年有 4116.7 萬人，烏克蘭族（nation）佔 77.8%，俄羅

斯 族 17.3% ， 兩 族語 言及宗 教 近似 ，俄 裔多 在 東區。 坊 間多 以挺 廣 場

（pro-Maidan）、挺烏克蘭（pro-Ukraine）等詞彙稱呼支持在 2004 年廣場事件以後

執政、親歐的政府；另以反廣場（anti-Maidan）、挺俄羅斯（pro-Russian）、分離

主義者（separaist）稱呼另一群體。這些用語以「挺廣場」及「反廣場」較為準確，

因此下文在翻譯時，主要就以這兩個詞彙為主。挺烏克蘭或俄羅斯或分離主義者各

自有缺點，「挺烏克蘭」一詞使其對立面變成不挺烏克蘭，亦即國籍是烏克蘭人者

不支持自己的「國家」（country），「挺俄羅斯」與「分離主義者」在此語境下變

成如同克里米亞的情況，是要脫離烏克蘭這個「國家」（state, country）。但烏東頓

涅茨克州（Donetsk）與盧干斯克州（Luhansk）因廣場事件，在 2014 年 4 至 5 月宣

布並公投獨立，但沒有得到任何國家（包括俄羅斯的）承認，其後則在 2015 年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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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是日早晨甫從第二大城哈爾可夫（Kharkiv）抵達、大多是挺廣場派的 600

位足球迷。挺廣場派先前已經表明，5 月 2 日三點將從集結地開始遊行。兩

派都有活躍份子帶著頭罩，攜帶斧頭與金屬或木質棍棒。由於兩派可能對峙

的消息早前已經外傳，警方前一天表示，將加派警力 2000 人巡邏以防止生

事，二日當天三點，是有 15 位警察、另有兩部巴士載著警察停在主教座堂

廣場。 

三點十五分，反廣場派走近挺廣場派，形同挑釁，兩派起了衝突，秩序

很快失控，警員是有增加，但不足以阻止暴力；到了六點半，警方及雙方群

眾共有六人隕命。在挺廣場派追打下，反廣場派 60 人躲入阿夫納（Afina）

購物中心，稍後抵達的警方帶走 47 人，其他人奔向反廣場派集結、約有 200

人的花園廣場（the Kulikovo Pole square）帳棚區。這個時候，挺廣場派有政

治人物呼籲支持者走向帳棚區，反廣場派閃躲，遁入附近的工會大樓。七點

三十分，挺廣場派開始燒毀反廣場派的帳棚，並向工會大樓丟擲汽油彈，躲

在裡面的反廣場派也從內向外丟擲汽油彈。人權委員會的烏克蘭分會在七點

四三分以電話聯絡 650 公尺外的消防隊前來救火，消防隊四十分鐘後才到，

但已經有 32 人困在工會大樓內被燒死，10 人從窗子跳樓摔死。另有 24 人輕

重傷不等，包括 99 人住院（含 22 位警察）。 

聯合國報告的調查時間相對從容，可能比較接近真相，顯示（一）衝突

雙方的挺廣場派的人數，是反廣場派人數的六倍以上；（二）受害者主要是

反廣場派；（三）雖然預告但警方並沒有加派 2000 警力阻止衝突發生，原因

不明；（四）近在咫尺的消防隊何以救火遲到，同樣無從知悉。 

事件發生當時，新聞媒體受制於編採時間及其他因素，聯合國未曾解釋

的（三）與（四），媒體同樣無法回答。但值得注意的是，新聞並未披露（一）

 
克（Minsk）協議下，同意仍是烏克蘭一部分，但與中央政府的關係改為如同美國

聯邦制的州，擁有較高的地方自治權能（含讓俄語成為官方語言之一）。後來因為

基輔政府在極右派要脅下（見後文），無法或不願意執行明斯克協議，致使俄羅斯

在今（2022）年 2 月 24 日入侵烏克蘭前三天，承認兩州的獨立地位。另見本期〈烏

克蘭的軍事情境〉開頭，作者包亞克（Jacques Baud）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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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這就使得下列引述的四家傳媒在看似「平衡」報導與究責之餘，似乎會

有「譴責受害者」的傾向（二）。 

比如，「德國之聲」（DW, 2015, May 2）的報導是：雙方「在街頭撕打致

使 6 人遭射殺...5 月 2 日...又有 42 人死了」、「雙方都以最殘酷手段相向」、「火

焰已於門廳前的木質障礙物著火，雙方相互丟擲汽油彈」、「何以警方沒有採

取行動？」有人提出的解釋是「警方驚嚇，不敢承擔責任。」法國（France 24, 

2014, May 2）的公營電視新聞頻道說：「挺政府與反政府的活躍分子發生衝

突，在奧德薩引發火勢，警方說死了 31 人。」英國的《衛報》（Amos & Salem, 

2014, May 2）有更多報導，指「親俄羅斯的活躍分子帶著棍棒與氣槍，攻擊

挺廣場派集結人群後，衝突爆發」、「工會大樓在一日街頭戰鬥後失火」、「挺

廣場派的活躍分子攻擊工會大樓，內有反對基輔政府並主張烏克蘭要與俄羅

斯有更密切關係的抗議人群，致使超過 30 人遇害」；此外，《衛報》使用路

透社的一張照片，顯示「親俄羅斯的活躍分子在奧德薩街頭衝突時，舉起手

槍對準支持基輔政府的人。」BBC（2014, May 3）的報導，指確實的事件時

間次序還不清楚，但「據報，返廣場派進入大樓並設置障礙，雙方互丟汽油

彈」。三天後 BBC（2014, May 6）再以較長篇幅，表示「目擊者說，反廣場

派的活躍分子襲擊走向足球賽場地的人，然後發生暴力」，BBC 也使用與《衛

報》相同的路透社照片，表示「有些反廣場派活躍分子在暴動過程，舉槍射

擊」。BBC 說，「反廣場派活躍分子手持棍棒及其他武器，但警方袖手旁觀」；

又說，挺廣場的遊行人群隨後也以石塊丟向反廣場派群眾。最後，「似乎毫

無疑問，槍響以及死傷消息傳出後，挺廣場派的人更加氣憤」。「維基百科」

的「2014 年奧德薩衝突」（Wikipedia n.d.4）引述聯合國的調查報告兩次，但

未引本文作者編譯的原（英）文內容，而是在該條目第一段引另 4 個來源，

這樣陳述「暴力在 5 月 2 日升高，反廣場的暴民（mob）攻擊挺廣場的活躍

分子（activists），後者反過來迫使反廣場活躍分子（activists）進入工會大樓，

接著就是大樓著火，因雙方相互丟擲汽油彈...造成 48 人死亡，大多數是反廣

場示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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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主流智庫與媒體說極右派 

 

英語出版品談論烏克蘭極右派（含民兵亞速營），以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作為分斷，前後不同。先前，雖然不多，也有淡化，但亦見不少擔憂之聲。 

比如，美國的「自由之家」曾在 2018 年發布報告，指出除了「自由黨」

等 3 個比較大的政黨擁有若干中央與地方民代席次，另有至少 10 個以上不

參選，但在公共領域經常現身的團體。該報告區分激進派與極右派，激進派

僅用和平手段，極右派除了通過組織，以社交媒體進行侵略性宣傳，最大的

差異是它推動「街頭政治」，採取非法的暴力行動，試圖以強制力量將自己

的觀點強加於人。若是在公共領域出現他們認定有害民族或他們難以接受的

訴求，如「左派、女性主義者、自由派與 LGBT 活躍者、捍衛人權者，以及

種族與宗教的少數派」的身影與主張，他們就會予以壓制與「清除」。雖然

明顯操弄這些反民主的手段，但庇蔭於民族主義的符號與修辭，也因為他們

參與了廣場戰鬥「有功」，這些極右派團體與政府而特別是執法單位。已經

發展出和睦關係。總之，「在 2014 年廣場革命之後...極右派再也不是邊緣團

體」（Likhachev, 2018, p.5）。 

廣場事件後，基輔的新政權除了壓制多個反對組織及政黨，極右派也取

得不成比例的內閣位置如前所述，他們並且在軍警情治單位大有斬獲。新政

府又頒發勳章給 OUN 老兵、尊崇班傑拉，更以二戰期間極右派軍隊建軍的

10 月 14 日，作為烏克蘭軍事紀念日（Dubovyk, 2022, March 14）。 

另一方面，更大的問題來自烏東兩州因廣場事件而宣佈獨立之後，即便

未獲任何國家承認，但已經引爆內戰，在烏克蘭政府接受北約訓練與提供資

源的過程，極右派民兵同樣從中獲得軍火與金錢，並已經產生多個組織，最

知名的是亞速營（Azov Battlion）。單是美國，從 2014 年 2 月起不到 20 個月，

為了「對抗俄羅斯的侵略」，白宮已經提供烏克蘭 20 億美元貸款保證，以及

將近 7.6 億美元的「安全、特定項目及技術協助」經費。2015 年底在國防部

壓力下，美國眾議院在半年前刪除的禁令，重新恢復，先前已經擴充的民兵，

規模坐大，當年亞速營從 400 人增加至 2000 人。這等於是美國「贊助新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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粹」，「看到亞速營民兵以納粹標誌出場的影像，德國人相當震驚。」這是二

戰以後，首次有納粹標誌的軍事團體在歐洲從事作戰，對象是烏克蘭說俄語

的歐洲人（Carden, 2016, Jan. 14; Parry, 2015, June 12）。美國及英國另與戰略

傳播公司合作，協助「激進民族主義派」，發動資訊戰對抗烏東俄語人群

（Boyd-Barrett, 2019, p.45）。 

對於極右派的暴力傾向與記錄，英美主流媒體並非沒有注意，雖然可能

不多。早在基輔過渡政府成立一週左右，BBC（2014, March 1）已經以 6 分

多鐘報導自稱與「自由黨」有聯繫的兩百多位極右派；BBC 指這是「一小批

人但有組織」，是廣場抗議者當中「最有力量的一群」。他們認為想要親近俄

羅斯的人，「就讓他們搬到俄羅斯...烏克蘭只能是烏克蘭人的...我們的任務是

砍斷與...俄羅斯的所有連帶」。過了一年多，BBC（2015, July 23）再以 9 分

多鐘的專題，指「右區」這個推廣民兵運動的極右政黨「威脅要推翻烏克蘭

政府」。然後是兩年多後的《衛報》製作 13 多分鐘影片（Guardian, 2017, 

September 5），焦點是亞速營民兵已經投入戰鬥，並以舉辦兒童夏令營的方

式紮根與擴張。德國的《時代週報》（Die Zeit）則有調查報導，指亞速營雖

然僅只是烏克蘭眾多極右組織之一，卻已是「世界極端右翼網絡的中心」，

相當特殊，「有政治議程，與政黨及民兵組織都有聯繫，也有夏季營隊訓練

學童，並且也開始研擬國際戰略，邀請西方極右派訪問烏克蘭──『一起戰

鬥』。」（Ishchenko, 2022, p.22） 

北美方面，《紐約時報》曾在 2014 年 4 月 6 日報導新納粹民兵搶奪政府

軍火，在廣場事件時，派出 600 民兵到基輔與警方戰鬥；雖然紐時沒有說，

民兵攻佔市政廳之後，升起了納粹與白人至上的旗幟。4 月 12 日，紐時報導

在廣場事件扮演要角、新納粹領導人之一穆茲科（O. Muzychko）兩週多之

前與警方槍戰死亡。8 月 10 日該報則以一篇千餘字的最後 2 百字，提及烏克

蘭正規軍轟炸頓涅茨克的反廣場派時，是要掩護 6 個民兵團攻入都會區作戰

（轉引自 Parry, 2014, August 11）。《新聞週刊》則在 9 月以比較平淡的筆調，

引述「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發佈的報告，指烏克蘭地方

媒體出現受害者首級被割下的照片，至當時（9 月初）已經有超過 3000 人遇

害。週刊說超過 30 個「挺民族主義」的民兵隊伍，其中有多個由烏克蘭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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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寡頭鉅子之一克羅莫伊斯基（I. Kolomoyskyi）公開資助，他也在 2014 年

春懸賞，表示抓到說俄語的「破壞者」，一人一萬美元（Sharkov, 2014, 

September 10）。 

美加的 Vice（2018, May 25）新聞製作了 22 分鐘的「失控：烏克蘭的流

氓民兵」，四年以來累計將近一千萬點擊；該片指烏克蘭政府聲稱軍隊在其

控制中，民兵已經解散。但該刊調查後，察覺部分民兵仍在戰鬥，無意放下

武器。兩年多之後，美國《時代週刊》同時推出兩萬（英文）字的調查，佐

以 8 分鐘的影音（Shuster & Perrigo, 2021, January 7,9），鋪陳烏克蘭極右派超

級種族主義者民兵，通過運用臉書等手段，自我激進化也培植新世代。 

主要媒介揭露烏克蘭極右派及其潜在暴力威脅的報導或評論，原本已經

不多，俄羅斯入侵之後，幾乎消聲匿機，甚至不再重要。還在開戰前幾日，

紐時已經表示，俄羅斯不斷從事不實傳播，不僅內容可能錯誤，並且不實傳

播還包括「所述雖然真實，但對當前事態，無關緊要。」（Goldmansour 2022, 

May 18）這裡，應該知道的是，雖有「通俄門」（Russiagate）一詞，紐時等

美國主流媒體與民主黨同聲譴責俄羅斯製造不實資訊，試圖協助川普（D. 

Trump）當選總統，但除了美國自己查無實證之外，比較可信的反而是烏克

蘭政府與民主黨合作，希望協助希拉蕊（Hilary Clinton）入主白宮！（Vogel 

and Stern, 2017） 

現在，回到紐時所說，主要傳媒先前曾經報導，但現在變成無關緊要的

事實是哪些？烏克蘭的極右派問題顯然是一種，開戰三個多月以來，似乎再

無該類報導。（Goldmansour 2022, May 18）另一種就是北約問題。早在 30

多年前，紐時刊登美國前蘇聯大使、也是圍堵政策制訂者肯南（Kennan, 1997, 

February 25）的評論，他表示「北約若東擴，將是美國後冷戰年代最致命的

錯誤決定」。紐時專作家傅立曼（Friedman, 1998, May 2）隔年訪談，再次強

調肯南這個觀點；今年俄羅斯入侵後，傅立曼三度通過肯南之口，表示『推

動北約東擴…「俄羅斯當然會做出不好的反應，然後主張北約擴張的人會說

俄羅斯人就是這樣」（轉引自莊惠嘉編譯，2022 年 3 月 14 日）。這是開戰之

後罕見的再次提及，但大多數時候紐時不再「老調重彈」，而是指控俄羅斯

用北約東擴等五種說法，試圖正當化其入侵。紐時之外，CNN、《華盛頓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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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與《新聞週刊》都有這個傾向（轉引自 Goldmansour, 2022, May 18）。比

較明顯的一篇例外，出自《時代週刊》對巴西前總統、年底將再參選的魯拉

（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之專訪（Nugent, 2022, May 1；莊惠嘉編譯 2022

年 5 月 6 日）。魯拉批評美國總統拜登「煽動俄烏開戰」，但也批評烏克蘭總

統澤倫斯基（V. Zelensky）。 

澤倫斯基在 2019 年以和解俄羅斯，亦即執行德法參與的明斯克協議作

為選舉訴求，3 月以首輪 30%選票（居次者僅 15%）進入第二輪，再以 73%

選票當選並在 5 月 20 日就任總統。何以澤倫斯基沒有履行競選承諾，致使

俄羅斯入侵？ 

澤倫斯基何以未履行承諾？若非自己無意執行、妥協或改變想法，就是

遇到較難或無法克服的原因，以致不能執行。前一種可能，未見披露，也不

合常理，雖然無法完全排除。後一種情況，亦即來自右派，以及，可能也存

在的國的阻撓。澤倫斯基前一任總統波洛申科（P. Poroshenko），原本就不肯

執行明斯克協定，他卸任後很快就發動「反投降」運動，繼續反對，即便民

調顯示，僅有四分之一的人支持，卻有將近 50%不支持這個訴求（Ishchenko, 

2022, p.30）。除了波洛申科倡議反對，另有亞速營等極右派「展示實力」破

壞協定。比如，早在 2015 年，群眾在國會外遊行，「自由黨」人投擲手榴彈

炸死 4 位國家守衛，3 年後仍未被定罪。奧德薩市長特魯哈諾夫（G. 

Trukhanov）因土地開發洗錢案，在 2018 年初聽證會後，極端派以槍枝當庭

攻擊並射傷一位員警，無人遭收押，而警方也消極以對（Likhachev, 2018, 

p.5）。柯亨教授在 2019 年 10 月受訪，表示「澤倫斯基以和平候選人勝出，

擁有巨大使命要創造和平，因此他必須與普亭協商。但存在一個主要障礙。

烏克蘭的法西斯派表示，假使他繼續採取與普亭協商的路線，他們會殺死澤

倫斯基...除非美國支持澤倫斯基與普亭談判，否則...澤倫斯基沒有商談結束

戰爭的機會...。」美國選擇的作法，在同年底眾議院審議軍援烏克蘭法案時

表露無遺，眾議員西夫（A. Schiff）赤裸坦白：「美國必須援助烏克蘭…我們

可以在那裡與俄羅斯作戰，我們不需在這裡與俄羅斯作戰。」極右派暴力的

陰影與肆虐，以及澤倫斯基政府對付異端的嚴厲，在 2021 年更見升高。因

為 2014 年在廣場事件扮演一角的拜登，已經就任美國總統。當年有三家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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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的電視頻道遭關閉；6 月時，政府制裁 538 個人與 540 家公司，美國

國務院公開宣稱「支持烏克蘭對抗俄羅斯的惡質影響」。2022 年元月基輔政

府關閉第 4 家電視頻道，澤倫斯基支持度跌至 23%，4 月，他再關 2 家頻道，

接著下令合併所有頻道，僅存單一頻道說一種話（Baldwin, 2022, April 28）。 

極右派方面，至 2021 年 8 月有更誇張的表現：武裝抗議者在總統府外

面，打傷至少 8 位警員，無人被捕。俄入侵前兩週，紐時報導澤倫斯基即便

僅只是表示要與俄羅斯商談，「都會有極大政治風險」，極右派會「破獲並甚

至推翻他的政府」。華郵稍候也說，「基輔反對與說俄語的東區分離主義派協

商，這是關鍵的障礙。」極右派領導人之一胡迪門科（Yuri Hudymenko）威

脅澤倫斯基，「烏克蘭政府的任何人若要簽署和談文件，一百萬人就會走上

街頭，政府就不會是政府。」澤倫斯基任命的國安局長丹尼洛夫（Oleksiy 

Danilov） 也宣布，「執行明斯克協定，等於毀滅烏克蘭。」（以上轉引自 Aaron 

2022, April 10；另見 Mearsheimer et.al. 2022, April 8） 

廣場事件後，親歐政府在全國展開肅清，誰遭指為親俄，乃至不夠民族

主義，都有遭殃之虞。澤倫斯基執政以後，這些作為持續。聯合國人權委員

會及親西方的紐約人權組織雙雙發布報告，譴責烏克蘭情治機關酷刑對待政

治異端。烏東地區，戰爭爆發後兩週內，已有 2 位烏東地區地方行政首長，

以及基輔地區一位鎮長，因為與俄羅斯協商和平遇害；對此，澤蘭斯基說「與

俄羅斯合作的人，將有後果」。在極右派內部副部長格拉先科（ A. 

Herashchenko）放行下，廣場事件後開始蒐集的「國家敵人」黑名單，其中

已有多人遭致暗殺，包括知名記者布里納（O. Buzina）與反對黨議員（O. 

Kalashnikov）；該網站甚至列入友俄的外國政治人物，包括德國前總理施洛

德（G. Schroder）。俄入侵之後，被逮捕的記者與人權工作者…等等名單與「罪

名」，已有人蒐集並在 4/10 發佈（Blumental & Krishnaswamy, 2022, April 17）。 

寡頭商人、親俄、女兒以普亭為教父，但反對俄國佔領烏克蘭領土的梅

德韋丘克（V. Medvedchuk）在 2019 年入秋當選國會議員，次年 8 月亞速營

以塑鋼子彈攻擊反對黨多人的坐車，2021 年  5 月他被指叛國而軟禁

（Dickinson, 2021, May 13）。俄入侵之後，「反對派平台－為了生活黨」（The 

Opposition Platform for Life）這個最大反對黨（在 450 國會席次有 44 席，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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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於執政「公僕黨」的 254 席，即便公開譴責俄羅斯入侵，仍然連同其他 10

個政黨，都被指為親俄而被解散（Sauer 2022, March 20）。一個月後，基輔

政府再將該黨主席之一的梅德韋丘克投放入獄（DW, 2022, April 14）。 

 

柒、俄羅斯的愚蠢犯行 

 

美國《外交政策》季刊在今年初，曾有專文敘述普亭本來很「愛」西方，

想要加入北約，但 2003 年以後，普亭突然轉向，原因可能是「他的內圈集

團愈來愈封閉孤立，使得他們與現實失去了聯繫，於是開始相信他們自己的

宣傳」（Braw, 2022, January 19）。這是美方的看法，普廷與俄羅斯的轉變，

同樣或更可能的原因，是喬治亞與北約聯合軍演增加及 2003 年爆發「玫瑰

革命」（Rose Revolution）而出現倒向美國政權等事件，但季刊不提。這個關

係與美國提供的民主支持，是否存在因果關係，是有爭論（Mitchell, 2009, 

p.112-26）。 

但是，另有一個觀點，認為俄羅斯從戈巴契夫（M. Gobrazev）、葉爾欽

（B. Yetsin），而特別是再到普亭，不是三度，是三任而多屆領導人都是「有

心向明月」、要以大歐洲讓俄羅斯融入（Pozner, 2018），卻也落得一次、二次

與三次「明月照溝渠」的下場。俄羅斯認定美國引起顏色革命，於是掉頭離

去；西方（美國）自認是正當的民主支持，責怪俄羅斯自閉。 

這個不同的認知，同樣展現在蘇聯解體之後，美歐自認有權東擴北約，

但俄羅斯的理解是，這是對其生存威脅的舉動。俄羅斯在 2008 年與喬治亞

發生戰爭，已有北約因素。今年俄羅斯同樣以這個主要理由，發動「特別軍

事行動」，聲稱不是入侵烏克蘭，是要排除北約結合烏克蘭對俄羅斯產生的

生存威脅，因此要使烏克蘭去軍事化與去納粹化（Putin 2022, February 24）。

惟這些理由即便為人接受，無法改變俄羅斯是侵略者的事實，即便俄羅斯是

長期遭受挑釁，受挑釁而認定這是先發制人的自衛行動，雖然可以理解

（understandable），但是，要以入侵排解盛怒或解除危險，卻無法讓人接受

這是正當的（justifiable）反應。開戰至今及往後，是會使得美歐軍政威脅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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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還是減少，是會減少還是增加烏克蘭極右派力量，未必一定如同俄羅斯想

要有的方向發展。何況，俄羅斯入侵已經暫時使北約更為「團結」且增加軍

事預算而美國霸權似乎更為鞏固，無一是和平之福。 

發動戰爭已經難以讓人認可其正當，更何況自由民主體制的傳媒，在重

要時刻「製造共識」，效能勝於自由度較低的民主或半專制國家如俄羅斯；

此時，發動戰爭的俄羅斯屢屢遭受挑釁的事實，在反俄共識更為鞏固之時，

更難見諸天日。赫曼與杭士基的名作說得很清楚，美國媒體允許甚至是鼓勵

積極的辯論、批評和唱反調，只要這些內容沒有超越菁英階層認同的前提

（Herman & Chomsky, 1988／沈聿德譯，2021，頁 315, 366）。 

以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一事，這就是說，西方輿論不太可能有效傳達或是

辯論北約東擴是否正當，北約是否長年來持續挑釁而造成危險。最多，只會

出現少數的逸軌，並且這些不合常規的超越，除了不會撼動主流的常態敘

事，有時也被用以錯誤地否定赫曼與杭士基等人的論證。主張西方要為克里

米亞被併入俄羅斯，以及西方要為烏克蘭被入侵而負責的聲音，仍然可以出

現在《紐約時報》（Caldwell, 2022, May 3l）。多年以來，美國學界抱持前述

看法的人不少，其中，最知名者可能是米爾斯海默（Mearsheimer, 2014; 2022, 

March 11），他的講演放入YouTube後，7年累計點擊超過兩千萬（Mearsheimer, 

2015）。然而，這些挑戰共識的少數言論，無法扭轉大局。杭士基在今（2022）

年 4 月有一小的查詢，就有發現，即便「俄羅斯入侵烏克絕大多數是因為確

鑿挑釁」而發生，但網路上「沒有挑釁就入侵烏克蘭」（Unprovoked invasion 

of Ukraine）高達 243 萬筆，遠遠多於 2003 年美國入親伊拉克，「沒有挑釁就

入侵伊拉克」（Unprovoked invasion of Iraq）的 1.17 萬次（Polychroniou, 2022, 

April 28）。雖然，真實情況剛好相反，伊拉克根本沒有挑釁，遭入侵只是白

宮片面宣稱伊拉克擁有大量毀滅武器；事後發現沒有，但已經造成伊拉克數

十萬人死亡。 

不但俄羅斯因為長期被挑釁而入侵，外界知悉者不多，並且，知悉者當

中，可能也有相當高比例的人，傾向於認定這只是侵略者的藉口、未必是俄

羅斯真正的判斷，從而這些知悉者也就在拒絕其入侵正當性的同時，無法考

慮是否應該設身處地理解俄羅斯的立場與看法。西方傳媒在入侵之前，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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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烏克蘭極右派之害，在戰爭爆發之後，這樣的聲音大致消聲匿跡如前所

述，這就顯示俄羅斯的「特別軍事行動」即便最後在軍事上可以成功，也會

讓人更難看到美國與北約挑釁的連帶責任。入侵是主犯，挑釁者的性質怎麼

理解，後文就此討論。 

 

捌、美國沒有責任嗎？ 

 
美國總統拜登從 2022 年 2 月初起，連番密集示警，聲稱「美情資」顯

示俄羅斯即將入侵烏克蘭，至 12 日（美國時間）更明確預測〈俄 16 日攻烏〉

（張文馨 2022 年 2 月 13 日）。兩日後，蘇聯時期美國最後一任大使馬特洛

克講演，指「常識」可知，「終止北約東擴」危機就消失，美國卻不動聲色，

致使他懷疑這是一場「被蓄意促成的危機」；他說，「也許我錯了，且錯得離

譜，但我不能否認我們正目睹一場精心策劃的鬧劇，被美國輿論的知名人士

嚴重放大，以服務於國內政治目的。」（Matlock, 2022, February 14） 

這個看法讓人駭異，美國不承諾北約不東擴，就是要引誘俄羅斯入侵

嗎？若依本期包亞克情報官的分析，是有可能（見頁 139）。但證據不算充足。

《經濟學人》週刊同樣看到美國這次資訊戰，與過往不同，它稱讚拜登的示

警手法高明，成效良好，是完美的超前部署。它說，美軍在韓戰期間研究抵

制「洗腦」的方法，心理學家後來擷取其成果並提煉，指出資訊也可以成為

病毒的形式；因此，如同注射疫苗能夠免疫，針對病毒資訊預先注入病原體，

同樣足以讓人不受不實資訊之害。預知大事即將爆發，若是先行廣發大量事

實，其後的不實宣傳就會較難得逞。去（2021）年 10 月起，白宮開始大肆

宣傳俄羅斯即將入侵烏克蘭，12 月再有戰情，指出俄羅斯在 2022 年初，將

會出兵 17.5 萬，又說俄羅斯已有推翻烏克蘭政府的方案。《經》高度肯定美

國這個作法，認為國防部這次的透明前所未有，「似乎成功了...防止了北約與

美國公眾被分化、設定了普亭將以何種藉口發動攻擊，甚至可能延緩了普亭

的入侵時程」（Economist, 2022, February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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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人》所描述的事實與馬特洛克的觀察，基本相同，差異是該刊

支持北約東擴而認為戰爭發生不是美國的責任，馬特洛克則反對北約東擴而

審慎懷疑美國蓄意製造戰爭。 

另一個可能的理解方式是，假使套用杭士基的用詞，俄羅斯固然是有「侵

略的犯行」，並且，結果還會「適得其反」，因此也就是「愚蠢」（Polychroniou, 

2022, April 7）。那麼，美國夾北約的百般挑釁，是不是就是狡猾？犯有煽動

或引誘罪責之嫌，至少是「極不道德」地讓烏克蘭以為進入北約只是時間早

晚的問題（Meyerson & Cooper, 2022, February 25），結果卻是支付慘痛代價，

聽任兩個大國以第三國、也就是自己作為代理人，在第三國、也就是自己的

領土發生戰爭？若是可以這樣看待，那麼，即便不能說美國蓄謀製造代理人

戰爭，但假使說美國「樂觀其成」、願意看到俄羅斯因入侵烏克蘭而削弱自

己的國力，也就不是完全沒有道理。何況，後見之明，提供了兩個證據支持

這個看法。 

證據之一，就在眼前。開戰至今，美國力挺烏克蘭的動向已經支持這個

判斷。參眾兩院在 5 月 10 日追加 70 億、責成白宮另以 400 億美元投入烏克

蘭（，其中軍事援助約 315 億，人道援助約 85 億；Economist, 2022, May 14）。

這就使得美國在開戰「十週」之內，累計已經承諾或送出 540 億美元至烏克

蘭，但（一）美國撤離之前二十年，每「一年」投入阿富汗「僅」有 460 億

美元，（二）俄羅斯「一年」的全部軍事預算是 690 億美元（Greenwald, 2022, 

May 14）。外界理當援助烏克蘭，外交斡旋、人道援助及軍事支持，需要三

管齊下，惟美國毫無外交努力，卻以約合美國國務院整年、烏克蘭三分之一

GDP 的 540 億美元，投入軍事…等等支持，這個目標不再只是「防衛」烏克

蘭（Rana, 2022, May 23），是〈華盛頓將與俄羅斯戰鬥直至最後一位烏克蘭

人〉，使得白宮與克里姆林宮互以烏克蘭進行代理人戰爭的指控，（Bandow, 

2022, April 14）顯得不是空穴來風。烏俄專家李文（Lieven, 2022, June 6 ）

則注意到，眼見美國有意利用這次衝突摧毀俄羅斯，反對俄羅斯入侵的俄國

中間派知識菁英，已經出現變化，他們已在轉而支持普亭。 

證據之二，前車可鑒。美國主戰不求和、甚至阻止和平談判的事例，不

止一樁，但 1970 年代的阿富汗例子，目標正是蘇聯。 



‧傳播 文化 與政治‧ 第十五期 

2022 年 6 月  

 

190 

蘇聯以阿富汗親蘇政府的邀請為名，在 1979 年底入侵阿富汗打擊伊斯

蘭基本教義派「聖戰士」（Mujahideen）反叛軍。外界當時不知道的是，在

1978 年，美國已在部署，用意正是試圖增加蘇聯入侵的機率。 

美國前國防部長蓋茲（Robert M. Gates）在回憶錄，最早揭露這段歷史。

他以將近十頁鋪陳之後，結論是：「卡特總統與國安顧問布里辛斯基（Z. 

Brezinski）幾乎在蘇聯入侵一年之前，就已經看出蘇聯將要強化他們在阿富

汗的角色。他們在九個月之前發動相關工作，在蘇聯大舉入侵前幾乎六個

月，開始秘密提供資金，一切就為協助阿富汗反叛軍。」（Gates, 1996, p.149）

過了一年多，得知此事、巴黎發行的週刊《新觀察家》（Le Nouvel Observateur）

訪問最重要的當事人，也就是布里辛斯基。美國資深記者布魯姆（William 

Blum）將這篇訪談英譯為〈布里辛斯基：是的，CIA 比俄國更早進入阿富汗〉

之後，轉告吉布斯（David N. Gibbs）教授。到了 2000 年，吉布斯以書評論

文〈阿富汗：回顧蘇聯的入侵〉的部分篇幅（Gibbs, 2000, pp.241- 242) 予以

披露，現編譯如後。 

 

布里辛斯基：「正式的歷史說法是，蘇聯在 1979 年底入侵阿富汗

之後，CIA 才從 1980 年起援助聖戰士。但真實情況完全不是這樣。卡

特總統在 1979 年 7 月 3 日就簽署第一道指令，提供秘密援助給首都卡

布爾（Kabul）反對親蘇政府的勢力。正就在那天，我給總統寫了便條，

向總統解釋，這個援助可以引誘蘇聯派軍介入。」 

問：「這樣做雖有風險，但你當時主張秘密行動，也許是你想讓蘇

聯進入戰爭，因此就想辦法，要逞挑撥之能？」 

布里辛斯基：「不完全是這樣。我們並沒有推動俄國人的介入，我

們只是心知肚明，認為這個作法很有可能增加機會，讓他們介入。」 

問：「當時，蘇聯以美國已經秘密介入阿富汗為由，因此他們進入

對抗，就有正當性。這個說法彼時無人採信。但現在回顧，是有真實

依據。今日再看，你一點都沒有悔意嗎？」 

布里辛斯基：「為什麼要有悔意呢？秘密行動，太好了，這個點子

產生了效果。『吸引俄羅斯人進入阿富汗陷阱』，你要我為此而萌生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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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嗎？蘇聯人正式進入阿富汗國境當天，我有文字給卡特總統，主要

是表示：『現在，我們有機會讓蘇聯也有個越戰。』事態確實往這個方

向發展，將近十年，莫斯科不得不持續作戰，但蘇聯無法承受得起，

這場衝突使蘇聯最後沒了士氣，蘇維埃帝國最後也就崩潰。」 

問：「對於美國曾經支持伊斯蘭基本教義派，爾後這些人又將武器

給予後來的恐怖主義者，並且向他們提供諮詢，對於這些，你也沒有

悔意嗎？」 

布里辛斯基：「放眼世界史，哪一個重要些？是塔利班（Taliban）

（譯按：的出現）還是蘇維埃帝國的崩潰更重要些？一些燥動的穆斯

林，還是中歐的解放與冷戰的終結？」 

問：「一些燥動的穆斯林？」但一直有人不斷地說，伊斯蘭基本教

義派是當今世界的主要威脅...」 

布里辛斯基：「瞎說！有人說，西方有個對付伊斯蘭的全球政策。

這樣認定很愚蠢：根本沒有全球的伊斯蘭。要以理性態度看待伊斯蘭，

不能帶有蠱惑之心，也不能帶有情緒。伊斯蘭是世界的主要宗教，有

15 億信徒。但難道沙烏地阿拉伯的基本教義派、溫和的摩洛哥、好武

的巴基斯坦，以及親西方的埃及，或者中亞的世俗派伊斯蘭，能有什

麼共通性嗎？若有，也只不過是如同統合基督教國家的那種相同...。」 

 

布里辛斯基的看法，狀似不同於韓廷頓（S. Huntington），後者說：「在

這個新世界中，最普遍、重要而危險的衝突，不在社會階級、貧富或其他經

濟團體的衝突上，而在隸屬於不同文化實體的族群間的衝突。」「回教徒和

他們的鄰居沒有辦法和平共存...回教徒比較有暴力傾向。」（黃裕美譯，1997，

頁 7, 351-4） 

但是，兩人相同之處，是製造敵人，這很可能是美國外交政策的特徵之

一。在布里辛斯基於法國留下前述記錄三年之後，眾所周知，駭異聽聞、非

常少數的極端分子，以穆斯林之名實則污衊穆斯林，引爆「9/11」恐怖攻擊，

其後美國政府不肯反省，旋即以暴制暴、發動反恐戰爭。2001 至 2020 年，

根據布朗大學的研究，美國以反恐為名，從非洲到亞洲（菲律賓）發動的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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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至少虛耗了美國納稅人在 85 個國家累計投入 8 兆美元，不是建設社會，

是讓軍火商荷包豐厚，以各種戰爭殺死 92.9 萬人（含美軍 7050 人），並使

3800 萬人流離失所、家園破碎（Brown University, 2021）。 

今（2022）年 2 月 24 日爆發的戰爭，俄羅斯是入侵主犯，美國為首的

北約認定俄羅斯威權專制、天生就會犯罪，不惜多方挑釁以製造敵人，難道

就沒有罪責、甚至是同樣或更重的罪責嗎？德法為首的其他北約盟國沒有歐

洲自身的政策，就可將所有責任推向美國嗎？烏克蘭極右派使 2014 年和平

的抗議活動轉變為暴力與狙擊殺人，致使原本可以同時交往西方與俄羅斯的

烏克蘭，完全轉向西方，先引爆內戰，後遭入侵，這些極右派沒有責任嗎？

澤倫斯基是因為被極右派夾持，或者在當選後自主放棄他在 2019 年選總統

的和解俄羅斯之承諾，也有未能使戰爭引信拆除的責任嗎？ 

這些責任歸屬的澄清、辯論與認定是重要的，不釐清則來日戰爭再次以

不同方式爆發，機會增加。預防、也就是不讓戰爭發生的重要一步，是要釐

清真相。當前，死於戰爭的生靈、流離失所的性命、家園的毀損、人情親情

友情的消逝與苦楚傷痛、生態環境的破壞、地球暖化求其調適與減溫的進度

可能延遲、低收入人群更難承受的糧食危機，皆已橫陳在世人眼前。美國執

掌政治權力的人及其支持者，真能因為願意看到俄羅斯的弱化而「樂觀其成」

嗎？真能為沒有以宣布烏克蘭不入北約而聽任俄羅斯入侵為惡，就會心安理

得而無道德虧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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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運動—批判社會學的視野》（Sport- A Critical Sociology）這本運動

社會學教科／入門書中，Richard Giulianotti 採取在前三章中，先建立起母學

科古典社會學的大架構，再引入「運動」與社會學的連結方式。本書架構上

以理論與議題交錯，此為較大膽的寫作方式，一般運動社會學教科書中較常

見的，乃以社會議題中的單一面向為軸，次序開展。例如，由 12 位台灣學

者共同撰寫、黃東治主編(2021)的《運動社會學概論》就涵蓋了包括全球化、

政治、國族主義、媒體等議題為軸；國內也有譯著、由 Maguire, Jarvie, 

Mansfield 與 Bradley 所著之《運動世界的社會學》(黃東治、邱金松譯, 2008)

亦是以議題為軸，再導入相關社會學理論或相關研究。近年在北美影響最

鉅、由 Jay Coakley(2021)所著的 Sports in Society: Issues and Controversies 一

書，已經歷 13 版的更新，也是以社會化、兒童、偏差行為、種族等議題為

軸，再導入相關理論的爬梳與對話。以議題為軸，多少將運動社會學這個社

會學與體育學交錯的次學門視為應用領域，讓對於運動實務場域有興趣的讀

者，有較容易的切入點。 

因此，Giulianotti 書中，雖說以理論或學派為章節，仍不乏相對應的主

要議題，但本書中卻有理論與議題為章節標題的混見狀況，前三章以古典社

會學理論為主軸，介紹功能論、詮釋性社會學、與馬克思主義，在各章節篇

幅有限的情況下，對於初接觸運動/社會學理論的讀者與學生而言，並不容易

直接上手（對照之下，Jay Coakley 甚至在該書尾聲「運動的未來」一章中才

「提及」馬克思），尤其對於來自非社會學相關領域的讀者，在閱讀本書的

前面數章時，可以想見會有一定的進入障礙，因此，本書或較適合已對社會

學理論有初步認識、並進一步想將相關理論應用在運動場域的讀者。 

理論與議題兩種不同的主軸，正是運動社會學作為兩種母學門交會處，

選擇不同切入點後難以迴避的矛盾。但在 Giulianotti 本書的書寫中，又在兩

個軸線間游移，時以學者、理論為章節分野（1-4 章、9-10 章），時又以議

題為章節（5-8、11-12 章），究竟該堅持單一流派理論的統整、或是援引不

同學者分析相同現象以進行對話？這時矛盾就容易出現了。在第 9 章中，特

別將 Norbert Elias 的型態社會學獨立出來，第 10 章則聚焦在 Pierre Bourdieu

的論述上，兩者無疑都在運動社會學長流中有其關鍵影響力與重要性，或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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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為在某些議題與論點上，這些學者已然奠定一家之言，成為該議題必然

參照的典範，但是某些議題上，可能就欠缺了多元並陳的碰撞，例如在運動

與文明進程中，Elias 的觀點與 Allen Guttmann(1978)的 From Ritual to Record

若能並置，或可激發出不同史觀的論辯，或是在第 10 章中，加入更多關於

Thorstein Veblen ([1899]2001)以降有閒階級的形成，或是階序與社會化等等

論點，或可給予讀者不同的視角。 

除了架構上在理論與議題之間的取捨掙扎之外，本書立論紮實，論述精

闢，案例合宜，無疑是目前台灣運動社會學中重要的教科/入門書。不過，與

許多教科書採取較為中立、「平衡報導」的摘要式寫作不同，Giulianotti 在

書中不吝宣稱其立場，他的批判不僅針對運動場上需要針砭的議題，更指向

近年來在北美運動研究社群興起的身體文化研究（Physical Cultural Studies，

簡稱 PCS，見第 4 章），對於該流派所倡議內視的「身體」視角轉向並不以

為然，也認為 PCS 過於虛無飄渺，如此大力抨擊，也顯見運動社會學與 PCS

兩派的爭辯，十多年來依舊持續著(陳子軒，2012)。 

自林文蘭(2009)評論當時台灣運動社會學教科書以來，十年間全球乃至

於台灣的運動場域持續發生重大的變化，作為教科書，不論理論、議題或是

案例總有緩不濟急的感慨，本書譯作的出版，可說是台灣運動社會學領域教

科書的及時雨。 

然而，既為譯作，在以英美為主流觀點的運動社會學教科書中，各自的

舉例或是聚焦的議題，必然隨著各文化脈絡而有所不同，這也形成文化與理

論轉譯的必然闕漏。誠如譯者在其序中所昭示的一般，「台灣之光」、「國

球」等等名詞所體現的國族主義意涵，正是台灣運動底蘊中最重要的基調，

在此書中卻未見獨立章節討論，至為可惜。美國運動社會學界，因其獨特的

國際政經情勢與運動歷史脈絡，國族主義已是其數十年以來難以校正回歸的

盲點（Coakley 書中同樣欠缺國族主義的章節），但過往在英、澳、紐、加

等同為英語系知識輸出國的運動社會學論述中，通常並不會缺席的國族主

義，Giulanotti 卻在本書中易外地忽略了。 

除了國族之外，媒體也是本教科書中令人意外的缺席。媒體自無線/有線

/衛星的線性電視年代，進入詭譎多變與多向流動的串流/OTT 時代，產製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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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不斷膨脹的轉播權利金，內容端的豐富多元，以及閱聽人端無所不在的媒

介化運動感知經驗，再再都成為運動的時代精神，本書中未從媒體層面切入

運動，至為可惜。儘管可以理解，一本教科書無法窮盡運動世界的所有面向，

但國族與媒體，這兩項影響台灣運動發展甚鉅的面向的缺席，是無法忽略的

憾事。但以譯者在其譯序中所述，翻譯本書的動念正是多年來本書做為其課

堂使用參考，因此吾人反倒可以理解，畢竟此二面向正是劉昌德長年關注與

著墨甚深的議題，因此，如同譯者的授課策略一般，適時地加入國族與媒體

的本土議題與觀點，當是使用本書時所需的補遺。 

同時，本書做為台灣運動社會學入門書籍，劉昌德的譯註可謂居功厥

偉，翻譯的品質為相關領域教科書中的佼佼者，除了原著中的理論翻譯中規

中矩之外，一些並不好翻譯的俚語與運動術語都能精準地傳達，甚至配合到

運動台灣近年流行的語彙，無疑為本書再增添閱讀與參考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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